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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整个国家的平衡和稳定中，

国家与农民是中轴。因而，中国国家建设必须与平衡农民结合

起来。

土地对于国家和农民来说既是资源，也是一种权力，通过土地

政策调整起到了平衡国家建设与农民关系的作用。本研究以中国

土地政策作为对象，考察中国国家采取不同土地政策的政治意义，

从而揭示不同时期土地政策是如何平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

三者之间关系的。

本研究用五章篇幅探讨当代中国土地政策如何平衡农民、国

家政权与中国现代化三者关系。第一章对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

形成与演进进行历史考察，阐述土地政策的政治意义，即动员农

民、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在动员农民基础上建立新生国家，动员

农民的手段是实行不同于以往的土地政策。然而，一个在中心城

市建立的政党，如何会通过土地政策调整来动员农民呢？中国共

产党在失败和成功中认识到传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

村。在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古典政治文明以及国民党

土地政策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土地政策，动员了农村的土地和人

力资源，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中获得胜利。

第二章以新生国家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为研究内容，探讨土

改对解放农民和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新生国家面临着解放农民

和政权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秉持孙中山“耕者有其田”土地

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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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还

给农民，从而获得农民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同时，在土地改革运动

中，新生国家消解了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农村政权，建构了以农民

为核心的农村政权，使新生国家治理权延伸到农村社会，实现了几

千年来国家政权在农村建立的任务，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保障。

第三章通过对合作化运动的研究，阐述农民土地私人占有变

革到集体所有的意义。土改的土地安排诱发了农村社会的不平

衡，土地开始流转，出现自由买卖，对新生国家秩序产生了压力，产

生了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通过合作化方式，实现农民对中

国共产党政权认同成为必然。然而，农民私人占有土地的初级合

作化无法完全弥补有限土地资源下农民的生存压力，而且土地私

人占有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产生了冲突。社会主义建设包含

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建立。按照经典马克

思主义作家的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通过消灭阶

级剥削，渐次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实现

自由人的联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国

家政权是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理论设计的，也与苏联社会主

义国家建设经验相一致。这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要求，决

定了变革土地占有关系的必然，从土地农民私人占有转变为集体

所有；其次，以工业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按照经典马克思主

义作家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

会形态，是建立在高度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因而，在一个落后的农

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工业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具有紧

迫性。同时，现代工业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社会生产力

大变革，从而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

业国，满足农民富裕愿望。然而，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工业最

主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和农民，但是农民私人占有土地后，个体、分

散的土地经营方式限制了工业建设的资源提取，所以集聚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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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就成为工业建设的保证。因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工业

建设都需要土地从农民的私人占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农民是满腔热情的，但是把刚刚获得的土

地通过合作化方式转交集体，大多数农民是不情愿的，因而出现了

合作化过程中的“退社”等现象，这影响了工业建设。为此，在建设

社会主义的压力下，国家必须迅速地从土地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

过渡，并在两条道路的争论中，实现土地集体所有。然而，由于缺

乏市场等外部条件，加上自然灾害，农民自发的“承包”不断挑战集

体所有的土地政策。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建设，同时解

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国家嵌入了人民公社体制。

第四章通过对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历史考察，探讨农民与国家

的关系。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影响了农村社会

稳定，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表现为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与国

家有目的阻止土地承包的场景不断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所形成的城市也能够容

纳土地流转。于是，由农民创造的土地承包获得国家认同，家庭土

地承包制成为一项新的土地政策。这项政策之所以获得农民的支

持，也获得国家的认同，在于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分离，在

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前提下，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从而激发了

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

第五章探讨市场与现代化背景下，通过调整土地政策，平衡农

民、国家、市场与现代化的关系。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土

地资源进行流转，才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同时农民经营土地的收

益不及进入市场获得的收益，出现土地被闲置和抛弃的现象。这

为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建设蚕食农村土地提供了可

能，导致农民生存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凸现。

可见，在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中，农民一方面需要土地作为其生

存底线但受到蚕食，另一方面不愿经营土地，而国家则必须稳定农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４　　　　

民保证粮食生产。因而，平衡农民、国家、市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

的关系，还是需要土地。通过调整土地产权，平衡上述关系，从而

保证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由此，得出本研究的一般结论：土地政策有效地平衡了农民、

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建设三者关系。在中国国家建设逻辑中，当土

地政策同时考虑三者关系时，国家建设就比较顺利。当其中某一

要素处于相对边缘时，就会出现或者农民与国家关系紧张，或者现

代化建设受阻，这导致调整土地政策成为必要。因而，在中国国家

建设中，土地政策是平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的一种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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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任何社会从传统迈向现代，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变革或革命。

因为，现代与传统的区别一定是从人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开始的。

在前现代，不同社会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形成了一定

的人与土地关系，通过以自然秩序为核心的传统秩序体系维系前

现代的生产与生活。然而，基于技术和制度的力量，现代化的发展

却要从根本上赋予人以一定的自主与解放，为此赋予传统的自然

秩序以人的自觉意志，形成以人为本的现代秩序体系，并以此来构

筑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所以，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变迁，实际上是

现代秩序对传统的替代，而这个替代直接冲击的就是人与土地的

关系。因为，人与土地关系是传统秩序体系的根本，也是决定前现

代社会生活的关键。

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最天然、最本源的关系，关系到个体的生

存、家族的繁衍、村落的维系以及国家的兴亡，所以，土地与生命具

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需要人们用生命去争取、去维护的生存与发

展之本。土地同时关系着个体与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而现代社

会对传统社会的替代，则又是改变人与土地关系的过程，因而，任

何试图开辟现代社会的努力，都必须从合理地处理土地问题开始。

土地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成败，决定

着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结构与稳定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

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土地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土地的分配

和地权的归属。在土地制度确定的条件下，土地政策就成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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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配置和土地关系的关键。在许多时候，具体的土地制度是通

过一系列的土地政策来体现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制度以

及相应的土地政策对政权的巩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国

历朝历代都力图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来巩固政权，促进社会发展。

随着中国传统帝制的解体，传统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地制度

也就失去了存续的政治条件与制度基础。因而，如何重建中国的

土地制度，就成为任何要承担起中国现代化发展使命的政治力量

都必须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要在这样国

家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面启动现代化，土地问题无疑是根本

问题。辛亥革命前，在思考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的时候，领导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思考

这个问题的切入口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后的国家建设，因而，他提

出了保证资本主义在革命后中国社会顺利发展所需要的土地制

度：平均地权。然而，这个制度设计有国家建设的意义，却无法对

启动中国现代化所需要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直接的推动

作用。当然，这也与孙中山先生一开始并不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

的主力军有直接的关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致力于民主共和，但

是十三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十分有限。在革命后的挫折中，孙中

山开始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农民，而解决中国农民问题

的关键在土地，于是，在１９２４年提出了具有推动革命作用的土地

政策：“耕者有其田”，并使其成为国民党“一大”的基本政策主张。

然而，由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和革命使命的局限，这项政策在孙中

山去世之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

实际上，“耕者有其田”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理想，并非

现代人提出的新思想。不过，现代人将这种基本的理想直接转化

为革命奋斗的目标，而这追求的背后，不是要使中国社会固守传统

农业社会，而是通过这个政策目标来动员民众进行革命，从而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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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彻底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化。所以，这个传统的

理想在成为革命奋斗目标的同时，也就成为革命的政策工具。国

民党意识到这个政策工具的价值，但没有有效地运用，结果没有取

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经过一番曲折之后，也意

识到这个政策工具的价值，不仅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了，而且由此开

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结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成功。从国共两党因土地政策而导致的成败反差之中，我们

不难体会到这样一个真理：不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其基础和动力

都在本国社会，所以，认清国情，把握国势，才能找到革命和现代化

的目标，才能从本国的逻辑出发，扎扎实实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革

命和现代化发展之路。

中国共产党至今为止所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无不

得益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当年就指出：中国

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基于中国是一个

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情，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在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党领导人民实现战略目标的

关键：通过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

命道路，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共

产党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改造了中国古老的农村社会，启动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过土地承包，中国共产党成功启动了改革

开放，使古老的中国真正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现代化

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

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通过有效的土地政策动员民众，把握全

局，创新发展，实现目标的过程。叶国文博士抓住了这个历史逻

辑，并力图从土地政策的变化与发展的历程中，来展现中国共产党

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之道，即以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为

“牛鼻子”，通过土地政策的创新发展，来把握大型国家的革命、转

型、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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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学术界中，研究土地问题的著作不少，但从政治学角

度研究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政策问题的论著不多。政治学有政

治学的关怀。权利、革命、政权以及国家建设是政治学的关怀点。

叶国文博士把传统的土地政策问题与这些关怀有机结合，摆脱土

地政策变迁一般历史逻辑的概括与描述，努力在土地变迁的历史

逻辑中，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土地政策来平衡大型农业国中

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从而创造出革命的高潮、政权的基础

和发展的动力，使政党因此获得发展，使政权因此得以巩固。这种

探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释过去，更重要的在于建构一种分析视

角或模式，来把握未来中国发展的可能与趋势。从本书所形成的

分析视角或模式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通过土地政策创新解决中

国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是中国

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的关键。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创造

改革和发展的新历程，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就必须创新土地政策，调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平衡国家政权与农

民的基本关系。这是本书带给人的启示。

本书的路向明确，切口也比较具体，但由于中国的农民问题、

土地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大问题，而且情况十分复杂，所以，本书

的学术努力虽然形成了一种整体把握，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还

有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希望作者能够在现有的研究基础

上，沿着政治学的视角再深入下去，进一步对这个领域的最基本、

最前沿的问题作出新的政治学回答。新的努力、新的深度和新的

发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和现

实实践，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最好舞台，只要我们回到中国现实，

走入中国逻辑，就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林尚立
２００７年夏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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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叶国文在浙江山村长大，高中毕业后曾有一段时间在家乡务

农。他与土地的联系、对土地的记忆，自然不同于那些生长在城市

中的人，也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很难体会的。我想，那应该

是一种无法割舍的联系，是一种融入血液的记忆。在这样的背景

下，对他来说，选择农民和土地政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就绝非仅

仅出于某种学术的兴趣，而是更加充溢着回报难以忘怀的乡亲和

乡情的热忱。

叶国文总是称我为“老师”，而我却更加愿意将其视为自己的

“同学”。说“同学”，当然首先是因为我们在复旦同一个院系学习

过。虽然时间有先后，但是，在教过他的老师中，有多位也曾经教

过我。不仅如此，我因研究梁漱溟的政治思想而对中国农村问题

有所关注，叶国文则因其某种出自于自然的使命感而投身于农民

和土地问题的研究，他的研究不仅在学术上颇多贡献，而且给我许

多启发。

叶国文的大作，以翔实的资料、严整的逻辑，很好地展示和论

述了近代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土地、农民对于中国国家的意义。

在中国，土地是建立和维持国家政权，以及开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基础性资源；农民是建立国家政权的支撑性力量；在国家现代化建

设过程中，农民成为一个矛盾的主体，解决农民问题是中国国家建

设中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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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农民和国家向来互有需求。建立良好的农民和国家关

系的要旨，在于平衡地实现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相互需求。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经济形态来看，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

态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农民可以说是国家兵员、

赋税、劳役的唯一来源。国家通过制定土地政策、调整当时最重要

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的使用性占有状况，来保证农民能够

维持简单再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向国家不断提供其所需要的兵员、

赋税和劳役。农民之所以按照要求向国家提供其所需要的兵员、

赋税和劳役，或是出于对满足自身需求的期待，即期望国家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实现安全和秩序方面的需求；或是由于暴力

因素，即他们不服从国家的安排所要承担的代价，大于服从该安排

所要支付的代价；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此时国

家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

但是，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它不时受到阶级因素和政策

因素的影响。私有小农经济下的土地兼并，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民

失去土地，自然经济形态又无法吸纳失去土地的农民。于是，那些

失去土地的农民要么成为佃农，要么成为“流民”。随着土地兼并

的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人数日益增加，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佃农租

佃条件的恶化（因为随着农民的破产，佃户供给数量增加），和流民

数量的增加。这些农民已经无法承担国家要求他们承担的赋税、

劳役等义务。如果此时国家不能注意履行其社会职能，对土地政

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者反而与短视的地主豪强站在一起，对农民

进行雪上加霜式的盘剥的话，则社会动乱和统治危机接踵而至。

封建国家的特性，决定了国家本质是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代

表；专制国家的特性又决定了其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不存在，以及整

个政策调整过程充满人治的偶然性。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和国家

的相对均衡状态被打破，国家成为农民起义打击的对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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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支持，夺取全国政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

中，有很大部分直接回应了广大农民的需求，能够实现广大农民群

众祖祖辈辈对于土地的渴望以及安居乐业的梦想。一个有待出世

的新国家的需求与广大农民的需求形成了广泛的交叉，使得形成

中的新国家得以从农民那里获得急需的兵员、粮草和合法性支持；

而农民则从形成中的新国家那里获得了土地、安定和对富裕的

期待。

建国以后，由于政策理念的偏失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国家和农

民的关系没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的巨大可能空间内取得应

有的进步幅度。在国家最高领导层看来，在小农经济和小生产的

基础上，不仅不能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富庶，而且这一基

础每日每时产生着腐蚀社会主义体制的因素，因而必须对其进行

限制和改造。在险恶国际环境下实施的优先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路

线，也逼使国家实行城乡二元结构，通过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限

制农副产品的自由流通，限制农副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等价交换

等，超强度地汲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与此同时，欠发达的民主

政治架构以及农民在这本来就不发达的架构中的边缘地位，使得

农民的需求难以在国家政策层面得到及时、有效的表达。此时的

中国，虽然因其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而被有些人称为

“农民国家”，但是就利益表达和政策偏向而言，却更像是一个“无

农民国家”。

于是，农民和国家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尽管国家通过

各种方式不断对于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展示自己和农民的密切联

系，并时而作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上马一些公共工程项目，帮助农

民应对自然灾害、发展生产，但是广大农民却基本体会不到国家对

于自己到底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此时的国家，大致上只能满足农

民抵御大规模自然灾害、外敌入侵以及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之类的

生存需求，却基本无法回应农民对于发展的要求。到了“文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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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随着社会动乱的产生和政府行政系统的瘫痪，农民基本生存需

求的满足也遇到了极大的障碍。农民和国家关系开始陷入相当危

险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线变化，开辟了国家和

农民关系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户籍身

份制度的逐步放开，人员的大规模跨地区、跨职业流动，信息的广

泛传播，使得农民由原先的那种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存在形态，开

始向主要表现为“职业”的存在形态转变。农副产品开始得以自由

流通；土地价值被重新发现，开始得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变相转

让；农民所耕种的土地及其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开始得以有

机会通过市场受到公平的评价。农民的生存状况开始得到较大改

善，农民开始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自主、自为的一员。但是，与此同

时，在一部分地区，漠视农民合法权益、以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方

式推进的“圈地运动”给农民的生存造成新的直接的威胁。在此背

景下，一方面农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出保障其实现富裕、进步、平

等之类目标的可以概括为“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生存”需求依

然存在，并且在一些地区增添了维护土地权益的内容。此外，为了

确保自己对于国家的需求能够在政策层面得到有效的回应，农民

的参政议政热情开始高涨。

国家建立在社会基础之上，国家应该在集约社会意愿的基础

上引领社会的发展，以实现社会的需求。农民，是中国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合理、有效地回应和满足农民向国家提出的需求，帮助

和保障其实现富裕、进步、平等和参与，是构筑新时期国家和农民

良好关系的关键所在。几十年来，国家应已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

的存在对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现在需要更加关注的是，让农民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国家的存在对于他们的意义和价值。所谓“教育

农民”、“引导农民”、“保护农民”，其宗旨和内容应该是实现农民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于国家的需求，而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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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拜读叶国文大作之后的一点感想。谢谢他给我的

启发。

是为序。

臧志军
２００７年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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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前人土地政

策的基础上，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夺

得国家政权，并开展国家建设。因而，土地政策与中国政治具有极

大的相关性。从学术上考察中国土地政策，对于一个农民人数至

今仍然在总人口中占多数的国家开展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一、研究现状与研究空间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土地政策进行了诸多具体而细致的研究，

尽管成果斐然，但从农民与国家建设的视角研究土地政策，在可见

的国内外学术研究中尚无先例，因而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一）研究现状

大体上，对我国土地政策的研究可分为三大块：一是中国内地

学者的研究；二是港澳台学者的研究；三是外国学者的研究。这些

研究分别从各自领域展开，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１内地学者的研究现状

学者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对建国前的研究，也有

对建国后的研究，可以说研究成果颇丰。

（１）建国前的研究。以孙中山和毛泽东等人关于中国农村土

地问题的研究为典型。通过研究，他们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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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并实践了一系列土地政策。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在秉承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主张的同时，实施满足农民要求的土

地政策，有效地动员了农民，为革命汲取了宝贵的资源，使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获得成功。此外，这一时期还包括梁漱溟、晏阳初

等乡村建设派以及其他学派和相关人士进行的研究。

（２）建国后的研究。按照时间划分，又可分为不同的研究阶段

和研究重点。首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土地政策的研究。代表性

学者和著作有孟南的《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林蕴晖等的《凯歌行

进的时期》、罗平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和高化民的《农业合作

化运动始末》等。这一时期，主要围绕以农民私人占有为主的土地

政策和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主的合作化运动进行研究。

从研究内容看，侧重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实行土地政策的原因及

其后果。

其次，对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政策的研究。代表性学者和著作

有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徐勇的《包产到户

沉浮录》、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

失败》、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等。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从

集体所有向国家所有土地政策的演进，重点研究人民公社时期的

土地政策。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政策的研究，折射出农民与

国家的关系，从而逻辑地推演出家庭土地承包制。

再次，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土地政策的研究。随着经济、社

会的急剧变革，对这一时期土地政策的研究丰富多彩。从研究成

果看，可进行这样的归整：

①土地政策史的研究。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土地课题组编

著的《农地规模与农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中

国农地制度课题组编著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武力等的

《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周志

强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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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某一具体土地政策的研究。如费孝通在《中国农村特写》中

对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集体化的分析①，林子力的《论联产承包制》，雷
原的《家庭土地承包制研究》。

③经济和社会变革后，由土地问题引发其他问题的研究。如

张静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牛若峰等的《中国的“三

农”问题》，林毅夫的《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陈吉元等的《人

口大国的农业增长》和《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王春光的《中国

农村社会变迁》，李元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保护耕地问题的研究与

思考》，迟福林主编的《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
《中国农民的期盼———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杜润生的《中

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和《中国的土地改革》，陆

学艺的《改革中的农民问题》、《“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

农民研究》和《“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

究》，徐勇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

查》，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于建嵘的《岳村政治》，应星的《大

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２０世

纪川东双村的表达》，陈映芳等的《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

上海市的调查》，等等。这些研究以市场化和现代化为背景，围绕

农村土地政策，衍生关于市场、国家、农民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一

系列问题，从各自学科的视角进行有益的探讨。

最后，还有学者进行国别比较的研究，如柴强的《各国（地区）

土地制度与政策》，等等。

综观内地学者对土地政策的研究，有两个转变：一是从关注建

国以来土地政策演进转向关注中国土地政策历史和国别比较研

究，在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较中国土地政策演变的原因及可

能；二是从理论推演转向具体实证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学者进行

大量的农村实证研究，以中国的眼光研究中国农村问题，不再以西

方的范式观察中国农村，从中得出了一些符合本土实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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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港澳台学者的研究现状

港澳台学者对中国土地政策的研究相当活跃，也颇有建树。

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对新中国建立前，主要侧重于整个中国土地政

策史研究，如朱子爽的《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黄振钺的《土地政

策与土地法》、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吴英荃的《中国

土地问题教程》。对新中国建立后，则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土地政

策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并以此分析港澳台的土地政策，尤其是论证

台湾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成果有黄通的《土地政策

论》、熊景明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决策程序与决策原则》②、苏志超

的《土地政策之比较研究》和《土地行政纲要》以及冯小彭的《土地

行政》等著作和相关学术论文。

在第一阶段，港澳台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中国土地

政策进行梳理，得出土地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的结论；在第二阶段，则可通过论证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进及其

政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为台湾地区等发起土地改革运动

作理论铺垫，所以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建立和改革土地制度等内

容的研究。

３．外国学者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往往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

研究并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地问题的研

究主要有两种研究成果：一种是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如杨庆坤

根据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调查写的《共产主义过

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威廉·韩丁根据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

村调查所写的《翻身：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陈佩华（Ａｎｔｉ

Ｃｈａｎ）、ＪｏｎａｈａｎＵｎｇｅｒ和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ａｄｓｅｎ三人对广东陈村访谈

撰写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以及Ｍａｄ

ｓｅｎ利用这次访谈资料撰写的《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黄

宗智利用满铁资料和调查写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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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

了某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改造、国家政权建设等现实，具有很高的

原始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另一种是利用既有资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如杜赞奇利用满铁

资料写成的《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③，

弗雷德里克·多梅内赫关于１９４８年阶级斗争土改的论述④，弗里
曼等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⑤，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⑥，汤森的《中国政治》，麦克法夸尔

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及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等等。⑦

综观国外学者对中国土地政策的研究，存在两个比较明显的

特点：一是以西方理论关照中国，从而与西方国家的土地政策逻辑

进行比较，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二是运用国家等有关理论，基于国

家政权建设视野进行研究，从而无一例外地得出中国的国家与农

民、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的

结论。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土地政策主要从历史、

经济、社会和党史等角度介入研究。

首先，土地政策演进史研究。通过整理，发现学者们对中国土

地政策演进史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土地政

策史的研究，既有整个土地政策史研究，也有分阶段的研究。但

是，学者们的研究仅仅展现了土地政策的历史演进，没有对历史进

行解读，可以说缺乏对历史事件的准确把握。

其次，经济学角度研究。这项研究始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政

策，尤其是市场经济确立。学者多从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的

视角研究当代中国土地政策，重点研究国家建设与土地产权之间

的关系。如周其仁从国家与土地产权的重建角度阐释了乡村改

革，讨论了国家与所有权问题。⑧尽管土地产权与国家之间一直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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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关联性，但是建立在理性和利益最大化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的

经济学研究，无法有效地阐释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意义。比如，

从经济学视角研究，土地私有化是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的有效路

径。但是土地私有化可能产生绝大多数农民生存问题，进而影响

中国国家政权问题，这是经济学所无法阐释的。事实上，中国土地

具有保障农民最低生活的功能，是稳定社会的一种力量。因而，经

济学研究具有其独特性，但从中解读中国土地政策的意义，其穿透

力明显不足。

再次，社会学角度研究。有学者运用社会人类学和历史人类

学的有关理论知识，通过考察中国农村，提出“地权”这样一个全景

信息元的概念，力图解答中国农村社会的种种基因，从而拓展地权

在乡村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⑨也有学者注意到土地制度安

排对农村政治秩序的影响。⑩此外，还有学者，从经济社会学视角

考察农村土地分配中的公平和正义问题，探讨由此引发的农村政

治问题。瑏瑡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是从构建农村社会出

发的，因而具有可行性。然而，中国土地政策并不仅仅在于重构农

村社会，还有更深的政治意义，对此社会学理论就缺乏穿透力。

最后，党史角度研究。近年来，这类研究成果随着“三农”问题

凸显而大量涌现，如《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解决“三农”

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农业发展道路》，等等。从党史角度研究土地政策，并没有离开

土地政策史范畴，只是把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进纳入中国共产

党的成长史。

土地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对土地政策的研究由

此成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但是，囿于学科局限，上述研究尽管

成果颇丰，却没有准确揭示土地政策的政治价值，或者说土地政策

的政治价值仍有待进一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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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空间

如上所述，从既有的研究成果看，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和

视角对中国土地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

是这些研究囿于学科限制，无法揭示土地政策在中国的政治意义。

这为运用政治学有关理论知识，进一步研究土地政策提供了研究

空间。

首先，土地政策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对此已经作

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土地政策

的调整夺得国家政权和建立国家政权，也就是说对中国土地政策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改前后，缺乏后续即土地政策与国家政权建

设关系的研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不仅夺

得国家政权，而且还推进国家政权建设。

其次，土地政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

内容的新生国家现代化建设是在没有外部市场和相对封闭的背景

下启动的，其依赖资源主要是土地资源。费孝通曾经认为：“中国

农村的真正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瑏瑢，这也是“中国土地问题”的

核心。因此，他赞成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他认为，仅

仅进行土地改革、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问题，最终解

决的办法是走工业化之路。瑏瑣由此，以土地为资源的新生国家现代

化建设与以土地作为生存资源的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从而需要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外部资本开

始进入国内市场，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外部资源，土地资源在现代

化建设中的地位下降。此时出现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建设的空间

拓展与农民土地的紧张关系，从而出现资本与权力互相挤占土地

资源的现象。如何再次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平衡现代化与农民关

系成为重点，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尚不多。

最后，土地政策与农民的关系。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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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的调整动员了农民，从而获得革命的胜利。学者对此研

究可谓不少。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既是资源，也是权力。然而，对

农民如何利用这种资源和权力从而维护自身权益的研究却比

较少。

总之，目前对于土地政策的研究，尽管成果颇丰，但是从政治

学视角进行的研究尚不多，尤其是从农民、国家政权与现代化建设

视角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

二、研究视角：土地政策与国家建设

土地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陌生。正因为耳熟能详，把土

地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就具有了难度，所以必须寻找恰当的研究视

角，才能把土地问题透视清楚，并把土地所蕴涵的价值真正地展现

出来。中国土地政策涉及农民、国家政权与现代化建设问题等元

素。本书通过土地政策的研究，揭示土地政策如何平衡上述诸元

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

从近代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发展逻辑看，它是现代化驱动

国家政权建设。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欧洲经济增长遇到了空间狭

窄、劳动力资源紧张和市场不统一的问题。于是，基于拓展发展空

间、挖掘劳动力资源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要，欧洲各国在国内需要

建立一种稳固的政治体制瑏瑤从而实现对乡村土地的蚕食和农民市

民化，以解决发展空间和劳动力资源紧张问题，在国外则不断拓展

世界市场。对政治体制的需要转化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动力。

由此，现代化推动了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政权建设。

与欧洲国家建设的逻辑不同，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欺侮，晚清

开始的现代化是对这种刺激的反应，因而提出了强化国家权力的

要求。所以，中国现代化与国家权力建设是同步的。近代以降，中

国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始于晚清的办厂热潮和孙中山等人

提倡和实行的实业建国就是佐证。城市则是工业化的副产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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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新生国家政权到改革开放期间，由于社会主

义建设的需要，尽管极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却对城市数量和规模采

取控制措施，致使城市化进程踯躅不前，这也与西方国家工业化与

城市建设几乎同步进行不同。

在新生国家建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制定了建立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

提出：“使我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

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瑏瑥并于１９５３年开始“一化三改”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可见新生国家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工业化。事实

上，这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

卷第一版序言中就认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

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瑏瑦这种景象首先体现为高度发

达的工业，之后才是依托工业建立的现代城市。

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是新生国家的建设目标。在这个通过革命

手段建立的巨型国家，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息息相关，现代

化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为前提，并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推

动现代化建设。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

要问题。马克思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曾指出：“现代的资产

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

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瑏瑧在一个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权是统

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国家也不能免于这样的逻

辑，通过不断革命推翻并掌握国家政权实现其阶级目的。亨廷顿

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牢牢掌

握国家政权。瑏瑨布莱克则从现代化的动力角度说明决策的强化，加

强国家政权建设的事实。瑏瑩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现代化国

家为己任，但是新生国家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

设为逻辑起点，同时通过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国家建

设，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的。毛泽东曾经提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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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次革命论，指出民主革命完成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革

命理论，其目的就是以此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建设。

当然，与西方国家建设的逻辑不同，中国国家建设存在着两个

并存的逻辑：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在新生国家政权建立

初期，主要是通过巩固政权推动现代化建设，之后则以社会主义建

设推动现代化建设，以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巩固和证明社会主义建

设的合理性。蒂利认为中国国家建设是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招

牌下进行的。瑐瑠换言之，中国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现代

化并举，互相借助、同时推进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现实导致中国国家建设必须考虑农民问题，

无论是国家政权建设，还是现代化建设都无法离开农民而独立进

行。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新生国家政权是在

农民支持下建立的，现代化是依赖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启动

的。一方面，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都需要农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巨大基数的农民又成为国家建设的制约因素。现代化

是一个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标志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农民事

实上处于边缘地位。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当然不能采取西方

式的消灭，而是不断地使其成为市民。由此，农民既是国家实现政

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保证和基础，又是制约国家建设的一个重

要因素，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不是现代化国家。正是农民

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国家建设必须考虑农民问题。

农民是中国国家建设中的一个矛盾主体。一方面农民数量庞

大，所占比重较大。据有关数据统计，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０年，我国

农村人口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一直在８０％以上，即使是２００４
年最新统计数据，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还是达到５９４７％（如表

０－１）。另一方面农民又是中国国家建设的支撑力量和消解力量。

因而，解决农民问题对中国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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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０－１　我国城乡人口情况瑐瑡

年份
人口数

（万人）

城　镇 乡　村

人口数（万人） 百分比（％） 人口数（万人） 百分比（％）

１９４９ ５４１６７ ５７６５ １０６ ４８４０２ ８９４

１９５０ ５５１９６ ６１６９ １１２ ４９０２７ ８８８

１９５２ ５７４８２ ７１６３ １２５ ５０３１９ ８７５

１９５３ ５８７９６ ７８２６ １３３ ５０９７０ ８６７

１９５６ ６２８２８ ９１８５ １４６ ５３６４３ ８５４

１９５７ ６４６５３ ９９４９ １５４ ５４７０４ ８４６

１９５８ ６５９９４ １０７２１ １６２ ５５２７３ ８３８

１９５９ ６７２０７ １２３７１ １８４ ５４８３６ ８１６

１９６０ ６６２０７ １３０７３ １９７ ５３１３４ ８０３

１９６２ ６７２９５ １１６５９ １７３ ５５６３６ ８２７

１９６３ ６９１７２ １１６４６ １６８ ５７５２６ ８３２

１９６４ ７０４９９ １２９５０ １８４ ５７５４９ ８１６

１９６５ ７２５３８ １３０４５ １８０ ５９４９３ ８２０

１９７９ ９７５４２ １８４９５ １９０ ７９０４７ ８１０

１９８０ ９８７０５ １９１４０ １９３９ ７９５６５ ８０６１

１９８１ １０００７２ ２０１７１ ２０１６ ７９９０１ ７９８４

１９８２ １０１６５４ ２１４８０ ２１１３ ８０１７４ ７８８７

１９８４ １０４３５７ ２４０１７ ２３０１ ８０３４０ ７６９９

１９８６ １０７５０７ ２６３６６ ２４５２ ８１１４１ ７５４８

１９８７ １０９３００ ２７６７４ ２５３２ ８１６２６ ７４６８

１９８９ １１２７０４ ２９５４０ ２６２１ ８３１６４ ７３５９

１９９２ １１７１７１ ３２３７２ ２７６３ ８４７９９ ７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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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人口数

（万人）

城　镇 乡　村

人口数（万人） 百分比（％） 人口数（万人） 百分比（％）

１９９３ １１８６１７ ３３３５１ ２８１４ ８５１６６ ７１８６

１９９５ １２１１２１ ３５１７４ ２９０４ ８５９４７ ７０９６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８１０ ３７９４２ ３０４０ ８６８６８ ６９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２６５８３ ４５８４４ ３６２２ ８０７３９ ６３７８

２００１ １２７６２７ ４８０６４ ３７６６ ７９５６３ ６２３４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４５３ ５０２１２ ３９０９ ７８２４１ ６０９１

２００３ １２９２２７ ５２３７６ ４０５３ ７６８５１ ５９４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９９８８ ５４２８３ ４１７６ ７５７０５ ５８２４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５７７０６ ４３９０ ７３７４２ ５６１０

　　注：根据乡村人口百分比变化，删除了在一个百分点内变化年份的数据。

因此，中国国家建设是农民、国家政权与现代化三者并举的。

农民认同是国家政权的前提和保证，也是现代化建设需要依赖的

人力资源和逐渐市民化的目标；而国家政权建设既是现代化的前

提，也是现代化建设的保障和目的。所以，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

相关性，在中国国家建设中既互相建构又互相消解，对任何一个或

者两个关系处理不当，都会导致中国国家建设出现问题。因而，平

衡三者关系关乎中国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

那么，如何平衡三者关系，或者说何种资源能够有效地平衡三

者关系呢？中国国家建设是在以农民为主、新生政权刚刚建立又

缺乏外部市场的背景下启动的，唯一的资源是土地。中国国家政

权建设需要农民的支持，农民依赖土地资源生存，现代化建设则以

土地资源作为启动的巨大资源。因而，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可以

平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三者关系，土地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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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资源。

三、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

本节对本书研究主要思路和结构进行说明，同时说明本书采

用的研究方法，并对引用资料作一些说明。

（一）主要思路

中国国家建设主要包括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

为一个巨型的以农民为主的国家，在整个国家的平衡和稳定中，国

家与农民是中轴。因而，中国国家建设必须与平衡农民结合起来。

土地对于国家和农民来说既是资源，也是一种权力。土地政策的

调整起到了平衡国家建设与农民关系的作用。本书以中国土地政

策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共产党采取不同土地政策的政治意义，

从而揭示土地政策与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内在

关系。

第一，动员农民与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动员农民夺

取政权建立新生国家的，动员农民的手段是实行不同于以往的土

地政策。然而，一个在中心城市建立的政党，为何会通过土地政策

的调整动员农民？中国共产党从失败和成功的经验中认识到，中

国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国民党土地

政策成败得失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土地政策，开发了农村的

土地并动员了人力资源，并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中获得胜利。

第二，阶级解放与政权建设。新生国家面临着解放农民和政

权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在秉持孙中山“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

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阶级，

实现了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还给农民，

从而获得农民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同时，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新生

国家消解了以地主阶级为核心的农村政权，建构了以农民为核心

的新型政权，使新生国家治理权延伸到农村社会，为国家现代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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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供了保障。

第三，国家政权与现代化。土改的土地安排诱发了农村社会

的不平衡，土地开始流转，出现自由买卖，对新生国家秩序产生了

压力，产生了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因此，通过合作化方式实现农

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认同成为必然。然而，以农民私人占有土

地为基础的初级合作化，无法完全减轻有限土地资源下农民的生

存压力，而且土地私人占有方式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产生了冲突。

社会主义建设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建

立。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解，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国家

政权后，通过消灭阶级剥削，渐次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建立共产主

义的社会形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

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设

计的，也是与苏联国家建设经验相一致的。这样，建设社会主义国

家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变革土地占有关系的必然，从土地的农民占

有转变为集体所有。二是，以工业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按

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一个比资本

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建立在高度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上的。

因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工业不仅必

须而且具有紧迫性。同时，现代化的工业能够促进农业现代化，实

现农村社会生产力大变革，从而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

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满足农民富裕的愿望。然而，一个落后的

农业国家建设工业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土地和农民，但是农民私人

占有土地后，个体、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限制了工业建设的资源提

取，集聚土地资源成为保证工业建设的前提。因而，无论是社会主

义建设还是工业建设都需要土地从农民占有转变为集体所有。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农民是满腔热情的，但是把刚刚获得的土

地通过合作化方式转交集体，大多数农民是不情愿的，因而出现了

合作化过程中的“退社”等现象，这影响了工业建设。为此，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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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压力下，国家必须迅速地从土地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过

渡，并在两条道路的争论中，实现土地集体所有。然而，由于缺乏

市场等外部条件，加上自然灾害，农民自发的“承包”不断挑战集体

所有的土地政策。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建设，同时解决

农民的生存问题，国家引入了人民公社体制。

第四，国家与农民。由于人民公社制度不利于农业生产，影响

了农村社会稳定，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表现为农民自发的

土地承包与国家有目的阻止土地承包的场景上演。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所形成的城

市也能够容纳土地流转。于是，由农民创造的土地承包获得国家

认同，家庭土地承包制成为一项新的土地政策。这项政策之所以

获得农民的支持，也获得国家的认同，在于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

进行分离，在集体占有土地所有权前提下，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

民，从而激发了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

第五，市场与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土地资源

进行流转，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不

及进入市场获得的收益，出现土地被闲置和抛弃的现象。这为以

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建设蚕食农村土地提供了可能，

导致农民生存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凸显。

可见，在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中，农民一方面需要土地作为其生

存底线但土地受到蚕食，另一方面不愿经营土地，希望通过土地流

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国家则必须稳定农民保证粮食生产。

因而，平衡农民、国家、市场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土

地。通过调整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平衡上述关系，从而保证国家

建设的顺利进行。

上述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土地政策是左右农民、国家政权和现

代化建设三者关系的平衡点。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当土地

政策同时考虑三者关系时，国家建设就比较顺利。当其中某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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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处于相对边缘时，就会出现或者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或者现

代化建设受阻，这导致调整土地政策成为必要。因而，在中国国家

建设中，土地政策是平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的一种重要

手段。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本书以土地政策为研

究对象，研究当代中国土地政策在中国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涉及历

史过程同政策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关系，以历史研究法和调查研究

法为主比较恰当。

历史研究法。以中国土地政策为研究对象，免不了研究其政

策演进史。尤其是土地政策随着历史而演变，因而以历史研究法

研究中国土地政策是必要的。

一般而言，政治学上所采用的历史研究法主要是对政治制度

进行历史研究，从而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瑐瑢本书的

研究，尽管不是研究政治制度，而是研究土地政策，但仍需要通过

研究土地政策的历史，探讨各种要素对采取这一政策的影响以及

造成这一政策的原因，并探讨政策可能对政治产生的影响。

调查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是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马克思、

恩格斯为创立理论体系，就曾经对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资本主

义国家的阶级斗争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也曾经在

《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瑐瑣

一项政策有没有实现其政策设计的目的，需要实践的检验。

实践的检验就使调查研究成为必要。中国土地政策的出台影响了

整个国家，由此就产生划一的政策有没有实现其设计目标的问题，

这需要对土地政策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当然，在研究中国土地政策的过程中，本书没有囿于上述研究

方法，同时也采用了其他研究方法，这里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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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资料

本书研究资料主要来自文献资料和调研资料两个方面。

１．文献资料

在文献资料方面，主要涉及以下几种类型：

（１）文件资料。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建国以来的土地政策，

因而对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土地政策的文件进行了详尽的整

理。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在革命年代形成的，从某种程

度上可以认为土地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获得国家政权息息相关，因

而也包括了建国前能够查阅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文件。同时，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又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所以也包括了共

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件资料。另外，中国共产党的土地

政策也与国民党的土地政策有关，因而也简单梳理了孙中山的有

关文献、著作中关于土地和农民的有关言论与文件资料。简而言

之，本书所涉及的文件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可查阅的文

件资料；

二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关于中国土地、农民问题的

有关往来文件资料；

三是中国国民党关于土地、农民等问题的文件资料以及孙中

山的文献资料；

四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土地政策的相关文件；

五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毛

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关于土地等问题的文稿、文

集、选集、著作等资料。

（２）馆藏资料。为了了解有关土地政策文件在各地的贯彻落

实情况，查阅了各地有关土地政策的馆藏资料，这里也包括了一些

中央和地方关于土地政策的文件资料。如对浙江省义乌市、开化

县、三门县、武义县、永嘉县、温州市以及中国农民城———温州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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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等的土地资料，各地档案馆和土地管理部门所藏资料进行了查

阅，获得了包括上述县市有关土地问题的相关文献和《义乌市土地

志》等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３）学者专著与论文。主要包括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著作以

及其他理论书籍。

（４）各类工作经验和案例介绍资料。这个资料主要通过两个

途径获得：一是查阅国土资源部主办的《中国土地》和各省土地管

理部门办的土地通讯等内部资料；二是通过调研，如通过对相关人

员的访谈和有关干部的介绍。

２．调研资料

虽然本人出身农民而且曾经在农村从事过几乎所有农活，还

到城市当过农民工，可以说对于土地有一些感性认识，但是这些认

识不足以在理论层面准确表达，而且土地政策的具体操作和变革

也必须通过一定的事实还原，才能得到理论的升华，所以在阅读大

量文献基础上作了一定的调研。

调研工作主要有：

（１）访谈。根据研究需要，访谈对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曾经或者还在担任县级及其以上土地管理部门主要领导

职务的干部；

二是从事土地管理实际工作的乡镇主要干部；

三是从事本地土地经营的农民；

四是不再经营土地的农民；

五是跨地区甚至跨省经营土地的农民。

（２）实地调研。在确定以浙江省部分县市为主的调研对象后，

对调研对象进行了分类：

一是较早实行土地承包制地区，如永嘉县和温州市；

二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义乌市；

三是土地资源比较缺乏的开化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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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了解土地承包后规模化经营问题，还对上海金山区

吕巷镇的施普桃源进行农民土地流转承包和公司经营模式的

调研。

关于上述研究资料的具体情况以及不包括在上述各类中但在

书中被引用的其他资料，会以注释等形式具体注明，这里不再详细

说明。

注　释：

① 费孝通中国农村特写［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５８－１９６

② 熊景明运用决策理论的决策过程、验证方式和反馈渠道对土地承包

制以来摸索的种种土地政策进行研究，对尚未形成新的土地政策的原因进行

了研究，从而讨论了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与实施的主要原则。熊景明：《农村土

地政策的决策程序与决策原则》，徐勇主编 中国农村研究（２００１年卷）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７１－１８６

③ 该书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

互动关系，认为随着２０世纪国家权力扩张导致乡村既有文化权力网络的破

坏，导致国家政权在乡村的内卷化。［美］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④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ｅｉｗ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Ｎｏ６５（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７６），ｐｐ３２－４９

⑤ 弗里曼等人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和访谈，对华北五公村这个被认为处

于外国影响之下的、位于主要世界市场和现代工业边缘地带的广大中国农村

内地具有某些显著特征的代表进行了研究。他们着眼于国家—社会的关系，

把五公村看做有助于构建新体制的政治网络中的结合点，把受偏爱的村庄与

当地、县、地区甚至省和中央各个层次的干部联接起来的网络，并从土地政策

演变入手，揭示了国家与社会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关系演

变。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２

⑥ 王国斌认为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以土地等政策决策为基础的理性利益

和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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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一直处于一场持续不断的革命之中。（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

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１３－２１６

⑦ 这两本书都对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研究，认为人

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及饥荒是其政治原因和结果。见（英）罗德里克·麦克法

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美）

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⑧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⑨ 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１９００－１９４５年的山东农

村》，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０

⑩ 张静对当前基层政权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村社土地集体

支配下存在基层政权对资源和管辖权的争斗以及村庄内部秩序问题。见张

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瑏瑡 刘世定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

会学分析［Ｍ］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

瑏瑢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２３６

瑏瑣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１２３６－２３９

瑏瑤 这种政治体制按照有关学者的理解，主要表现为１８世纪欧洲的“政

权建设”（Ｓｔａｔｅ－ｍａｋｉｎｇ）和民族形成。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

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

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由此可见，政权建设和民

族形成都适应现代化需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

华北农村［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前言

瑏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３７

瑏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８

瑏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７１

瑏瑨（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Ｍ］北京：三联书

店１９８９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３０　　　

瑏瑩（美）ＣＥ 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Ｍ］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

瑐瑠 蒂利·查尔斯编 西欧民族国家之形成［Ｍ］普林斯顿：新泽西

１９７５

瑐瑡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

国人口年鉴（１９８５）［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数

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人口年鉴（２００１）［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的数据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年度统计

资料、专题统计资料和部门数据。

瑐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Ｍ］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１９９２２０６

瑐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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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动员农民与夺取政权：
　 土地政策的形成
及其政治意义

　　土地对于传统中国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土
地资源的政策调整，动员农民阶级，战胜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建立了新生国家政权。然而，一个在中心城市建立的政党，为何会

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来动员农民呢？检视中国共产党在成长中，

如同通过与蒋介石的交往学会了“枪杆子出政权”一样，在与孙中

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中领会了传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城市而是

农村。因而，中国共产党运用土地政策，在与蒋介石的革命战争

中，成功地动员了农村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夺取国家政权。成功的

土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夺得国家政权的重要条件。

一、国民党土地政策的演进

国民党的土地政策，从总体上分为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和蒋介

石统治时期的土地政策两个阶段。前者又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研究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可以透视中国共产

党土地政策在动员农民、夺取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

（一）孙中山的土地政策

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驱和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对

于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提出了许多影响重大的政策主张，土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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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就是其中之一。一般认为，以１９２４年国民党改组为界，孙中山

的土地政策主张可分为改组前的“平均地权”和改组后的“耕者有

其田”。称孙中山的土地政策是政策主张，首先因为“平均地权”政

策是针对民族、民权问题实现，国家政权建立以后，避免在国家建

设过程中，出现欧美国家因贫富差距过大面临社会革命压力而提

出的，是未来的政策设计，不是现实的；其次“耕者有其田”政策较

“平均地权”政策在方向和重心上有了转变，更加关注农民和土地

的现实问题，主张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直接还给农民，但在孙中

山有生之年没能实现；最后，在孙中山辞世后，国民党并未施行其

土地政策，更遑论实现其政策目标，故孙中山的土地政策仅仅是一

项政策主张。

１．平均地权

对于酝酿“平均地权”思想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

法。一般认为，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离国考察欧美日诸国，期

间详细了解了欧美日诸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尤其关注社会问题，

据此他提出“恒以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①酝发

“平均地权”的思想。目前，通过有关资料的整理和发掘，发现孙中

山第一次明确提出“平均地权”主张是１９０３年秋，在为东京青山创

设中国留学生军事训练班制定的誓词中，孙中山提出了“驱除鞑

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②的主张。同年１２月１７日，

在复友人函中，孙中山曾经作过阐述，设想通过“平均地权”这一

“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实现社会主义，以避免欧美国家在

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导致发生社会“大冲突”。③可

以发现，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主张之目的，是防止贫富悬殊导致

的社会大冲突革命，但具体内容未有详细阐述。１９０５年５月，在

布鲁塞尔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谈到土地问题时，孙中山把“平均

地权”政策具体化。他认为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将使“土地全部或

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者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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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定章程租给农民”，以便确保中国民众“生活在最纯正的集

体主义制度之中”。④显然，孙中山设想通过“平均地权”政策，在革

命后利用国家政权施行土地国家所有，并通过土地平均分配使农

民成为国家的集体佃农，保证财富占有平均化，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的目标。然而，对于“平均地权”政策的具体内涵，孙中山并没有

表述清楚。

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对“平均地权”政策作了进一步

阐释。“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

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

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最善之

富强国家”，⑤以为“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

未深，而去之易”⑥。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把“平均地权”

表述为“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由此可见，“平均

地权”的政策主张与其说是革命的手段，毋宁说是未来国家治理

的手段甚至是最终之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孙中山重

视土地作为动员农民的手段，但并没有把土地政策的施行与动员

农民直接联系起来，在实践中不是采取“平均地权”，而是地归原

主。因而，“平均地权”政策指向不是现在，而是革命后国家的治

理。孙中山把“平均地权”政策作为实现国家有效治理之目的，解

决欧美等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

问题的手段，他将“平均地权”内容表述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

以享之”⑦。一些学者认为，“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主张是孙中山

动员中国农民、实现国民革命的手段，这种表述显然有失偏颇。

首先，“平均地权”政策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提出的。孙中山

在考察欧美日等国后，目睹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社会进步，产生了发

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但也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社会不公、贫富

悬殊等社会问题，使得欧美诸国面临社会革命的危机。同时，他亲

身体悟中国社会土地私有的现实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经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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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而产生与西方一些学者对土地问题的一致看法，认为土地

私有制是诱致社会革命的一个主因。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平均

地权”政策受亨利·乔治等西方学者的影响，⑧仿照他们的思想提

出土地国有的主张和设想，试图对私有土地征收单一累进税，以此

发展中国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并解决西方社会在此过程中产生

的社会矛盾问题。孙中山认为土地私有是抑制中国资本主义发

展，产生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根源。他认为，发展中国资

本主义，除了实现民族自立、恢复中华外，必须解决引起社会问题

的“土地问题”。⑨正因为提出土地公有而不是把土地直接还给农

民的政策，导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没有获得农民的支持，辛亥革命

的失败即与此有关。这也可能导致１９２４年以后提出把土地直接

所有权还给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辛亥革命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目的，在孙中山设想的

三大问题中，辛亥革命解决了中国的族权和民权问题，接着要解决

的是民生问题。辛亥革命后出现土地集中加剧的现象，尤其是军

阀大地主阶层积聚了大量的私有土地，成为最大的地主。这印证

了孙中山此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担忧。据学者在抗日战争前估

计，官公田由１８８７年占１８８％降至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间的６７％，私

有地则由８１２％升至９３３％。⑩总之，辛亥革命后不仅没有解决

中国封建土地私有问题，且此种趋势还在加剧。在这种土地制度

下，占人口绝大部分、终日耕作在土地上的农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

少，甚至无法保障生存，而地主却不劳而获、坐享暴利。正如他曾

对梁启超所说那样：“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

农民之困也。”西方列强和本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互相勾

结，进一步利用这种制度盘剥农民，导致整个社会日益分化，欧美

诸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开始显现。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涉及革命后政权的稳定，而民生问题的

焦点在农村。在农村，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为土地，“土地问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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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了一半”。“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社会革命

已成七八分了”瑏瑡。在孙中山看来，现在是国家应该开始解决民生

问题的时候，所以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平均地权”主张，但是作

为既得利益者的军阀却无暇顾及这一问题。对他们而言，掌握政

权才是最重要的，因而革命事实上还没有成功，民生问题也就无从

解决了。

其次，从内容看，实现“平均地权”必须以建立国家为前提。

“平均地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查地主所有之土地，使

其定价，自由呈报⋯⋯国家据其地价，载在户籍，所报之价即为规

定之价”。二是“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

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

为国家所共享，肇始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

或其所”。据此逐步形成以“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

“涨价归公”四项政策为内容的“平均地权”主张，其核心是土地涨

价归公，即以田税代地租，把地租转化为国有的“土地国有”政策，

实现均衡社会财富之目的。但是，不管是核定地价，还是增价归

公，都有赖于国家这个强力机器。

最后，从实现的手段和目的看，“平均地权”政策主张土地国

有。“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之前，土地已

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留存。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

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

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瑏瑢。

如何实现土地国有？“实现土地国有的途经有三：一是税去地

主，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二是买去

地主，用收买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变为国有土地；三是踢去地主，

用强制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平均地权”主要是采

取第一条途经，但也不排斥后两条途经。瑏瑣其具体手段是：“调查地

主所有之土地，使其定价，自由申报，国家按其地价征收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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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国家据其地价，载在户籍，所报之价，即为规定之价。此后

地价之增值，成为公家所有，私人不能享有其利，地主虽欲垄断，其

将何辞之可借哉？”孙中山认为，就此可以“地尽其利、地利共享”，

使国家繁荣富强，仅收取地价一项，中国就会成为国库充裕的国

家；同时也可以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从而有效

预防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革命问题。

上述分析说明：首先孙中山的土地政策主张是革命后国家解

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以防止社会革命产生为目的，因其在革命

过程中并没有实行“平均地权”政策，而是认同和保留原有的土地

政策，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土地归地主所有的现实；其次，“平均地

权”政策，是革命后国家政权实行的一项政策，使国家按照地主所

呈报地价之所收田租作为税收纳入国库，甚至可以通过国家征用、

购买方式使国家直接获得土地，从而使得土地私有制名存实亡，实

现土地国家所有；再者，“平均地权”之目的是防止欧美日等国家的

社会大冲突，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因而，施行“平均地权”政策

是以革命后社会为基础的，在国家政权尚未建立前并不主张对农

村社会关系进行大的变动。事实上，即使国家政权的建立也无法

实现“平均地权”政策，因为“求平均之法，有主张土地国有的，但由

国家收买全国土地，恐无此等力量”。瑏瑤可见，“平均地权”政策是国

民革命的目的，而不是实现国民革命的手段。对孙中山而言，它仅

仅是一个应对未来的手段，而不是解决革命问题的手段；是实现其

国家建设方略的途经或者本身就是国家建设的内容、目的。因而，

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并没有十分在意“平均地权”政策能

否实现。在同盟会施行民生主义的九条政纲中，也没有关于平均

地权的内容。瑏瑥在１９１２年与袁世凯的多次会谈中，他谈论了种种
建国设想，也均未涉及土地问题。在反袁活动中，孙中山主要是在

各省实力派与各国政府、政党间寻求支持，基本上也没有触及土地

关系问题以期获取农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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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愿上看，孙中山十分关注革命后施行“平均地权”政策问

题，只因遭遇非议和变故而未能实行。１９１２年初，孙中山出任中

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提议试行平均地权，由于意见不一，临时

政府未颁布有关“平均地权”的法令或措施。此后，孙中山不再执

掌政权，也就无从实施这一政策，转而开始其修筑铁路、大办钢铁

等实业建国方略。直到１９２１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他曾设

立土地局，并约请德国土地专家单威廉博士研讨地价税问题，但因

陈炯明叛变而中止。１９２３年２月，再次在单威廉的帮助下，拟订
《土地登记测量及征税条列草案》，规定土地增值税为１００％，即土

地所有之增值当征其全数，归诸公家，强调要有相应的经济制裁措

施，而断无调和迁就之余地。瑏瑦尽管如此，这项政策因单车祸身亡，

加上诸多不和谐力量的牵制，并没有得到施行。

由此可见，“平均地权”政策并没有具体实施。一方面，“平均

地权”政策需要把土地收归国有后再均分，必然遭到地主阶级的反

对；另一方面，没有直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而无法获得农民的

支持。至此，“平均地权”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应该看到，正如列

宁所评价那样，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是“进步的、战斗的、革命

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纲领”，瑏瑧因为它是以推翻封建主

义国家为前提的。然而，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试图

不解决农民问题而建立有效治理的现代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深刻总结了这一历史教训，他说：“一切革命者须知：国民革

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

败了。”瑏瑨

２．耕者有其田

辛亥革命后，鉴于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孙中山对中国土地问

题的认识有了深化，认为“今日革命事业并未成功，想革命成功，当

先解决土地问题”。瑏瑩

同时，在苏联帮助改组国民党过程中，孙中山接触到苏联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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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并作了较详细的研究，认为：“俄国改良农业政治之后，便推

翻一般地主，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农民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了田，只对于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

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效仿俄国这种办法，也要耕

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革命。”瑐瑠

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除了重申“平均地权”之要旨外，重新

评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表示要把解决农民的痛苦和困难与

国民革命结合起来。为此，在闭幕翌日（１９２４年１月３１日）决定

设立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祖涵担任部长，彭湃为秘书。５月，成

立农民运动委员会；６月，孙中山亲自审定《农民协会章程》，这是

近代中国农民运动中第一个全国性组织纲领；７月创办中央农民

运动讲习所，把动员农民视作革命成功的重要手段和要素。与此

同时，孙中山认识到“平均地权”政策主张在革命中的局限性，为了

革命胜利，必须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具革命性的土地政策。或许是

受到苏联土地政策的影响，或许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

动中的土地政策影响，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政策主张。

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７日，在广东省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民生主义》

第三讲时，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８月

２３日，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他论述了实行这一

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

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

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自养。”瑐瑡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

者有其田。这个意思就是要农民得到自己劳苦的结果；要这种劳

苦的结果，不令别人夺取。现在农民劳动的结果，在农民只能分到

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税，都是农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

的。像这种情形是很不公平的”。瑐瑢他认为造成这种不公平的原因

有二：一是农民“负担的杂税太重，总是要纳税，所以便很穷，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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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穷人便很多。这种穷人负担太重的原故，就是由于政府抽

税不公道，地权不平均，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瑐瑣。二是“一般农民，

有八九成是没有田的。他们所耕的田，大都是属于地主的，有田的

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来讲，农民应该是为自己耕田，耕出来的

农品，要归自己所有。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

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

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

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瑐瑤。重税加上没有自己的田地，农民

出现了生存困难，因而没有革命的积极性，而农民不参加革命，革

命就没有基础，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

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瑐瑥。

如上所述，“平均地权”政策是孙中山解决革命后国家社会问

题的一项政策主张。当时，中国还处于革命阶段，自然无法实施

“平均地权”，也就无法动员农民参与革命。为了动员农民参与革

命，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大会宣言》及其后政策均提出了把土地

还给农民的主张，这就是“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提出的背景。孙

中山认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

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农民之缺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

地”，资其耕作，瑐瑦“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

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

结果。”瑐瑧

至此，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在未来，国家政

权建立后是“平均地权”政策，以此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革命

过程中，则以“耕者有其田”政策作为实现革命的手段，代替“平均

地权”政策主张。从根本上看，“耕者有其田”政策和“平均地权”政

策为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方式，都以解决中国社会公平、正义为目

的，但“耕者有其田”政策将方向和重心放在解除农民疾苦和解决

农民土地问题这一方面。瑐瑨相对于“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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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

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

放，解决了农民没有土地所面临的贫穷和生存问题，也激发了农民

革命的热情；再一方面按照西方国家发展逻辑，造成中国由农业国

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实现建设现代国家的目的。

总之，“耕者有其田”政策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同时还给农

民，而“平均地权”政策则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所有权归国

家，使用权则平均归于所有人民，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种变化

淡薄了理想色彩，增添了务实成分，直接表达了广大农民对于土地

的渴望，所以受到农民的拥护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便于组织、

发动农民，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北伐的顺利进行。之后，中国共产

党汲取国民党的经验，采取“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革命过程中成

功动员了农民，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在新生政权建立初期借此巩固

了国家政权。

孙中山作为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革

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阶级局限性限制其提出或者采取

更加革命的措施。一方面，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动员农民的武器，

另一方面又不对地主土地进行彻底的析分，而认为“中国到今

日⋯⋯没有大地主”。瑐瑩且“我们此时实行民生主义，如果马上便要

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来交给农民，受地的农民，固然可以

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损失”瑑瑠。至此，“耕者有其田”政策又

沦入“平均地权”的政策逻辑，最终，“耕者有其田”政策就只剩下扶

助农民组织，把农民联络、组织起来，同政府合作，通过农民与地主

的协商，实现和平的土改，而不是立即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

尽管“耕者有其田”政策是革命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充满

矛盾和妥协。一方面担心“耕者有其田”政策可能遭到地主的反

抗，招致“地主和农民发生冲突”，转而要求农民“同政府合作，慢慢

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问题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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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失”。瑑瑡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通过彻底的革命方式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效仿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

农民，瑑瑢但认为条件还“没有预备”，不能马上拿来实行。这体现了

孙中山主张发动、组织农民，实现革命之目的，又担心农民的激烈

行动会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从而不利于革命的矛盾心理。因而，只

能采取渐进的和改良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他认为，农

民有了坚强的组织和武装，不待革命斗争，地主就会给农民以最大

利益，实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换言之，在动员农民的同时，孙中

山并不想失去地主的支持。“二五减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

的，既可以使农民的田租由原来５０％减为２５％，降低农民被剥削

的程度，又不完全堵死地主通过田租受益之路，所谓农民和地主双

赢的政策。可以想象，在一个革命的阵营中，作为革命的对象却与

革命者在一起，而且希望合作实现革命之目的，结果便是要么革命

不可能，要么迷失革命目标，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的

失败。

政策的矛盾性加上孙中山的过早离世，“耕者有其田”土地政

策尚未贯彻实施就结束了使命。因此，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实现

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

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

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瑑瑣

所以，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他们所领导的国民党在农民占绝

大多数的国家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总而言之，孙中山提出了废除封建王朝统治、建立新的国家政

权、发展资本主义的诉求。革命是实现这些诉求的必要手段。在

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也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动员农民参

与。然而，农民问题与农民土地问题以及解决土地问题是有差

异的。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解决农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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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贯穿革命以及革命后国家建设过程的始终。土地问题则直接是

民生问题，是引起并同时也是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主因。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也许是动员农民并解决农民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但

在革命时期这不是社会主要问题，只有革命后才显现为社会民生

问题，因只有革命后国家建设中才有可能产生欧美工业化所致的

社会问题。“平均地权”政策是针对可能产生的社会民生问题而提

出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则以中国没有大地主为前提，这是对中国

现实的漠视，以此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只能是幻想。

在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政策的过程中，孙中山也

提出了一些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措施，诸如“二五减租”等，以减少

社会矛盾，实现农民与地主的双赢。这表明，在政治革命过程中，

孙中山不主张通过解决根本对立的冲突来达到新的社会整合，而

采取社会调和的办法，使斗争双方在未来的发展中，都能够取得发

展机会并获得实际利益，为公平的社会创造条件，但这也只能是一

种臆想。尽管孙中山的土地政策未能有效实施，但“平均地权”和

“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思想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产生了

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

生国家政权并加以巩固，与贯彻和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有很大关系。

（二）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土地政策

鉴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尽管国民党“一大”没有完全

通过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还是通过了一些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的措施，这包括：“严定田赋地税之法定额，禁止一切额

外征收，如厘金等类，当一切废绝之”；“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整

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

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

价收买之”等等条文，瑑瑤之后又通过了“二五减租”等改善农民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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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具体措施。

孙中山离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对立公开化，个中原因，是

聚合力量的突然缺失而出现的权力争夺所致。在这场权力角逐

中，蒋介石通过打压手段瓦解传统派系，积聚了党政军资源。美国

学者石约翰认为，蒋介石通过与各位将领做交易，贿赂他们，甚至

以武力威胁为最后手段。因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是建立在广泛民

众运动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与军人巨头相妥协的关系之中，其结

果是使得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在省级以下区域比较薄弱，常常根本

无法扩展到乡村地区，自然也无力解决民众的贫困和悲苦生活这

一当时国家最紧迫的问题。瑑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蒋介石最终执

掌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具有黄埔军校校长这个培养国民党干部的

资源外，主要政治资本是通过两次东征等一系列军事斗争，统一广

东，巩固了广州革命根据地。瑑瑦虽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一

定的政治资本，但是作为后辈，在逐步形成一股新兴军事势力的同

时，也引起了党内“元老派”和军阀将领的不满。同时，以廖仲恺为

首的国民党左派积极贯彻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苏联、中国共产

党保持较好的关系，又经常深入群众，获得了较高的声誉。在当

时，廖仲恺被认为是能够斡旋于蒋（介石）、胡（汉民）与许（崇智）等

元老、军阀之间，联络国民党右派、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革命的

人物。因此，当蒋介石的地位在各种不满声中擢升的同时，廖仲恺

的地位似乎更被认同。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通过实

行行政、财政和军政统一，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成立的广东国民政

府中，使军阀将领失去了地盘和财政资源，初步瓦解“元老派”；同

时，散布谣言，并借处理“廖案”，将胡汉民、许崇智等势力彻底瓦

解。“廖案”后，汪精卫身兼国民政府主席、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军党

代表，俨然成为国民革命的领袖，也成为蒋介石巩固地位的最大阻

力。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赶走了汪精卫。至此，在国民党内部

形成蒋介石独大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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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后，还有一股力量成为蒋介石最

终获得政权的障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现代史表明，蒋

介石通过采取“整理党务案”以及“清党”等措施，消除了这个夺权

路上的最后障碍。这与本论无关。本论关注蒋介石是如何在尊重

孙中山这个权力正当性的前提下，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上进

行对抗的。

由于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特别是坚持减租斗争，

动员和组织起了农民投身国民革命，一方面促成北伐战争的胜利，

使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另一方面获得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力量不断壮大。

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联合以邓演达为首的国民

党左派，高举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实行“耕者有

其田”的土地政策，要求进行土地改革，立即宣布“耕者有其田”的

法令，没收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其反革命团体的全

部财产为国有，并把国有的土地分配给耕作的农民。瑑瑧这引起了代

表豪绅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的害怕和忌恨，他们联合国民党内部

派系“要挟国民党放弃土地改革政策”。瑑瑨

当时，蒋介石正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孙中山的政策

还需萧规曹随，这是蒋介石权力正当性的基础；二是党内各个派系

需要平衡；三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壮大可能威胁其政权。第一个问

题涉及权力正当性问题，后两个问题则涉及到政权稳定问题。任

何一个派系的坐大，都会导致派系失衡而使其权力丧失。中国共

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壮大一方面会引起内部派系的不满，另一方

面相当于培育了一个随时可能取代的对手，这可能导致其权力旁

落。于是，蒋介石假意呼吁“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

号”，“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而实际明扬暗抑，制定一

部名为落实孙中山土地政策，但却无法实施的《土地法》，使“平均

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徒具虚名。借此蒋介石既保有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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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正当性，又满足了党内大部分派系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平衡了

党内派系，也抑制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从下令制定和实施《土地法》的过程看，蒋介石一方面高举孙

中山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上进行对抗。

１９２９年１月，国民党第１７１次政治会议通过土地原则草案，并交

立法院依此制定土地法。立法院则组成由吴尚鹰、胡展堂等五人

为起草小组的起草委员会。吴尚鹰认为：“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决定

之《土地法原则》与党纲政纲之规定，并依从总理平均地权之主

张。”瑑瑩可见，这部土地法的制定以孙中山的政策主张为依据。翌

年６月，《土地法》颁布，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认为《土地法》“询足

以阐扬总理遗教，而使吾党之土地政策得以及时实现”。瑒瑠但是，这

部按照总理主张制定的《土地法》遭到诸多批评。马寅初认为其缺

乏具体的实施工具，“徒有其虚名而无其实，其流弊所致，可使不肖

者假《土地法》之名，而行剥削之实，其为患有不可胜言者”。瑒瑡甚至

作为制定者的吴尚鹰也承认：“现在之土地法，并不与总理之办法

全符。”瑒瑢王桧林等学者认为《土地法》的核心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

制不得侵犯，《土地法》承认土地的私有，也认可地主的土地私人占

有，肯定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全文没有出现“耕者有其田”的字

样，即使对“私有土地”有一些限制，如超过“土地面积之最高额”

将依法征收等，也没具体限额。瑒瑣在土地政策上，国民党假借孙中

山的名义，开始体现为以反“耕者有其田”对抗“耕者有其田”。瑒瑤

正因为《土地法》保护地主土地私人占有，加上军阀官僚热衷

于抢夺土地，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土地法》尽管有一些扶植农民

的条文，但收效甚微。在内乱、外患的交相侵害下，自耕农逐年减

少，无地化趋势加速。这种无地化趋势，在有些地方非常剧烈，如

江苏丹阳。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６年，总农户中自耕农由４５％下降为

３０％，半自耕农由 ４０％ 下降为 ３５％，佃农则由 １５％ 剧升为

３５％。瑒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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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２２省农民无地化趋势（％）瑒瑦

时期 合计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１９１２

１９３１

１９３６

１９４７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９

４６

４６

４２

２３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８

３１

３０

３３

《土地法》不仅背离了孙中山的政策主张，而且无法实施。况

且南京国民政府甚至并不打算真正施行。《土地法》第五章规定：

“本法之施行另定之。”这就是说，若没有制定土地施行法，《土地

法》只是一纸空文。直到１９３５年４月，国民政府才公布了《土地施

行法》，此时距《土地法》颁布已逾５年。而且，《土地施行法》的主

要内容是地籍整理，并未规定《土地法》施行的具体日期，该法第二

条指出：“本法之实行日期及区域与土地法同。”而根据《土地法》第

六条的规定：“本法各编之施行日期及区域，分别以命令定之。”因

此，尽管拖延数年才公布《土地施行法》，由于没有政府的命令，《土

地法》及《土地施行法》均不能实施。瑒瑧

同时，《土地法》及《土地施行法》主张地主土地私有，这使地主

圈地现象合法化，土地积聚进一步加剧，既引起了农民的反抗，也

导致国民党财政汲取能力下降。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土

地革命还地于农民，从而动员了农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

党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土地政策，１９３８年３月，在武昌召开的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土地政策的一些

原则。综合各省有关土地问题的提案，会议认为长期以来国民党

中央及国民政府所制定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方案和法律“实效未

著”，在当前“环境突变，生死存亡之间不容再循常规，循序渐进，故

非另定战时土地政策，不能适应时代之适切要求”。此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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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民党战时土地政策，其基本精神主要有三：一是“足食”，即“提

高土地利用之精度，增加生产面积”；二是“足财”，即“增加人民之

纳税能力，平均人民对义务之负担”；三是“恤功及安定社会”，即

“彻底解决受伤将士及其家属以及难民问题”。瑒瑨由于主观和客观

原因，战时土地政策只在很少的一部分地区施行，且非彻底的“耕

者有其田”，故未获农民支持，执行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从１９４１
年始，国民党又几次调整土地政策，先后制定了《中国战后土地政

策》以及《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甚至采取控制粮食销售、实行

配给等措施。蒋介石也亲致“训词”，强调管制粮食与“平均地权”

的土地政策，“是目前战时财政与经济的中心问题，尤为我们目前

所急应完成”。瑒瑩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国民党把土地作为可以汲

取的有效资源，并不是从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出发，因而农村

状况依然如故，土地兼并盛行，地价日涨，租佃关系恶化，生产萎

缩，粮价上涨，军需民食短缺，对坚持长期抗战带来严重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统治的国民党政权先后制定了《战时土

地政策案》、《中国战后土地政策》以及《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

有学者认为这三项土地政策反映了国民党对土地政策的矛盾心

理。瑓瑠国民党开始提出土地政策是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

利，但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壮大又感恐惧不安，以致放弃抗日加紧反共，迫使土地政策中辍。

农村土地问题的进一步恶化，顿呈军粮民食补缺，危及抗战根本，

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检讨战时土地政策的实施问题。瑓瑡此外，国

民党还施行了“扶植自耕农”和“田赋征实征购”等政策。需要指出

的是，１９３６年提出“扶植自耕农”问题有其特定的背景。根据学者

研究，一方面蒋介石１９２７年上台后，大大强化了对农民的赋税搜

刮，使农民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危机和洋米行于

１９３１年爆发的全国性农业恐慌，直接导致国内农产品“过剩”，价

格惨跌，农民经营亏折，土地收益陡降。土地价格由上涨大幅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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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耕地无人问津。瑓瑢因而，国民党规定“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

则”，设立土地金融处，协理扶植自耕农放款业务；使用土地债券试

图使自耕农获得土地。但由于缺乏保护措施，加上农民购买力低

下，也为地主富户贱价兼并土地创造良机，因而自耕农不仅没有获

得土地，反而纷纷破产，农民贫困化不断加剧。田赋征实征购政

策，是在抗战中后期因粮食危机而实施的临时措施，最先于１９３７
年冬在山西实行，对于充实军粮调剂民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

于国民党采取杀鸡取卵的措施，致使国统区人地关系更加恶化，农

业生产明显衰退。

据此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２７年上台执政到１９４９年离开大陆，国

民党实际上并不热心于“平均地权”，也无意实施“耕者有其田”政

策。一方面颁布一系列土地政策法规政令，标榜奉行“平均地权”

的主张，也进行一些土地改革试验，以敷衍时事，搪塞舆论；另一方

面囿于自身利害，“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对于实施“平均地权”政策

又一再采取延宕的办法，“推”、“拖”了之，致使土地问题积重难返

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权非但没有平均，反而更

加集中于少数地主之手，耕者无有其田的危机日益加剧。瑓瑣“甚至

比较缓和得许多的限田办法，在政务会议中还有人反对，认为不宜

如此得罪地主，失掉地主对于政府的拥护”瑓瑤。国民党中央常委张

道藩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倡导国父‘耕者有其田＇和

我们的‘二五减租＇的制度。我们⋯⋯根本没有付诸实施，这真是

可耻之极”。瑓瑥回顾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孙科认为最大原因“就是

因为没有能够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瑓瑦蒋介石也曾承认“徒有完美

的主义，高尚的哲学（民生哲学）而不能实践笃行”，瑓瑧是在大陆失

败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首先，蒋介石为维护其权力正当性不得不实施一些

土地政策措施，但是作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统治

的国民党政权又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对抗。其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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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述土地政策仅仅是为了提取保证其执政的资源，而不是为了

满足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当土地资源日益枯竭，尤其因战争

蹂躏导致无法耕作而面临生存问题时，农民为了生存被迫走向国

民党政权的对立面，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中坚力量。如

１９４６年６月，面对饱受战乱蹂躏的极端恶劣的农村环境，国民党

财政部长俞鸿钧却下令实行田赋征实（即征粮），仅１９４６年就在国

统区内征实征粮８８００万担。不仅如此，为了补充兵员，还开展大

规模的抓丁、拉丁运动。１０月１０日征兵８３万，１９４７年７月再次

征兵百万。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暴政苛敛，国统区农民遂揭竿而起，

普遍走上反抗的道路：瑓瑨或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游击区抗

击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获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或者如英国学者贝思飞研究的那样，成为土匪，瑓瑩造成

内乱。结果，正如国民党内一些从事地政工作的人士所认为：“目

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现象，都极端令人忧虑，因为这其

间，有一个共同的症结，横在面前，妨碍着社会进步，压迫着经济发

展，威胁着全体同胞的生活，而且历来是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这

个症结就是土地问题。”他们尖锐地提出：“中国的土地问题，比以

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

后，兴隆或颓败的关头上。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它，它便会解决我

们。”瑔瑠结果，国民党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

求，失去了农民，也失去了其政权赖以存在的资源。可以说，土地

政策终结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

二、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形成及其演进

（一）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农民问题对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而言，其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夕，早期共产主义者就已经

开始观察农民和土地问题。１９１９年２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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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

些农民”，因此，“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

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为此，他号召一般知识阶级

的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

精神，来做些开发农村的事”。瑔瑡同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

《共产党》月刊第３号上，有一篇写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后被法

租界巡捕没收的文章，也专门论述了农民与土地问题。瑔瑢但是，在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关注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缺乏必要的

关注，这与中国共产党初建于城市、农村力量比较薄弱有关，而认

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却与国民党有很大关系。

在“一大”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没收土地”，把“工人、农民

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瑔瑣的纲

领，但由于没有明确区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作为民主革命的重要课题———农民以及土地问题，尚未引起中国

共产党的重视。张国焘在其回忆中说，在“一大”前，“我们没有谈

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

离得太远”。瑔瑤

１９２２年１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

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作了发言，具体介绍了中国

的土地关系和农民状况。张太雷在呼吁书中提出“耕者有其田”。

当时，提出“耕者有其田”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土地和农民问

题有深入的认识，仅仅说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目标。

因此，在呼吁书中，张太雷把“耕者有其田”与“争取国家的和平与

独立”和“工厂属于工人”一起列为“我们的口号”。瑔瑥在同年６月１５
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中国共产党也仅仅提出“肃清军

阀，没收军阀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并没有

实质性的内容。这或许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农民

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解决农民问题提升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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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这从７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可见一斑。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中

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如果贫苦农

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

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

功。”瑔瑦在年底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指

出：佃农“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

“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

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由此可见，在１９２３年“三大”前，中国共产

党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领导工人运动，而农民问题尚未列入党中

央的议事日程，仅仅把农民看成是协助工人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

一种力量。尽管如此，比较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农民的认识，无

疑已经前进了一大步。

因为意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一些较为熟悉农村情况的共产党

人，分别在浙江、广东、湖南等省领导农民开展了以限租、减租、铲

除高利贷和苛捐杂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事实上，这些人在

党内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农民运动的目的也不甚明确，甚至

被称为党内农民专家的毛泽东也没有把农民运动当成紧迫的问

题。恽代英在１９２３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

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认为，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

么顾得上农村呢？”瑔瑧而同期的毛泽东却是党内最重视农民的人，

张国焘在其回忆中曾说，在“三大”“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

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

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

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

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主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

的造反和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

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注重农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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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他同时回

忆说：“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意这个问题，尤以毛泽

东为然。”尽管陈独秀也曾鼓励和关注彭湃等人的农运工作，但“陈

（独秀）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项农民运动，而且

还感慨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瑔瑨这些史

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已经有所认识，

但还没有到认为急需解决的程度。

事实上，“三大的主要议题，中共中央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推进

国共合作，农民运动还不是眼前最要紧的任务。虽然通过了一个

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瑔瑩，却没有花力气去

具体组织实施”瑖瑠。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毕竟是第

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意味着农民作为一种巨大的现实力量，已

经越来越引起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为此，“三大”强调在国民革命运

动中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必要性，决定“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

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到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

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瑖瑡１９２３年７月，陈
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的《中国农民问题》一文，被认为已经把

“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邓中夏在介绍广东海丰和湖南衡

山白果两处农运的情况后，“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

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

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

观的现象呵”瑖瑢。至此，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农民在中国国民革

命中的地位，并开始当成一个议题提出来，只是还未有具体的工作

部署。

此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中共中央成立了农民部。在１９２６
年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
《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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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

民。”瑖瑣此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

３月１９日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

长。这足以证明，在对农民的认识上，国民党比中国共产党认识更

早且深刻，从某种程度上是国民党提升了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问

题的认识程度，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

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坛上，毛泽东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

“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

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

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阐明农民

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

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

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

中心问题”。瑖瑤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指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

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

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

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

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瑖瑥１９２６年

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在参加国民党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后，接到中共

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国民党右派开始攻击农民运动“破

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瑖瑦尽管中

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建立了农民运动机构，但与毛泽东、彭湃等

在国民党内部或者直接从事农民工作、或者曾经在农民运动讲习

所从事农民教育、宣传、发动工作的党内同志不同，中国共产党内

对农民运动并没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甚至作为领导者的陈独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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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等人与国民党右派一样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诋毁农民运动，出

现了与国民党合作而不需要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注意工人运动

而忘记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汉口中共中央特

别会议上，以总书记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首同以毛泽

东、李维汉为首的共产党人，在关于发动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

上发生了争论，最终根据陈独秀等意见起草、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

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惧而日

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

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因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

的主要政策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瑖瑧这导致毛泽

东的湖南考察之行。通过考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给予农民运动过火论以有力的回

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

的同盟军是农民，必须通过有效的土地政策，发动农民对地主等剥

削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由此在后来

的中央苏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等土地政策，直接把土地还给农

民，通过农民运动，建立了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国共联合战线解体，使得中共中央

机关在城市无法生存。“二七”大罢工的失败，进一步引发中国共

产党关于革命力量的再思考。与此同时，湖南、江西等地区的农民

运动却开展得有声有色，还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种基层政权

形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得了发展。上

述原因，促使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到边远乡村，实行农

村包围城市战略，最后夺取革命胜利。至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认

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开始了土地革命。

（二）土地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在认识到农民对于中国革命重要性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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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动员农民的有效途经。

考察动员农民参与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最初试图通过“减

租减息”的政策，在尽量不触动地主、富农利益背景下，解决农民的

生存和发展问题，从而动员农民参与革命。但是，“减租减息”政策

没有完全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农民已经感觉到自身的痛

苦，而不能再忍耐了，已经自动的（不管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原始的

或有组织的）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阶级（地主土豪劣绅买办

阶级帝国主义）”，瑖瑨表现在农民运动中，常常出现“过火”行为，甚

至直接实施“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如上分析，这导致地主、富

农和国民党右派的抵抗。同样，日益高涨而且“失控”的农民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然而，这些农民的主动行为，却

也是最能够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措施，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

动员农民的有效手段是推行革命式的土地政策。像浙江衙前、广

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的农民，由减租减息、限田限租发展为农民自

发组织农民协会，形成比较完整的组织架构，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

来，公开“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瑖瑩以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

组织农民反抗地主运动很快产生了示范效应，各地农民协会会员

大增。据统计，海陆丰三县在组织农民协会半年后，农民协会会员

竟达二十余万人之多，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瑘瑠湖南农民协会从

１９２６年组织以来，会员迅速增加。到１９２７年４月底，全省农民协

会会员发展到５１８万人，农民协会直接领导的群众达２０００余万。

当时湖南共有７５县２７００万农业人口，建立农民协会的县及农民

协会直接领导的群众数量占全省县数及农业人口的８０％左右。瑘瑡

据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截至１９２６年６月初的统计，全国１２个省出

现了有组织的农民运动。北伐后，据武汉政府农民部１９２７年６月

对１６个省区的统计，农民协会会员已经发展到９１５万人，全国县

区乡（或村）各级农民协会组织总计２１万个。瑘瑢组织起来的农民，

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对于田主的反抗运动，亦逐渐的扩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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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瑘瑣对于这场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六大”曾作出积极评价，

“从最近几年的经验看，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

建的束缚，反对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目

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底完

全民主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到土地，因为土地对

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瑘瑤。正如毛泽东

在１９３６年所说：“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

谁就能赢得农民。”瑘瑥土地不仅是动员、组织农民的有效手段，而且

是农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资源，通过不断调整

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胜利的资源。

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生存是第一要素，土地

则被视作他们几乎唯一可以争取并且应当拥有的经济资源。国民

党把农民和土地作为资源提取机，乡村建设派更试图在生存问题

都没有得到解决的农民中建立一种高尚的道德。只有以毛泽东为

首的共产党人立足现实，通过革命性的土地政策，对土地资源进行

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几千年来拥有土地的梦想。这满足了农民生

存的需要，同时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一起为保卫土地革命的果实进行不屈的斗争，直

至建立新生国家政权。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对土地

革命重要性作这样的阐述：“如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没有正

确地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失败，那么，在新的条件下的正确地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就是复兴革命运动的希望所在。”瑘瑦借助土

地政策的变革，运用革命手段把地主土地所有转变为农民土地所

有，使农民不仅获得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也获得土地所有权，

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

根据地。这一过程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组织

了强大的红军，建立了乡、县、省直至中央苏区人民民主政权。这

样，农村革命根据地既成为反对敌人的基地，又成为革命政权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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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也成为革命事业发展的摇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走向胜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此，土地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革命胜利的重

要资源，但是由于中国革命面临着国内和国外两个敌人，这促使中

国共产党因应不同历史阶段的对手采取了不同的土地政策。

１９２７年前，中国共产党虽然领导了一些地区的农民运动，但

是并没有具体可行的土地政策。１９２５年９月，在中央扩大会议

上，中国共产党确定并于１１月公开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指

出“解决农民的困苦，根本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

种的田地归谁所有，而不向地主缴纳租谷”。而实现这一目标，“就

非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打到军阀政府不可”，“更须革命的工农等

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够没收军阀官僚寺院大地主的田地，归耕地的

农民所有”。瑘瑧 然而，“耕地农有”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具体实施。

１９２７年７月，在《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通告中，中国共产党才

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并在

南昌起义中颁布了《农民解放条例》，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

土地”的政策，但由于起义未取得完全成功，这项政策也没能实施。

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

针。中国共产党“六大”则初步制定了土地的没收、分配政策及农

村中的阶级路线。到１９３１年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依靠贫农，联合

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

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路线不仅

使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而且其他阶级并没有承受巨大的经济

或者生存压力，因而获得了极大成功，农村社会在有序中运动。农

民开始自觉地“自下而上”解决土地问题，通过自卫军、农民协会等

形式维护自身权益，形成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高潮。

不久，王明取得中国共产党领导权，他攻击土地“按人口平均

分配”的政策，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导致地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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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无着，被迫逃亡或者当土匪瑘瑨或者投靠国民党；同时侵犯富农利

益，使贫农陷于孤立，致使许多土地荒芜，也给农村革命根据地经

济发展造成了困难。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直到１９３５年底中共中

央颁布的《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和１９３６年７月土地政策指

示才得到调整，并恢复了原来的土地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问题让位于民族问题，必须动员一切力

量为民族生存而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

策。１９４２年１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

定》，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一是扶助农民，减轻剥削，提高农民抗

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二是减租减息的同时缴租缴息，借以联合地主

抗日；三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且联合资产阶级。瑘瑩这三条政策原

则，有力地动员了国内所有阶级，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扩大

了解放区。根据美国学者梅斯纳研究，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

略者虽然能够占领城市，却没有人力去有效地控制农村，于是中国

共产党的游击根据地于战争期间在农村迅速成倍地增加”。与此

同时，“日军的占领不仅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危机，而且激起了农民

最激烈的排外情绪”，中国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不仅获得了

农民和中农群众的拥护，而且得到地主和富农的拥护”，从而“在日

军防线背后获得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政治拥护，组织许多农民

进行了游击战争。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许多地方的政治军

事活动获得了农民越来越广泛的拥护，后来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

党于１９４６年重新展开激烈的内战时，这一点起了决定性的
作用”。瑝瑠

抗日战争刚结束，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蒋介石国民党

试图强占胜利果实，内战随即展开。由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已经

自觉站到革命的对立面，原来的土地政策也名存实亡。１９４６年５
月４日，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政策作出调整，发出《关于清算减息及

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战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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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提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

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

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瑝瑡《关于清算减息及土地问

题的指示》发出后，各解放区开展了土改运动，到１９４７年初，三分

之二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这进一步激发和动员农民

为保卫胜利果实进行战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空间资源。

综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首先是颠

覆了传统的土地关系，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解放农民，也基本解决了农民、解放区人民和军队的生存问题。

其次，土地关系的颠倒促进了解放区经济发展，并通过促进合

作化运动，为建立具有特殊模式的解放区工业提供了物质基础。

最后，农民自下而上采取革命式的土地改革运动，产生了农民

协会等基层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根据地政权模式，最终以此

建立了新生国家政权。有学者认为：“当时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

是今日新中国的雏形。”瑝瑢因为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农村革

命根据地内实现了生存和发展，也在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培育了

新生国家的组织、制度和价值体系，为新生国家的建立和建设提供

了一种有效借鉴。

三、农民与政权：土地政策的政治意义

通过对国共两党土地政策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不但国共

两党土地政策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国共两党土地政策在各自不同

时期也存在差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差异和成败

中，认识到农民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运用土地政策动员农民，夺

取了中国革命胜利。

对于孙中山而言，革命之目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平均地

权”的土地政策是控制革命后社会、解决民生问题的武器。辛亥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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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受挫促使孙中山改变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土地不仅仅是未来

手段，也是动员农民的必要手段。因而，从动员农民出发，提出了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项政策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

曾经动员、组织了１９２０年代中期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轰轰烈

烈的农民运动，瑝瑣取得了反对陈炯明等叛乱的胜利，也促使北伐的

成功进行。究其原因，就是在动员、组织农民的过程中，采取了一

些缓解农民与地主矛盾的减租减息等政策，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

生存问题。

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其掌权之初就面临着平衡党内派系，获得

军阀认同，排斥中国共产党，保证其继承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等

问题。因而，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必须从以下两个

方面考量：其一是权力正当性，只有继承孙中山的土地政策，才能

使蒋介石继承的权力具有正当性。其二权力合法性，即平衡派系、

获得军阀支持和排斥中国共产党。从权力合法性考虑，蒋介石不

得不采取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土地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石

二鸟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减租限租甚至耕地农有，

这是一项对军阀、派系施以致命打击的政策。擅长中华民国史研

究的日本学者家近亮子，通过研究蒋介石发动“反共”和“四·一二

政变”的原因，认为在北伐进行中，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成功地

动员了工农大众，但过激的工农运动引起了城市暴动，使得市民活

动、经济活动被迫停止，于是像上海这样城市的资本家、诸外国势

力、国民党右派、各市民团体发出了反共的要求。瑝瑤这导致蒋介石

采取反共政策并发动政变，直至采取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土地政

策，目的是为了获得了资本家等支持，缓解党内派系压力，并排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２４年事实上掌控国民党农民部后，

又通过军代表、政治委员等职务，在其内部成长为一股具有相当势

力的力量，日渐受到农民欢迎，也威胁蒋介石构建的权力体系。但

是，如何把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结合起来呢？蒋介石采取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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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之名，行拖延之术而废止其土地政策。这

样，既在话语上拥有了继承权力的正当性，又事实上把中国共产党

掌控国民党农民部期间所采取的土地政策颠倒了，不再动员民众，

而是自上而下地控制民众。美国学者石约翰认为，蒋介石国民党

受派系、阶级意志等因素影响，政权不是建立在广泛农民运动的基

础上而是建立在与军人巨头妥协的基础上。这决定其只能采取自

上而下的政策措施，通过层层统制，实现其对社会的控制，把土地

作为有效提取战争资源的机器，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

兴国家。但军人巨头的支撑力量决定其统治几乎无法深入到社会

基层，也就无法有效地整合、提取必要的资源。瑝瑥换言之，蒋介石的

土地政策以确保军阀等土地私人占有为目的，试图通过层层向下

控制，把国家权力深植到社会最低层，从而提取几乎唯一也是最丰

富的资源———土地。在蒋介石的土地政策中，农民是处于边缘的

生产者。由此，蒋介石不可能像孙中山那样关注农民的生存问题。

农民历来是现实主义者，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国民党无法保证其生

存，农民就主动寻找能够保证其作为人的存在条件的组织。因此

与其说蒋介石抛弃了农民，毋宁说蒋介石的土地政策促使农民抛

弃了其领导的政党。

比较孙中山早期的失败和蒋介石的整体失败，在于或者不重

视农民问题，或者把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作为资源提取机器。一

句话，忽视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孙中山后期成功的原因则在于重

视农民，提出把土地还给农民的主张，并把农民的生存作为其革命

成功的前提，因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顺利实现北伐。

国民党在土地政策上的教训，佐证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

成功。毛泽东的一首词描绘了这种情势。１９２９年秋天，红军攻占

上杭后，毛泽东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好形势而填《清平

乐·蒋桂战争》。这首词展现了一幅土地革命的图景：“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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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瑝瑦

中国共产党从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开始，不仅贯彻孙中山的

“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而且更具有彻底性，直接实施

孙中山的政策主张。美国学者石约翰认为，“他们（指中国共产党）

贯彻执行了土地改革的激进计划”。与“蒋氏政权没有解决中国民

众的贫困和平民的悲苦生活这一国家最紧迫的问题”相反，“在战

争条件的可能范围内，中国共产党努力改善平民的经济生活，尽力

均分财富。⋯⋯把主要的努力放在确定财物的公平分配以及人民

有生存希望方面。他们实行减租计划，更重要的是，他们做了许多

工作使农民从世代受奴役的高利贷债务中解脱出来”。瑝瑧这里，石

约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国共产党尽可

能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满足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农民的

要求。

事实上，这种激进的土地政策就是农民自身行动的逻辑结果。

毛泽东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指出，农民运动是自发的，农民“主

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

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

得个落花流水”。农民这种自发的激进行动从本质上是为了生存，

是“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瑝瑨这遭到蒋介石国民党的打

击，因为农民的行动实际上颠覆了国民党政权赖以存在的农村社

会制度。当这种行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时，农民自动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的队列。当中国共产党把农民的行动纳入其组织体

系，实行满足其生存需要的土地政策时，农民为了保障刚刚获得的

成果，自觉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和强大力量。

美国学者汤森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

诺，特别是通过土地政策变革适应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

社会正义观念，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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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瑝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支

持，从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组织起农民革命武装。

首先，在农村建立农民军队并使之快速发展。毛泽东认为：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

从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的３０００人左右，发展到１９５０年７月人民军队

达到５００万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来源就是农民。费正清则从
抗日时期根据地党员和武装部队的人数增加，说明中国共产党赢

得了获得土地的农民支持。费氏认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它的根据

地，维持社会秩序，采取互助组之类形式取得压倒富农的优势。党

员数由１９３７年的４万人，扩充到１９４５年的１２０万人。武装部队

从１９３７年的９２万人增加到１９４５年的９１万人。”正是这些武装

起来的农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曾经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于

中国共产党军队人数的国民党军队。农民不仅像中央红色区域

那样，多达８０％以上的青年人参军，而且在地方组织各种形式的

自卫队，以农民自卫军、民兵的形式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

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民兵人数达到几千万，仅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年间，民兵就达到４３７３０８２人。 在解放战争期间，民兵

２２８４８００人次参加大小战斗１１４７００次，歼敌２０４７００人。甚至妇

女、儿童都积极参加战斗。

其次，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不断拓展。在农村革命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支援。以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四年为

例，东北解放区农民共交纳６８６１２５８吨公粮，同时积极卖余粮，四

年中贸易部门共购进１７９１５８０吨粮。１９４７年开始的三年，农民缴

纳的税金不断增加，１９４７年为２８亿元，１９４８年为７７５９亿元，１９４９
年为９０８５４亿元。几年来，农民为军队做了几百万双军鞋，１９４８
年就征募了价值２０００亿元的代金军鞋。辽沈战役结束后，农民发

起了劳军拥军运动，据不完全统计，除热河、冀东、冀察热辽等地

外，共收到现金５４７１５８９８０５元，慰问信３２０９９２封，慰问袋２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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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猪７２５０１口，大米２０１１４９斤，以及其他１５０余种慰问品。农

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巨大的支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毛泽东认为“为着争取物

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

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

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

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加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

设。

最后，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

资源保障，不仅提供了生存的物质保障，而且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

源。农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主要来源，农村也成为中国共

产党建立新生国家政权的历练场所，为了保卫农民的胜利果实，开

始为建立新生国家政权进行探索。如按村、乡、县、省甚至中央苏

区等层级建立农民协会，按照“三三制”原则构建国家政权体系等；

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始工业化努力的资源保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

党建立纺织等轻工业，为现代化国家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相

反，如果不能获得巨大的资源，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无法建立起来，

更谈不上政权建立的尝试。刘昶通过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江南农

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得出江南农村根据地只是“军事根据地”

而不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结论。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

两个：一是江南是敌对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区，这阻挠了中国共产党

在江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努力；二是无法在江南的乡村地区

得到持续稳定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因而，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共产

党没有把江南农民变成革命者，导致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战略部

署，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组织工作转移到华北地区。这种

观点，在时任中国共产党苏北党委书记的陈丕显的回忆中得到了

佐证，陈的回忆发表于１９８６年《大江南北》第三期上。他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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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苏南根据地只能算是‘军事根据地’，政权组织

是不完全的，很多地方还是‘两面派政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标

志，除军队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有我们自己的政权组织。所以，要

说比较健全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是我们到苏北以后才逐步建立

起来的。从那时起，才比较正规地进行征粮收税，发动群众。”

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土地政策的历史演进，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土地政策如果能够满足农民对土地占

有的需要，就能够发挥动员农民的作用。如果获得被动员农民的

支持，这个政党就能够获得国家政权并加以巩固，从而为国家现代

化建设提供资源保障。反之，如果不能保证农民的生存，农民就会

成为异己力量，成为促其灭亡的致命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

贯彻和实施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把

土地的所有权还给农民，使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处置权

统一于农民，从而动员了农民，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国家政权作

出了巨大贡献。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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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孙中山全集（第１０卷）［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５５８

瑑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７５

瑑瑤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Ｃ］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

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７－１０

瑑瑥（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析［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

１９６－１９８

瑑瑦 史全生等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１７

瑑瑧 邓演达文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瑑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Ｍ］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８９：１７０

瑑瑩 吴尚鹰土地问题与土地法［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吴序言

瑒瑠 吴尚鹰 土地问题与土地法［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孙科

序言

瑒瑡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６８３

瑒瑢 吴尚鹰平均地权与土地法［Ｊ］地政月刊，三卷四期：５１１

瑒瑣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２１册）［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

５５４

瑒瑤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２１册）［Ｍ］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

５５４

瑒瑥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３辑）［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７３３

瑒瑦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

１９５５：２７６

瑒瑧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２０世纪前半期［Ｍ］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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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５４－２５５

瑒瑨 战时土地政策草案案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１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

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Ｍ］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

社１９８５

瑒瑩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Ｍ］北京：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１９８０：２１７

瑓瑠 姜爱林民国时期国民党土地政策述要［Ｊ］见历史档案２００１（４）

瑓瑡 金德群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土地政策［Ｊ］民国档案１９８８（４）

瑓瑢 刘克祥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Ｊ］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

和数量估计［Ｊ］分别见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２００２（１）

瑓瑣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２０世纪前半期［Ｍ］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４１

瑓瑤 土地改革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８年６月１日）：８

瑓瑥 土地问题座谈会记录（１９４８年４月８日）［Ｊ］土地改革第１卷第

３期．

瑓瑦 孙科文集（第２册）［Ｍ］台湾商务书局１９８４：７４８

瑓瑧 蒋总统革命思想［Ｍ］台湾１９７４：１４６

瑓瑨 梅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南方人民游击战争［Ｊ］见近现代

研究１９８６（二）：２３７－２３８

瑓瑩 贝思飞从土匪参与的群体和地方说明土匪的来源，他认为“对于大多

数参加者来说，土匪活动是对超出通常能够忍受的贫困水平的反常环境作出

的反应。它首先发生在那些最易受到经济波动冲击的群体中：他们一贫如

洗，以致没有为生的自己的土地”。或者“在土地的物产不足以维持当地人口

生存的地方或者个人拥有的土地很少，而劳动力过剩的地方，土匪活动往往

十分活跃”。Ｐｈｉｌ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ｉｅｙ，Ｂ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同见中译本（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Ｍ］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８９－９０

瑔瑠 中国土地改革协会成立宣言（１９４７年４月７日）［Ｊ］土地改革第一

卷第一期（１９４８年４月）

瑔瑡 李大钊选集［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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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瑢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２０世纪前半期［Ｍ］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４３

瑔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Ｍ］见中共党史参考

资料（—）［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２７９

瑔瑤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Ｍ］上海：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９７

瑔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

命文献资料选辑（１９１７－１９２５）（２）［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７４

瑔瑦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４４－４５同见“二大”和“三大”［Ｍ］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６

瑔瑧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说中，谈到他

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过程也说：“十五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

没有去。”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６：１０７

瑔瑨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Ｍ］ 上海：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９３

－２９４同见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６：１０８

瑔瑩 这个决议案认为，自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土匪、贪官污吏、地痞劣绅

等的压榨，以致农民生活愈加苦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

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决

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

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见

中共三大“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

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３

瑖瑠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０８

瑖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６３

瑖瑢 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Ｊ］见《中国青年》１９２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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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瑣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１４

瑖瑤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１５

瑖瑥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１７

瑖瑦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５金冲及主编

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２１

瑖瑧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２１

瑖瑨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Ｍ］ 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９：３１９

瑖瑩《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转自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

２０世纪前半期［Ｍ］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４９

瑘瑠 澎湃文集［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０

瑘瑡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２０世纪前半期［Ｍ］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３０

瑘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３：１７－１９

瑘瑣 彭湃文集［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０

瑘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３３

瑘瑥 斯诺文集（第一册）［Ｍ］ 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０８

瑘瑦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２４

瑘瑧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Ｍ］ 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７４

瑘瑨 英国学者贝思飞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民国时期土匪的来源与

贫农、地主因失地而导致的生存问题相关。见（英）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

［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瑘瑩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３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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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４－２７

瑝瑠（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４－４６

瑝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六）（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Ｍ］ 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９：１２８

瑝瑢 汪伯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Ｍ］上海：新

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１０１

瑝瑣 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２０世纪前半期［Ｍ］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４：２４１

瑝瑤（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２００５：７２

瑝瑥（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析［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

１９７－１９８

瑝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１９９６：１８

瑝瑧（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析［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

２００、２０４

瑝瑨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１６

瑝瑩（美）詹姆斯·汤森等中国政治［Ｍ］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２

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７９

 根据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Ｍ］第２４４页和３１５页资料整理，见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年）［Ｍ］ 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２０００：２９４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在新政治协商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

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

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推算解放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队七

百多万人。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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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２９

 中国现代史统计资料选编［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１７

 赵效民中国土地改革史（１９２１－１９４９）［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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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阶级解放与政权建设：
　　 土地改革运动分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分为建国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和建国后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土地改

革，具有一定的承启性：前一次土地改革使中国共产党夺得国家政

权；后一次土地改革在继承前一次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以农民劳动

阶级的解放和新生国家政权建设为目的。纵观两次土地改革，在

时间上具有继承性，在空间上则具有延展性，在目的上不仅仅是解

放劳动阶级，而且都以国家政权为最终归依，前者是建立新生国家

政权，后者则把国家政权深入到农村社会，从而巩固新生国家。正

如有的学者所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自始至终是一场

激烈争夺政权的阶级斗争”。①在新中国成立前，土地改革是与建

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及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

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则是与解放劳动阶级、巩固国家政

权并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资源保证联系在一起的经济、政治、社

会变革。土地改革始终以铲除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解放包括农

民在内的劳动阶级以及国家政权建设为目的，既是农民翻身运动，

也是建立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运动，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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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级解放与土地改革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从公共占有土地的原始氏族社会

瓦解以来，人类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与被剥

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些阶级斗争

的历史形成一系列的发展，现今达到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

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如果不同时并且一劳永逸地把整个社会从

一切剥削、压迫、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就不可能从剥

削与统治阶级的统治下得到自己的解放。②在这里，经典马克思主

义作家阐述了三层意思：一是，阶级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公共占有土

地被少数私人占有，导致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二是，从土地被私

人占有以来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运

用阶级斗争的形式，解放所有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阶级，实现

阶级解放的历史任务；三是，阶级解放的方式是改变少数私人占有

土地，实现多数人对土地的占有，并最终依赖土地公共占有的恢

复，实现劳动阶级的彻底解放。因而，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

历史任务，而无产阶级政党实现这样的任务则必须从阶级产生的

本源，即土地所有制方式的变革入手。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历史任

务的实现与土地政策的变革具有相关性。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初期就秉承阶级解放的历史任务。在这个

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阶级解放的历史任务无

疑是解放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级。１９２１年５月７日，在共产主

义小组刊物《共产党》第四号上，发表了《共产党的根本主义》一文，

文章以与议会派区别的方式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阶级战争，主张

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③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也明确

提出：“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

止。”④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或者政治宣言中均秉持这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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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己任。

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回顾了认识阶级斗争的历史以

及通过阶级斗争动员农民的必要性。毛泽东在文中说：“记得我在

１９２０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

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

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并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

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被毛泽东称作研究实际的

阶级斗争，就是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提到的农村阶级

情况以及农村阶级斗争的状况。正如他所认为：“我看受几千年压

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避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

滚几下也不妨哩！”⑤可见，通过理论接触和实际研究，毛泽东是以

赞同的态度看待湖南农民阶级运动的，认为湖南农民的阶级斗争

改变了那里的阶级状况，实现了农民的翻身，进而使中国共产党能

够动员那里的农民并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湖南农民阶级斗争的

实践契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湖南农民正是通过土地

产权的革命性变革实现了阶级翻身，也就是实现了农民阶级解放。

那么，中国阶级状况如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共产党》

第五号以列举的方式指出，中国阶级是劳动阶级和与之对应的压

迫阶级，进而提出解放劳动阶级及其提高劳动阶级觉悟的建议。

文章指出：“粮食是诸君种的，布帛是诸君织的，衣服是诸君缝的，

房屋是诸君盖的，矿山是诸君开的，一切车、船、机器，无一不是诸

君造的，全世界的东西都由诸君做成的，全世界诸君的权柄都应该

归诸君执掌。现在诸君却为什么还这样困苦呢？”“诸君的困苦是

从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土地、机器、房屋那等生产工具都

归资本家私人占有了，诸君要做工糊口，而没有土地、机器、房屋等

工具，所以不得不把气力卖给资本家，做他的雇工。资本家给雇工

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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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诸君的困苦就是从

这里来的。”⑥显然，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主要存在着两类对立的

阶级，一个是被雇佣但存在生存问题的劳动阶级，一个是不劳动却

能获取越来越多收益、越来越富有的剥削阶级。尽管这两类阶级

存在形式相异，但本源一致———无论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是

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都源于资源的私人占有。在私人占有的资源

中，土地的私人占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中国共产党认为劳

动阶级为了获得应得的东西，必须通过革命等手段消除阶级差别，

实现阶级解放。所谓阶级解放、社会阶级区分消除，就是解放中国

的劳动阶级或者劳苦大众。这就要颠倒阶级占有形式，尤其是颠

倒土地阶级占有格局，使农民获得土地，成为土地占有的主体。

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样的历史任务成立的，并一直以消除

阶级差别、实现阶级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也成为中国共

产党动员、组织劳动阶级的重要思想根源。针对旧中国的阶级现

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帝国主义与封建

主义，一个是压迫民族的阶级，一个是直接压迫劳动大众的阶级，

他们互相勾结，共同压迫劳动阶级。为了打倒压迫民族和劳动大

众的阶级，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两次政治合作。可以说，两

次合作的目的和宗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和追求解放劳动

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这样的追求和坚持中，劳动阶级不断觉悟并

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得国

家政权的支柱性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摆脱了帝国

主义的压迫和奴役，实现了民族的解放，但是封建主义这个中国式

的剥削阶级并没有彻底消除。尽管随着帝国主义的失败，它所依

赖的强大支柱已经坍塌，但是作为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主义

并没有随之终结，而是继续存在着。因为它赖以存在的生产关系

和经济基础并没有从根部动摇，它存在的社会基础以及政治基础

也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一句话，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的现实没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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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这说明此前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变革生产关系，阻

碍了劳动阶级的进一步解放。所以，必须在此基础上对封建统治

的生产关系进行重新解构，通过社会、经济、政治革命，实现劳动阶

级的翻身解放。对劳苦大众而言，变革生产关系主要是颠倒土地

的占有关系，使土地从地主阶级占有转换为农民占有。一方面土

地是劳动阶级几乎唯一正在使用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实现土地

占有一直是劳动阶级的宿愿，也是作为劳动阶级主体的农民能够

被动员的主因。

事实上，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４９年正式宣告成立的时候，

土地改革已经在中国近四分之一的乡村展开。正如毛泽东在《不

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

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

争，主要就是依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

胜利，才有了打到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天，我们就要约有三亿一

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⑦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土地占有关系的颠倒才夺取战争

的胜利并建立新生国家政权的。在新生国家政权建立后，也必须

马上把土地改革进程从旧解放区推向刚解放的广大农村地区，实

现“耕者有其田”，推翻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实现农民土地占有，

巩固新生国家政权，并为新生国家积累建设资源。因而，这不是新

的生产关系在农村的简单生长，而是颠覆旧的生产关系，对原来生

产关系中的主客体进行一次彻底的颠倒。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土地改革是消灭地主阶级、解放劳动阶级，把土地从地主阶级占

有转换为农民阶级占有。当然，这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

区树立权威，并在农村地区建立可靠的国家机构。农民的需要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相契合，使得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有领

导、有组织、有秩序的土地改革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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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阶级解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满足了农民占

有土地的要求，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统一于农

民，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阶级解放。这种解放就是将农民与

地主的关系颠倒过来，使长期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成为土地和

农村社会的主人，是翻身式的劳动阶级解放。

１．通过土地改革瓦解了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革除了地主私人占有土地，把土地产权统一于农民，实现了农民阶

级的社会经济解放。首先，土地改革是从没收地主阶级占有土地

开始的。一般认为，土地改革是从阶级划分开始的，但是“划分阶

级的唯一标准是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而不是按照生活水平、

政治行为、为人好坏来判别阶级”。⑧因而，土地改革事实上是从没

收地主土地开始的。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

工作，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颠覆了旧生产关系，摧垮了

封建统治的根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规定

“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

制”，１９５０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总则中进一步

明确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

有制”。⑨此后，再一次明确指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

地少地的农民。这样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

这一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

革。”⑩显然，土地作为地主阶级存在的根基被没收，也就剥夺了地

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权，从而消灭了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

础。其次，除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外，还规定没收地主的“耕畜、

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瑏瑡地主阶级一旦失

去了多余的土地，也没有其他耕畜、农具、粮食、房屋等赖以剥削的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作一个经济概念的地主阶级也就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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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存在的依据。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作为个体则成为

与农民平等的自食其力者。由此可见，这种消灭没有造成巨大的

社会秩序问题，却为社会增加了劳动力，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把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的土地及其他公

地，工商业家在农村中的土地，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

出租的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土地，以及半

地主式的富农出租的土地全部没收和征收，抽补调整给农民，改变

了几千年来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状况（见表２－１、２－２）。在爱德

华·弗里曼（Ｅｄｗ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鲍尔·毕克伟（Ｐａｕｌ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

以及马克·塞尔登（ＭａｒｋＳｅｌｄｅｎ）研究的河北饶阳县五公村里，两

个在村地主的财产，从１９３６年的总共２０３亩减为１９４６年的７６
亩，与此同时，三户富农的土地从２６２亩减为１８０亩，贫农每户平

均土地面积则从０９亩增加到２２亩。这意味着，通过土地改革，

实质性的阶级差别已经被抹平，瑏瑢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封建土地制

度已经基本被废除。所以，农民分得土地后，欢天喜地地说：“过去

头顶地主的天，脚踏地主的地，现在都成为我们的了。”甚至还高兴

地唱道：“分了地，出了气，翻了身，见了天。”瑏瑣这样，土地改革颠倒

了整个农村社会剥削存在的经济基础，使农民在社会经济上摆脱

了被剥削的地位，从而解放了农民阶级。

表２－１　全国土地改革前农村各阶级、阶层占有耕地情况

阶级

阶层

占总户数的

比例（％）

占总人口的

比例（％）

占总耕地的

比例（％）

每户平均占

有耕地（亩）

每人平均占

有耕地（亩）

地主 ３７９ ４７５ ３８２６ １４４１１ ２６３２
富农 ３０８ ４６６ １３６６ ６３２４ ９５９
中农 ２９２ ３３１３ ３０９４ １５１２ ３０５
贫雇农 ５７４４ ５２３７ １４２８ ３５５ ０８９
其他 ６４９ ５０９ ２８６ ６２６ １８３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１９８９年）［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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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２　全国土地改革结束时各阶级占有耕地情况瑏瑤

各阶级人口的比重（％） 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比重（％）

贫雇农 ５２２ ４７１

中　农 ３９９ ４４３

富　农 ５３ ６４

原地主 ２６ ２２

总　计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根据１９５４年２３个省、自治区１５万多农户收支调查资料计算

２．通过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民阶级的政治地位。翻身农民成为

所在村庄治理的骨干力量，成为乡村社会的治理者。尽管吸取了

北方土地改革的教训，新生国家土地改革在划分阶级工作中尽可

能不采取过激的行为，但是由于地主阶级会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自

己，比如利用亲戚关系逃离农村，或者“借”财物给一些农民，甚至

干脆贿赂农民和工作队。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地主阶级以为

有机可乘，采取了反抗的措施。所以，一旦开始阶级划分工作，就

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阶级斗争。有学者认为，土地改革的目的不仅

是经济上剥夺地主阶级，“而且要在农民面前灭他们的威风，在政

治上打击他们”。瑏瑥这就决定了“土地改革主要是通过激烈的阶级

斗争的方式进行的”。瑏瑦农民饱受地主的折磨，不通过阶级斗争形

式就不能发动农民，使农民事实上得到解放。

在农村土地改革中，上述原因决定了阶级斗争几乎是不可避

免的。为了使阶级斗争具有合理性，在具体实施中，加入了道德判

断。政治是一种张扬道德的剧场活动。瑏瑧在运动中，为了发动劳动

群众，也把阶级斗争当作一场拯救道德的行动，用来表现代表着

“善”的革命力量与代表“恶”的阶级敌人之间的对抗。在韩丁的

《翻身：中国一个革命村庄的纪实》中，对土地改革时期一个村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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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级斗争作了写实性记录。在那个村庄里，佃农起来反对本村

的地主，雇农反对他们所熟识的富农。地主和富农被视为罪恶和

剥削成性的象征，不仅因为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且因

为他们本人的邪恶意图和冷酷手段。与此同时，贫农和雇农都被

描述为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革命热忱的代表。其中夹杂了天主教徒

和非天主教徒，以及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这导致村庄内部

非同寻常的尖锐而激烈的冲突———阶级斗争。瑏瑨关于村庄内阶级

斗争的主题被多次以同样的形式反复讲述。其中最著名的一部作

品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故事围绕着南水屯村（河北涿

鹿县）的地主恶霸钱文贵渐次展开。实际上，钱只有十亩土地，按

照土地改革法的标准只能算是家境较好的中农。他被当作地主的

原因不是他的阶级地位，而是他与其他村民糟糕的人际关系，村民

把他描述为不道德的典型。剥削加上不道德的行为建构了他的阶

级地位。像韩丁的《翻身》一样，这个故事也表明，在土地改革中，

“地主”、“阶级敌人”这样的概念，主要是一个象征性和道德性的概

念，而不一定是个物质性范畴。瑏瑩正因为土地改革是一场谴责不道

德的群众运动，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个农民积极参与这种谴责性的

阶级斗争本身是道德的。这增添了阶级斗争的力量，不可避免地

导致阶级斗争的递升，当然这确实颠倒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实现

了农民阶级翻身。

阶级斗争使农民实现政治翻身解放。一方面，通过斗地主提

高了农民阶级的觉悟，另一方面翻身农民积极参与基层组织的构

建并成为其中的骨干。

首先，农民阶级的政治觉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改革并

不是依靠命令推动的，而是通过在每一个乡村中激起阶级冲突的

阶级划分展开的，所有村民都参与了这种冲突，而且没有任何人能

够逃避这场冲突的后果。在群众斗争会和公开审判会上，农民阶

级发挥了潜在能量，发泄了仇恨。在这些会上，过去受压迫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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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审判并且惩罚从前的压迫者，即使土地改革的目标并不由农

民决定，但其进程却是自下而上展开的。正是这个进程使农民感

到他们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景况，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对农民

而言，土地改革是一次具有深刻启发作用的政治行动，它使农民重

新审视了自己的力量，并且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对新生国家政权

具有新的政治认同。

其次，农村基层组织重新构建，并使得中国共产党组织深入农

村，从中获得了基础性的政治资源。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由

农民积极分子组成的新的乡村领导集团（农会及其农民代表大会）

取代了地主阶级。土地改革的过程也是组织农会和民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农会取代了乡村长者主宰的传统制度，而民兵则取

代地方军事自卫队的旧保甲制度———自卫队基本上是受地主阶级

指挥的地痞和从事恐怖活动、勒索农民的武装匪徒。这些都成为

巩固农村基层组织的有效力量。随着土地改革的深入，农村基层

组织最终建立并不断巩固，而且中国共产党还在农村建立了基层

组织———支部，从而使得新生国家政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

织把建立在乡基础上的国家权威一直延伸到自然村落。农民不仅

成为乡村的主人，而且成为乡村治理的骨干力量，农民第一次获得

了平等的政治地位，从而获得了政治上的翻身解放。

３．判断农民阶级是否获得翻身，不仅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地

位上，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彻底打破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村文化教育

的独霸。土地改革促使农民参与文化学习，结束了几千年来只有

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农村愚昧落后状态，农民通过文

化学习第一次获得了话语权。

文化教育对于人类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美国政治学者塞缪

尔·亨廷顿认为文化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同样丹尼儿·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也认为：“对于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

而不是政治。”瑐瑠因此，文化的习得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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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状态向另一个状态转变的主要力量。由此，要使中国农民阶级

真正获得翻身解放必须习得新的先进文化，从学习文化中获得文

明和进步的动力。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掀起的学习文化热潮，从

一个方面证明农民实现了阶级翻身。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

动便开始了。”瑐瑡在土地改革前，连生计都没有解决的农民根本不

可能学习文化，农民几乎是文盲和半文盲，而地主阶级则通过不断

的文化积淀，垄断了土地话语权，使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制和

剥削正当化。土地改革大大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体现为“农村

小学的学校数与学生数均有显著的增长。今年（指１９５２年———引

者注）下半年全国小学生数可达四千九百万人，占学龄儿童总数七

千五百万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同时，在现有的小学学生中还有一

部分超龄的学生。成年男女农民参加冬学的人数也逐年加多，且

有不少冬学实际已经成为农民的常年补习学校了。识字班、读报

组、黑板报，在许许多多偏僻的农村中，也都建立起来了。现在全

国各地正准备在农民的这种提高文化的迫切要求基础之上，于今

年冬季开始广泛运用祈建华速成识字法，展开扫除文盲工作，这将

成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新的文化高潮”瑐瑢。

文化教育之所以在土地改革后受到农民的热诚欢迎，从农民

角度看，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学习文化的机会和掌握文化使农民

真正有了翻身的体悟。从中国共产党角度看，推动农民学习文化

的意义，在于之前是以利益和价值动员农民从而拥护中国共产党

夺得政权的，此后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型组织、制度框架内

重新组织和动员农民。这就要求农民掌握初步的文化知识，来进

一步理解和体悟翻身以及成为国家主人、参与政权建设。这正是

罗素认为社会改造必须重视教育的原因，他认为“教育的力量在形

成品性和见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教育能够灌输政治制度“所必

需的知识和思想习惯”。瑐瑣对于土地改革后农民学习文化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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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具有三个作用：首先，通过学习进一步破坏了

地主阶级的文化基础。学习是破与立并存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学

习破除了原有观念，另一方面形成了新的价值与观念。只有这样，

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观念才能扎根于农村。其次，学习有助于民

族整合、爱国主义和新价值观的形成；再次，通过学习可以灌输一

种政府提倡的意识形态，提供标准的道德观念并使人们注重国家

的象征，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迅速变化所引起的实际存在的

或具威胁性的断层混乱。瑐瑤

可见，正是农民阶级翻身的体悟，以及中国共产党需要把这样

体悟进一步推进的要求，使得农民和中国共产党共同推动了农村

学习文化的热潮，也使得文化成为进一步推动和巩固农民阶级翻

身的工具。

综上所述，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农民阶级发动

的翻身运动。这场运动，首先使经营土地的农民第一次占有了土

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之目的，从而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和社

会基础。其次，获得土地的农民以极大的热情巩固国家政权，成为

农村的真正治理者。最后，翻身农民为了巩固其经济、社会和政治

地位，发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从而掌握了话语权和学习先进文明

的可能，并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促进农民对新生国家的

认同。可见，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阶级的解放。

二、解放农民与政权认同

一般认为，土地改革之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确实，党和国家文

件也是以解放生产力作为土地改革之目的，但是土地改革在本质

上是通过创造解放生产力的条件，解放农民来获取农民对国家政

权的认同的。因而，土地改革之目的与其说是解放生产力，毋宁说

是国家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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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改革之目的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的。因为土地改革是在革命战争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统一的人民

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课题已不

是如何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从而

巩固国家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各项工作，都围绕这个

中心任务并为它服务。瑐瑥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国共产

党中央全会———七届三中全会上，即把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改革法》（草案）列为重要议程。中国共产党把土地改革列为促进

农业发展，进而为争取国家财政基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中的首要条

件。瑐瑦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废除地主阶

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

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是我们

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土地

改革的这一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是着眼于生产的。因此，土地改

革的每一个步骤，必须切实照顾并密切结合于农村生产的

发展。”瑐瑧

尽管如此，有学者不同意土地改革之目的是发展生产力的看

法，认为土地改革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经济的原因，结果

是解决政权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消极影响

与积极影响大体相抵；土地改革对生产力的作用“不能用任何数量

方法来衡量，不管是精确的，还是粗略的”等。瑐瑨归纳起来，即不认

同对土地改革是发展生产力之目的。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

会上还驳斥了土地改革不是发展生产的说法。他指出：“土地改革

的结果，是有利于穷苦的劳动农民，能够帮助农民解决一些穷困问

题。但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

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

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瑐瑩他还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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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家面临的基本任务、主要困难以及土地改革总路线佐证了这

个观点：“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

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现在的困难主要是在财政经济方

面的困难，是恢复、改造与发展社会经济上的困难。”因此，土地改

革“是比较地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

和人民为有力”。所以，“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

依靠贫民、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

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瑑瑠 珀金斯和尤素夫（Ｐｅｒｋｉｎｓａｎｄ
Ｙｕｓｕｆ）认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令人惊讶的工业化进程正因

为土地改革顺利进行而得以实现。土地改革帮助中国保持了从

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０年的工业产出以１１％以上的年增长率增长。瑑瑡由

此可见，土地改革之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进而发展农业生产，为国

家工业化提供资源保证。正如美国学者里皮特（Ｌｉｐｐｉｔ）认为，像

中国这样一个面对着敌对的国际环境、只有很少可以选择的资本

积累方式的新生国家，土地改革事实上成为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

方式。瑑瑢不管是刘少奇、Ｐｅｒｋｉｎｓ和Ｙｕｓｕｆ还是Ｌｉｐｐｉｔ，在认为土地

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同时，也间接认同了土地改革不仅仅

只有解放生产力之目的，还有国家建设之目的，而国家建设在当时

的国内外背景下，事实上就是如何巩固国家政权和为国家现代化

建设积累资源。无论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还是资本积累，无不为

了巩固新生国家政权。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解释，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是生产资料，二是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意味着生产资料的

变更和增加，而且同时意味着代表新生产力的新阶级的形成和壮

大。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内进行的，而且这种发展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发展已充

分成熟，并试图突破现有的生产关系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也就出现了。因此，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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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

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瑑瑣在这

里，马克思不仅表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历史必然，而

且表明这种矛盾将导致社会革命。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意味着现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

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得到改造或者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无数

事实表明，这对矛盾的解决决不是简单的自然替代，必须通过革命

的方式。恩格斯说：“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

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

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

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

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瑑瑤很显然，不进行社会

革命，旧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就无法

确立。社会革命之目的就在于使日益发展的，而同时又受到旧的

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并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获得发展。

在中国，“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

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

畜、房屋等。⋯⋯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

系，即财产的所有权”。瑑瑥毛泽东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解与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解是一致的，而且着重提出中国的主要

生产资料是农村土地及农具等。因而，在中国，其生产力主要是指

劳动农民和他们所依附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对应的生产关系就是

与土地等占有有关的生产关系。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建立新生

国家的时候，农民阶级已经像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所预言的那样

产生了，而且提出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

围绕土地这个生产资料，农民阶级提出了推翻封建的生产关

系，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要求。这种革命与其说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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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生产关系，毋宁说是解放劳动阶级和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关

系。土地改革一方面实现了农民的翻身解放，这是人（劳动力）的

解放，另一方面颠倒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从地主阶级的土地占

有转变为农民阶级的土地占有。从本质看，就是解放了生产力的

两大方面内容。同时，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颠倒则塑造了新型生

产关系，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正如王绍光研究显示的

那样：“二战后有一个规律，凡是经过土地改革的地方，经济增长都

比较快，如韩国、日本、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等，没有经过土地改革

的，到现在都是大问题，如印度和拉美一些国家。”瑑瑦所以，无论是

从内容、目的还是从结果看，土地改革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更重

要的是颠倒了土地占有关系，解放了农民，巩固了新生国家政权。

正因为土地改革具有这样的政治目的，新生国家采取措施尽可能

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就成为必要。下面将要述及的富农政策

和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其中两项重要的政策措施。

（二）富农政策

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提出了介于地主和中农之间的大

农概念，认为大农是非雇佣长工甚至短工不可的剥削者，所以他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将大农、大地产租佃者、资本

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土地的人等吸收到

队伍中来。瑑瑧那么大农是什么？“大农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

主，他们通常是雇有几个雇佣工人来经营的，他们之所以同‘农民’

有关，只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生活习惯相同，亲自参加自己农场

的体力劳动”瑑瑨。按照这个理解，恩格斯的大农接近于后来列宁的

富农概念。列宁说：“俄国共产党对富农即对农村资产阶级的政策

是坚决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镇压他们对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政

策的反抗。”瑑瑩这与中国共产党所理解的富农是基本一致的，党的

“六大”提出：“农民中富裕分子，便能雇佣工人（雇农）而成为富

农。”瑒瑠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富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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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

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

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

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

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

兼营工商业。”瑒瑡可见，富农本身是农民的一部分，只是他们具有剥

削的成分。按照这样的理解，恩格斯反对将富农作为我们队伍的

一部分，列宁也认为要坚决镇压和反对他们的剥削意图。

中国共产党在新生国家建立前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富农政策，

除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实行了“联

合富农”政策外，基本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待富农的态度是

一致的，即打压富农，以此最大限度地制约富农的剥削意图。

尽管中国共产党“六大”提出了保护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

策，并在一些革命根据地（如湘鄂西、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等）短暂实

施过。“但是‘六大’关于不动富农土地财产、争取富农中立的政

策，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１９２９年６月７日，共产国际就农民问

题给中共中央来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六大’在富农问题上‘犯了最

严重的措施’。来信断言：‘中国的富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小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比地主‘更加残酷’，‘富农分子照例到处都是

公开地站到反对势力方面，来反对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此，

共产国际认为应当与富农‘进行坚决无畏的斗争’，对于‘自己经营

农业的那种富农’，即使是同农民一道‘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

动的时候，也不应向地主让步’”瑒瑢。收到共产国际来信后，以王明

为首的中共中央立即作出《中共中央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

示的决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富农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强调在党

内也要坚决地反对富农。这之后，中共中央１９３０年提出的《苏维

埃土地法》（草案），中央军委１９３１年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提出的《土地法》（草案），都规定把坏地分给富农作为“劳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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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政策。根据这些草案的精神，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３２年

１２月１日制定的《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还规定：“富农按劳动力

与人口混合原则分坏田，即有劳动力者，按照当地每人分田数量，

分以坏田；无劳动力者，酌量补以坏田，所补之田，不能超过当地分

田每人数量的三分之一。”瑒瑣

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持有不同意见。毛泽

东经过大量的调查，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在以后的一系

列著作中，探讨了中国富农的特征和不同历史条件下对富农的策

略问题。１９５８年３月３０日，在成都会议上，他回顾这段历史时

说：“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

题上。因为中国的富农人数很少，我们决定原则上不要动，向富农

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

田。”瑒瑤直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恢复了中国

共产党“六大”的富农政策。

尽管中国共产党“六大”提出保护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

但是它与王明“左倾”富农政策具有一个共同点，即规定如贫雇农

要求“平分一切土地”时，“共产党应加以援助”。事实上，这样的规

定就是以“中立富农”之名行打压富农之实。直到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２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才真正体现毛泽

东的政策思想。指示规定：“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

律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均不没

收。”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这项政策在陕北洛川会议上停止实行，

改为实行减租减息、不动富农的政策。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

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彻底平分的口号下，又实行了“打击

富农”的政策。

从对待富农政策的历史看，除了抗日时期外，中国共产党基本

上实行打压富农的政策。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中国共产党的富农

政策史，除抗战时期外，“基本上都是主张在没收或征收富农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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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土地之后，还要触动，或者名义上不触动而实际上要触动富农的

雇工土地（有的还会涉及到富农的自耕土地），并连同富农的其他

生产资料，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把富农的自营土地（包括自

耕和雇工土地）及其用于发展生产的其他生产资料（耕畜和农具

等）加以征收，实际上就是消灭了富农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

基础，也就等于消灭了富农经济”。瑒瑥总之，“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到

解放战争时期为止，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

革，尽管想法曾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打击或消灭富农的”。瑒瑦

１９５０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对富农政策有一个较大的调整，明确

保护富农经济，而且在具体实施中严格贯彻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为何会有这样的政策转变？尤其是与１９４６年的土地改革相比，它

们是具有启承关系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何以对待富农的

政策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呢？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指

出：“在过去，在两年以前，人民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还处在残酷

的战争中，人民力量还处于相对的劣势，战争的胜负谁属还没有确

定。一方面，富农还不相信人民能够胜利，他们还是倾向于地主阶

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战争；另一方面，人民

革命战争又要求农民付出极大的代价（当兵、交公粮、出义务劳动）

来支援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战争的胜利，则是全国人民最高

的利益，一切都是应该服从于它的。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允许了

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并对地主的一切财产也加以没收，

以便更多一些地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

来参加和支援人民革命战争，打倒美帝国主义所支持的蒋介石政

权。这在当时，是必要和正确的。在当时，如果在解放区没有一个

最彻底的土地改革，不能满足贫苦农民的要求，就很难克服当时所

遇到的困难。现在的形势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现在的主要任务

不是战争，而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革命大团结，已经在政治

上和组织上形成，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地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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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民政府实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一般地是能够争取富农中

立的，并且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农，去除农民在发展生产中某些不必

要的顾虑。因此，在目前的形势下，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采取保

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就都是必要的，是比较

地对于克服当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

利些”。瑒瑧显然，对待富农政策的转变是从两个角度考量的：一是从

发展生产角度考量。实行这样的富农政策有利于恢复生产、克服

国家经济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只有富农有比较先进的生

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也许有学者马上会反驳，地主的生产工具和

生产资料比富农还先进，为何单单保存富农经济？首先，农民阶级

与地主阶级从本质上是对抗的。如上所述，从道德和政权以及农

民受压迫角度，农民与地主是一对对立的阶级。保存地主阶级，农

民阶级就无法认同。富农尽管也存在剥削，正如毛泽东曾经提起

的，富农本质上是农民，与农民具有亲缘性，这项政策容易被农民

所接受。其次，“绅士阶级（这里指地主阶级———引者注）过去基本

上是一个寄生阶级，通过从他们的土地上征收地租来致富，但是对

生产却极少或毫无贡献”。瑒瑨我国学者费孝通也曾经谈到有关这个

问题的经济事实（抛开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地主无法消灭佃

农而从土地上直接获得收入，但是佃农却能在没有地主的帮助下

耕种土地。”瑒瑩一言以蔽之，地主阶级“是一个在社会上和政治上不

受欢迎，在经济上可有可无的阶级”。瑓瑠相反，“富农仅仅占农村人

口的６％，他们的农场却生产出几乎全部农产物的一半”。瑓瑡因而，

毛泽东认为推行这种经济政策在经济上是必要的。“保存富农经

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业生产。”瑓瑢二是从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

角度考量。土地改革触及了地主、富农、中农等阶级的核心利益，

几乎所有这些阶级都担心他们的核心利益受到致命性伤害，所以

他们可能结成利益集团，以某种形式阻抗土地改革，这样土地改革

阻力就会十分大。实现土地改革的目标，对于实现农民翻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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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权，进而巩固国家政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两次土

地改革之目的是不同的。前次土地改革是夺取国家政权，因而对

一切不利于动员农民的阶级采取了革命性的手段；１９５０年的土地

改革是为了巩固政权，只要不反对土地改革政策，又不影响农民阶

级解放，就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何况富农在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而且不反对新生国家政权。因而，推行保存富农经济

的政策，一方面可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基本政治力量———贫农和雇

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的翻身，另一方面可以团结中农，孤立

并彻底地打击地主阶级，从而维持和推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毛

泽东认为，推行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

农”，瑓瑣从某种程度上是“富农放哨，中农睡觉，有利生产”。瑓瑤这正是

刘少奇对于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阐释，“因为富农经济的存在及其

在某种限度内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

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瑓瑥所以，这样的富农政策，

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巩固新生国家政权，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国

家建设。

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在制定富农政策时采取了特别谨慎的态

度。薄一波认为，“新区土地改革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民主决

策的一个范例”。瑓瑦

平、津解放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考虑新形势下的富农政

策问题。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新区农村政策时，毛

泽东曾提出江南土地改革时应慎重对待富农问题。因为这不但关

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故对１９３３年文件和１９４７年土地

法等必须有所修改。瑓瑧在第一次出访苏联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就此

问题向斯大林通报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初步考虑。１９５０年２月

１７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联名致电在国内准备土地改革的刘少奇

同志，“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汇报土地改革政策时，提议将分

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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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

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

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

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

并使生产不受影响”。瑓瑨可见，毛泽东认为对于富农政策应该十分

谨慎，因为富农问题涉及到农业生产问题。

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富农政策，党内存有不同的意见。在１９５０
年３月１２日的《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毛泽东说：“关

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１１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

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提出过，唯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

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

及其他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地改革

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地改革，否则将错过时机，

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

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传发所属各省

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并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

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瑓瑩因此，为了土地改革的顺利

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必须在全党

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富农政策。毛泽东于３月２０日分别致电新

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征询土地改革中不动富农政策的意见。

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了土

地改革中可能涉及的１４个问题，其中一半与富农政策有关，要求

他们在２０天内答复。各地在回电中，都同意中立富农的政策，但

在具体做法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完全不动富农的土

地财产，包括其出租的土地；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没收分配富农的出

租土地，保留其余的土地财产。尤其是邓子恢主张富农的出租地

应该拿出来分配，而毛泽东则主张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中共中

央对两种意见都十分重视，并把两种意见继续发往各地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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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日，毛泽东一方面仍旧坚持富农数量不大而暂时不动富农

为宜的意见，另一方面要求不同意见的典型代表华东局和中南局

各自起草土地改革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瑔瑠５月

１３日和１５日，中南局和华东局起草的土地改革法令草案上报中

央。中南局在草案中，主张对富农出租的土地采取灵活的政策，

“富农的土地财产不动。对富农土地之出租部分，得按减租办法减

租。如某些地区贫苦农民所得土地太少，不足维持最低生活者，得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酌情征购富农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但征购

后，应保持富农所有土地不低于当地中农水平）”。华东局的草案

则明确“不动富农的土地财产”。饶漱石还托人带口信，重申他的

意见：只明确宣布不动富农出租土地财产，不说暂时不动。暂时不

动是毛泽东在３月２０日致电各地电报里说的。饶认为，这样的规

定，不但领导上可能被动，而且会产生“割韭菜”的顾虑，不利于发

展生产。

不同意见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但都是为了土地改革

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说：“我们

对待富农的政策应该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

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有利

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瑔瑡经过中国共产党

七届三中全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最后由中央人民

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则充分考虑了各地的实

际情况，从最有利于农村生产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富农政策。

（三）统一战线政策

与富农政策转变之目的一样，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土地改革

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也是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之一，其原则是“通过制定比较有限的目标和把敌人的界限尽可能

缩小的办法来集合广大的朋友”。瑔瑢毛泽东谈到土地改革时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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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

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

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瑔瑣可见，这时

的统一战线政策是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在《不要四面出击》

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土地改革就是要在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

的地区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因此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

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

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

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

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

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

的。”所以，“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把工

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团结起来”。总之，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

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

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

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

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瑔瑤，土地改革目标也

就能够实现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

作之目的是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从而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

发展，巩固新生国家政权。

土地改革初期，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不

少人同地主、同土地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有些人甚至本身就是工商

业者兼地主或地主兼工商业者。少数从地主分化出来的民主人

士，同土地的关系就更为密切。因而，对土地改革有不同理解，甚

至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据宋云彬《北游日记》载，在江南刚解放

而尚未土地改革的１９４９年７月，因家乡征粮触动了柳亚子，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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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很消沉。２４日，“至益寿堂看柳亚老，即在亚老处午餐。亚老

精神又由亢奋而转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

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折缴人民

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因为无法交纳征粮

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

体处了”。瑔瑥识大体不等于没有意见。１９５０年冬，柳亚子在《跋中山

先生墨宝后》中，就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所触及自身的利害发出了

“有代价有补偿”的感慨：“余虽土地改革后丧其田产，以滥竽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故月得小米若干，犹不虞冻馁。”瑔瑦黄炎培则早在

１９４６年就与周恩来、李维汉对上海、南京等地土地改革问题有过

争吵，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提出过许多批评意见。１９５０年新区土

地改革开始后，黄炎培收到不少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和家乡地主的

告状信件，黄炎培看了心情很不安，便将信件转达给毛泽东。瑔瑧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蔡廷锴也曾因土地改革而心中有想法。土地改革

时，由于基层干部违反政策，在分田地斗地主时，把蔡廷锴保存在

家中的一些东西当作“浮财”分了。更令他痛心的是，将他在淞沪

抗战打日本鬼子时负伤的血衣和指挥刀弄丢，甚至连他母亲的坟

墓也破坏。瑔瑨

针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不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利用

１９５０年６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全会的机会，通过刘少

奇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

本目的，“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

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从而统一思想，尤其是打通民主党

派和民主人士的思想，“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

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朋戚友

中的地主分子，应该告诉这些地主分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服从人

民政府的法令和农民协会的决定，而不要去进行反抗和破坏活动，

以免遭受可以避免的打击。这也是组成反封建统一战线中一项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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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工作”。瑔瑩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６月２３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上作了题为《做一个完全革命派》的闭幕讲话，着重谈到民主

人士应如何过好土地改革关。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明如何对待土地

改革是关系是否革命的严重的立场问题，要求民主人士不仅在口

头，而且在行动上站在农民一边。他说：“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

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

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地改革是在新民主主

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政党的两个‘关＇。什

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

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

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

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地改革一关，我希

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

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

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他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

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

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

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瑖瑠

如果说，刘少奇阐明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是用讲道理的方式说

服民主人士参与并支持土地改革的话，毛泽东则用另外一种说服

方式，就是从分清政治本源，即从对错、过“关”的形式，把对土地改

革的支持与否上升为分清敌我的阶级层面。上述方法并用，使得

民主人士起码在表面上参与反封建统一战线并支持农民翻身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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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事实上，这并不能完全消除民主人士对土地改革的误解，

毕竟牵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为此，毛泽东把土地改革中各地发到中央的文件、情况汇报等

转送有关民主人士参阅，使他们对土地改革有一个更加感性的认

识。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致函黄炎培：“近日土地改革情

报数据送上一阅，请掷还。其有关于松江区的过左行为的报道。

另华东局指示电一件。”瑖瑡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又致函黄炎培：“华东
局１月４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电一件送请察阅，并

请掷还。”瑖瑢

与此同时，他还支持和动员民主人士到基层去，实际了解情

况。１９５１年１月，在中共中央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强

调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土地改革一线去参观视察。他指出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民主人士去听

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

民主人士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地改革千

载难逢，应该欢迎民主人士去看。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

是件好事。土地改革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

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

呢？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

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有

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

不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

的。瑖瑣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有关文件：“为了教育若干民主人

士，使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与群众见面，打破其只从书信

中反映地富的意见，中央通知各地，中央政府准备请若干民主人士

回到原籍去视察土地改革工作与镇压反革命工作，要各地认真接

待他们。”瑖瑤中共中央会同全国政协开始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到全国

各地参观或参观土地改革。前清翰林、新中国领导人之一的陈叔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１００　　

通，致函毛泽东要求下乡直接参加土地改革：“前曾面陈参加土地

改革，本月全国委员会（指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拟于１１月出发”，

“按照办法须经所属机关批准，叔通属于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委

员会，应请批准。”毛泽东马上复函陈叔通：“看土地改革，同意你的

意见。唯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

些，那时还有土地改革。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地改革，不

宜去做土地改革。”瑖瑥

由于多种方法并举，民主人士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切身感受和

了解了土地改革，开始从内心拥护土地改革。梁漱溟在参观回来

后，就认为土地改革对自己的触动很大，他认识到自己的乡村建设

搞了那么多年，并没有真正抓住农民所关心的最根本的土地问题，

因此费尽力气农民也不愿意真心实意跟着走。而在四川土地改革

中，农民是那样自觉地跟着中国共产党，打倒地主分田地，翻身运

动热火朝天。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５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两年

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篇文章，形象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与农民

的关系：“此次到了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到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

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

农民便是一块基石。”他还感叹说：“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

有领导，但却没有领导（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引者注）与群众结

合像这样好的。”瑖瑦黄炎培经过实地考察也一改反对立场，在上海

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新

中国人口８０％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

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苏南土地改革报

告》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报告中，他首先肯定：“苏南的土地改

革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也坦率

而诚恳地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高压专制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

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

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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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瑖瑧由此，土地改革在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中获得了认同，从而减少了土地改革的阻力。

综上所述，土地改革是对农村土地产权的一次重新配置，是一

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对于农村生产力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获得了

农民的认同，巩固了国家政权。正因为土地改革的经济和政治作

用，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政策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富农

政策的转变和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就是这一系列政策措施

的体现，目的就是使整个社会认同土地改革，从而减少土地改革的

各种阻力，保证了土地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归根到底是为了有利

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瑖瑨事实上，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之目的

只是表征，其真正之目的，毛泽东在１９３３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以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中已经表露无

疑：“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

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

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

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说，在革命年

代，土地改革导致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为了动员农民参与战

争，从而导致中国共产党夺得国家政权，那么新生国家建立后的土

地改革，尽管也是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但其本质是巩固工人和农

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麦克法夸尔

和费正清认为，土地改革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决定

性的事实是，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在可以满怀信心地

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

代替，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经济职能。从贫农和中农队伍中

产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这些贫农和中农的眼界已被中国共产党

的有阶级倾向的观点扩展了。⋯⋯有助于农民群众相信党的事业

的正义性。由于在土地改革期间中国共产党显示了它既是一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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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畏的力量，又是较好生活的提供者的可信性，它大大地提高了

将来在农民中的说服力”瑖瑩。从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

国家政权。

三、国家政权建设

土地改革运动除了解放农民阶级、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国家财

政状况基本好转外，还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即彻底颠覆农村传

统组织，建立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建立新生国家政权

体系。

这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巩固阶级解

放的成果，确保农业恢复和发展；二是实现政权认同方式的转移。

此前，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信仰基础

上的，即中国共产党通过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而获得了

农民的认同，包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生国家政权的认同。这种

认同显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新的认同问题，

或者农民价值需求转变而导致政权合法化问题，等等。正是基于

这些考量，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实现农民对于新生国家政权认同的

同时，找到一种可能路径，使得国家政权合法化，从而保证中国共

产党的长期执政。这对于任何一个政党都是核心利益所在，对于

革命型政党更是如此。有效的方式是在彻底颠覆农村传统权力架

构的同时，建立一种新的组织架构，把分散的农民个体重新组织起

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和整个国家的一个零件部件，与中国

共产党和国家协同互动。土地改革就是在保证农村社会秩序的同

时，重新组织农村、农民，在农村构建杜赞奇所认为的“文化—权力

网络”，瑘瑠从而使得新生国家政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深入

到农村，使农村、农民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一）政治和社会秩序

土地改革从一开始就强调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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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土地改革以不产生农村社会混乱为前提。土地改革是一

个颠覆原先农村秩序的过程，如果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又产生新的

混乱，则势必不利于土地改革目标的实现，也是新生国家政权所不

愿看到的。所以，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在某些地区开始土地改革

后，发生了某些偏向，并引起了某种混乱状态，而不能迅速纠正时，

则应该停止这些地区的土地改革，以便在纠正偏向并进行更多的

准备工作之后，到明年再去进行。总而言之，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

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

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

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

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瑘瑡

首先，以法律形式推动土地改革。与１９４６年中共中央颁布的
《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人称为“五四指示”）相比，１９５０年６月

２８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无论在内容、制定过

程及其效力上，都更加严谨、科学和具有权威性。“五四指示”只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政策主张，是政党的政策宣示和政治主张，内容

相对简单明了，更多是宣传和动员群众。相反《土地改革法》是一

项国家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更加严谨、科学。在制定《土地改革

法》时，国家曾多次较大范围征询意见，并考虑了不同地区的意见，

对土地没收和征收、土地分配、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土地改革的

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再经过中共中央和全

国政协的综合讨论，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法律，从而获得绝

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认同，并使土地改革在法律可控的范围内进行。

与此同时，颁布相关法律规定，确保《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如

政务院于８月２０日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１０
月２０日颁布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等，都是土地改革法

的必要补充，为土地改革有序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学者认为，

土地改革“是一场低成本的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本应是激烈的‘战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１０４　　

争’，然而在实践中，却是在相对平稳的、有序的社会环境中完成

的，进展较顺利，没有发生反对土地改革的恶性暴力事件，没有为

此支付社会秩序混乱、甚至造成国家和人民财产巨大损失的沉重

代价”。瑘瑢这正是国家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所期望达到

的政治目的，即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相对稳定。

其次，组织人民法庭。一项法律的有效执行，还必须有国家强

力机器做保障。《土地改革法》规定：“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

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罪

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

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瑘瑣而“人民法

庭对于普通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以及特别复杂需要长期侦查才能

决定的案件，应交普通法庭和公安机关去处理，以便使自己能够集

中注意力去处理当前土地改革中各种违法的现行案件，保持农村

的革命秩序”瑘瑤。为保持农村秩序，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专

门组织人民法庭，而且采取巡回审判的方式，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

所未有的。可见，农村政治和社会秩序对于土地改革具有重大的

意义。

最后，采取一些有利于保持农村秩序的措施。一是针对广大

新区存在大量农村基层政权还来不及改造，广大农民尚未组织起

来以及农村干部缺乏的情况，在新区首先开始采取清匪反霸、减租

退押的措施。这些措施就是要消除造成农村不安的根源，唤起广

大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为土地改革做必要的准备。二是采取减

少引起社会和政治混乱的举措。比如只没收地主的“五大财

产”，瑘瑥而给予地主必要的生存和生活资料，同时不从肉体消灭地

主。刘少奇认为，这样做“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

可以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

主要是稳定了地主，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此外，上文提及的富

农政策、统一战线，维持解放前农民债务和借债关系以及在土地改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１０５　　

革过程中的整党、整风运动等等，目的都是尽可能减少社会不稳定

因素，从而创造有利于土地改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正如刘少奇

认为，为了正确地执行土地改革中的各项工作，整顿干部的作风，

特别是纠正命令主义的作风，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关键。因为整

风“这项工作如能进行得好，再加之以关于土地改革的学习也能进

行得很好，我想，今后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是能够有保障地按照中央

人民政府的法令有秩序地有步骤地有分别地去完成的。而这项工

作的完成，就为我们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一个最

根本的条件，就在政治上将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我们的国

家和人民政府就能达到从来未有的强大和巩固”。瑘瑦

（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建立

土地改革是在重建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土地改

革的完成又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农村基层组织。农村基层组织是

以农民协会为主体的组织架构。“在‘解放区’先开展、以后又于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在全国贯彻的土地改革建立了农会，重新分配了土

地并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力量和地位”，事实上，正是农民协会的成

立才改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改变了农村的政治结构。所以，土地

改革的过程就是重建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过程。随着土地

改革的完成，全国建立起了上下相通、城乡相通的统一政权，也就

是从乡村开始建立与国家政权相连接的各种组织，进行民国政权

以来所未完成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此后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

运动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由此，土地改革构建了以农民协会为

主体的农村基层组织，以及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为核心，依托乡

政权，以农民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委员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为中心，以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土地改革工作干部为骨干，包括青

年团、妇联、民兵等其他组织的农村基层政权。也就是说，通过土

地改革构建了三个层面的农村基层组织：一是农民自组织，如农

会、农民代表大会等；二是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连接的乡政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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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层面的组织是共生的，随着农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农民

不仅掌握了农民自组织，而且把这种组织形式复制为国家基层政

权的组织形式并掌握了县乡政权———以代表会议制形式；县乡政

权又反过来巩固和促进了农民自组织。因此，他们是共生的，很难

区别各自如何建立并生长的过程，本书统称乡村基层组织（政权）。

三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党支部及其外围组织，如共青团、妇

联等在农村的建立和完善。三个层面互相支撑，从而把马铃薯式

的中国乡村社会纳入了一个组织化的国家和政党组织体系内部，

初步构建了从革命型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组织体系，为国家政

权稳固和展开现代化建设，扩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巩固工农

联盟提供了可能。

首先，乡村基层政权。有学者认为，除了抗战时期的“三三制”

政权外，大部分解放区是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中夺取的地主基层

政权，即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前，农民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

织起贫农团、农会，将政权从地主手里夺到农民手中。瑘瑧不管基层

政权是否如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但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

贫农团、农会等开展与地主的斗争却是事实。在第一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文章中都阐述了这个事实，“地

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

‘一切权力归农会’”。瑘瑨这里的农会是农民自组织，或者是根据地

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之一。另外，这种农会不是以村为单位，而是以

乡或更大地域为单位的。随着农会的扩大，由于协调和领导的需

要，产生了农民代表大会。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城市转入农村并建

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种农民自发而且有效的组织形式为根据地

政权建设提供了范本，创建了人民代表会议制。一般认为：“大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人民基层政权组织是党领导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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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协会。⋯⋯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都建立了基层政权组织，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
（草案）》规定，乡苏维埃设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权力机关。”瑘瑩在

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由会议选出的主席团主持乡政府的工作，而主

席团则设立正副主席外，主要由各专门委员会负责。瑝瑠当然，也有

学者认为，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农会及其农民代表会议成

为动员和组织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而１９４７年的土地改革直接创

建了人民代表会议制。这种制度起初是以贫农团和农会为基础召

开区、村农民代表会。村农民代表会是由贫农团和农会所选派的

代表组成。瑝瑡后来，土地改革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如阶级划分、制定

分地原则与调济土地等，都是经过农民充分讨论，最后由农民代表

会议作出决定的。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在总结农民代表会议的基

础上把它推广，并将其充实、发展为人民代表会，还指出人民代表

会议制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最好形式。瑝瑢

在农会、农会代表会议的基础上产生人民代表会议这种基层

政权组织形式，说明土地改革对于构建农村自组织和国家基层政

权是有益的。在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中，通过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政务院

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

织通则》两个文件，把人民代表会议形式制度化。这样，在具体操

作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与过去不仅衔接上而且得到进一步

提升。根据两个通则的规定，乡政府干部一般从当地人中产生，但

他们又由上级政府或派遣的工作队物色，主要从土地改革和其他

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提拔，然后经群众同意。这个提升在于

由过去的农会→农民代表会议→上一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单向运

行，创变为双向流动，从而使农民参与基层政权建设，有利于巩固

基层政权，又使国家政权能够通过这个路径深入到乡村，加强了对

农村的控制。

其次，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组织建立在基层是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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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获得革命胜利和执掌政权的重要保证。从革命根据地时期，中

国共产党就在农村建立了基层组织，从而凝聚了农民阶级，有效地

动员了农民阶级参与和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获得胜利。

随着新生国家土地改革展开，在农村基层建立并完善党组织成为

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毛泽东在１９５１年２月７日给中南局、华

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及福建省委、西南局、西北局的电传中，认为土

地改革的正确秩序应该是：“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

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

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瑝瑣也有的学者把土地改革进程分为四个

步骤：“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通过清匪反霸，建立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乡政权。第二，由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土地改

革委员会，直接指导土地改革工作的进行。第三，由土地改革委员

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下到农村基层，具体协助农民组织农会和

开展土地改革的各项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队除了有各政党、政府

机关干部和大学师生参加外，还吸收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

人士参加。仅华东区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就达６万余人。第四，在

各级政府和土地改革工作队的领导下，由农会来划分阶级、没收和

分配土地和财产。”瑝瑤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发动群众还是领导各

级政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土地改革成功的保障，因而必须在农

村基层建立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党支部。

当然，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不是土地改革时期才在农村建立

起来的，而是在革命年代就建立起来的。但是，在革命年代，一些

党的基层组织遭到了破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随着中国共产党

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一些破坏分子组织了“还乡团”，对农村

干部尤其是党员进行清洗，农村党组织由此受到破坏。另一方面，

在１９４７年土地改革高潮中，农村党员数量大幅上升，从１９４７年的

２７０万人增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前的４５０万人，其中９０％是农村党员。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动机不良的人乘机混入党内，从而对党组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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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些负面影响。再者，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一批优秀党员调离农

村。此外，不管是老区还是新区还有大量的乡村没有建立党组织。

上述诸多因素导致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农村的战斗力下降，重建中

国共产党农村组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在“三

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提出：“在老区形成

中，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方针和政策完成整党，清除坏分子并

令那些不够条件的党员退党以后，应在那些必要而有条件的乡村

中接收一些新党员，因为不少乡村党的组织在调出若干优秀党员

后，它的积极性大为减弱，必须吸收一些新的积极的成分，方能振

作起来。在新区乡村中，在完成土地改革复查及民主建政后，应在

积极分子中进行党员八项标准教育，并接收那些愿为党员八项标

准而努力上进的优秀分子入党。在一般新区农村中，应有五个党

员以上（一般不超过十人）的支部，才能加强党对农民群众的领导

作用与农村中各项建设工作。全国有１２万个新区乡村，还有２万

个老区乡村没有党的组织，应争取在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

此外，在老区已有党的组织的乡村还应接收一些党员。如此，在农

村中要接收将近１００万党员。”瑝瑥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重新
建立和完善。这项工作，始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至１９４８年期间配合

土地改革的整党运动。在解放区内公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使党

处于人民监督之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农村党组织在旧解放

区随着土地改革而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则从８０００个农村支部的整党“典型试验”开始，随着１９５２年８月

城市整党在“三反”运动基础上完成而在农村全面展开。

随着乡村基层政权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农村的建立，土

地改革在有秩序、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中推进，巩固了土地改革

的成果，也巩固了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乡村基层政权的建立，使

得原来松散的农村纳入国家政权体系，也使得国家政权深入到乡

村社会，结束了农村“天高皇帝远”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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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的建立又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政权，并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从

社会基层直接有效地汲取组织资本，巩固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关

系，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村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保障。

小　结

新生国家土地改革，是在１９４６年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进行的。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为了动员农民夺取国家政权而进

行的。在一个传统的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

导了一场旨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能够动员的资源几乎唯有农民以及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

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就是为了动员农民参与和支援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事实证明，这场土地改革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夺

取并建立了新生国家政权。

新生国家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这样两个问题：一是

由革命发展不均衡造成的问题。老解放区已经成功进行了土地改

革，而占人口和面积绝大多数的新区却还是处于前现代的状态；二

是巩固新生国家政权问题，尤其是从革命向建设转变过程中的政

权合法化问题。如上所述，在前现代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所能依

赖的资源唯有土地和农民，因而不管是解决不均衡问题，还是解决

新生国家政权合法化问题，都必须进行一场土地改革运动。

这场运动与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又有区别。老区是动员

型的，目的是使中国共产党获得资源保证革命胜利，而这场土地改

革运动是在革命已经胜利，新生国家政权已经建立的基础上进行

的，其目的是解决革命所留下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进而

开展国家建设。所以，如果老区的土地改革是革命性的，那么新区

的土地改革就是建设性的。因而，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初期就

把其目的定位于发展生产力，为国家建设提供资源，从而巩固国家

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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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一般认为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人，即劳动者，另一

个是生产资料。解放生产力就必须解放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新

生国家，这两者正好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劳动者与土地相关，生产

资料也与土地相关。通过土地改革实现劳动者阶级的整体解放，

颠倒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符合中国共产党实践“耕

者有其田”的政治诺言。土地改革又能够解放生产资料，通过对生

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革，颠覆旧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解放。

解放了的劳动者阶级和土地的结合能够发挥巨大的生产积极性，

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又对新生国家政权产生了认同感，从而巩固新

生国家政权，因为只有巩固的国家政权才能保证土地改革成果惠

及自身。所以，土地改革中的富农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就可以理解

了，目的就是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促进土地改革目标的实现。

土地改革还实现了国家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层化。土

地改革需要国家政权的保障，国家政权深入农村基层，对于农民来

说是需要和必然的，对于新生国家来说则是巩固政权的必要途径。

只有政权深入基层，才能从社会基层获得政权巩固的资源和力量。

土地改革同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也由此在农村

建立了基层组织，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延伸到农村社会，

为整合组织资源提供了条件，也巩固了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结

果，土地改革使长期把持农村政治的豪绅势力、宗教势力让位于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农民自组织，使政府的权威和组织动员能

力空前提高，使松散的、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农民被国家政权和中国

共产党组织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的急剧社会制度变革

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和国

家能够轻易推行“统购统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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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ｏｒｅ，ＭＤ：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瑑瑢Ｌｉｐｐｉｔ，Ｖｉｃｔｏｒ（１９７４）Ｌ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ｔｅＰｌａｎｔｓ，Ｎ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ｓｓ

瑑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８２－８３

瑑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１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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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这里所指的“房屋”是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作为人们生活用房的

房屋，毛泽东把它列为生活资料。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

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第一章中曾经指出：“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

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

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８４－３８５

瑑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ｉｅｘｕｅｎｅｔ／ｂｂｓ／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ｘ？ｂｏａｒｄｉｄ ＝ １２＆ｉｄ ＝

６０２２３５

瑑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３０５

瑑瑨 列宁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８２

瑑瑩 列宁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７７１

瑒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４３

瑒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８

瑒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３－１１４

瑒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４

瑒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７

瑒瑥 赵增延土地改革与富农经济［Ｍ］见郑有贵中国土地改革研究

［Ｃ］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４９

瑒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１７

瑒瑧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Ｍ］刘少奇选集（下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８－３９

瑒瑨（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７

瑒瑩 费孝通中国的绅士阶级［Ｍ］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１９５３：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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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７

瑓瑡（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史［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９

瑓瑢 见新中国的经济成就［Ｍ］北京：外文出版社１９５２：６

瑓瑣 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政策问题的意见［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３

瑓瑤 杜润生忆５０年代我与毛泽东主席的几次会面［Ｃ］见缅怀毛泽东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７２－３７５

瑓瑥 刘少奇选集（下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５

瑓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２０

瑓瑧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发表新区土地改革征粮指示给刘少奇的电报

［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６５

瑓瑨 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发表新区土地改革征粮指示给刘少奇的电报

［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６５

瑓瑩 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Ｍ］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８

瑔瑠 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的电报［Ｃ］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第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３２３

瑔瑡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Ｍ］毛泽东

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７０

瑔瑢（美）Ｒ·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７８

瑔瑣 毛泽东征询对待富农政策问题的意见［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３

瑔瑤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Ｍ］毛泽东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场

比赛１９９９：７３－７４、７５、７５－７６

瑔瑥 宋云彬红尘冷眼［Ｍ］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４３

瑔瑦 柳亚子磨剑室文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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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袁小伦摸史集———中国现代人物新探［Ｍ］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２００５：６７

瑔瑨 广东文史资料第７１辑［Ｊ］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５－１９７

瑔瑩 刘少奇选集（下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３、４６

瑖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２６－２７、２８

瑖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７４８

瑖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４

瑖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７２２－

７２３

瑖瑤 杨尚昆杨尚昆日记［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７１－７２

瑖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４７４－４７５

瑖瑦 梁漱溟 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Ｎ］光明日报，１９５１－１０－５，同见

梁漱溟全集（第六卷）［Ｍ］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８６５、８７３

瑖瑧 卢之超主编毛泽东与民主人士［Ｍ］北京：华文出版社１９９３：７４８

瑖瑨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８３－２８４

瑖瑩（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Ｍ］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８９

瑘瑠（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Ｍ］

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瑘瑡 刘少奇选集（下卷）［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１

瑘瑢 郑有贵 新中国土地改革研究［Ｃ］ 郑有贵 中国土地改革研究

［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４

瑘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Ｍ］转自郑有贵中国土地改革研究

［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３３－３３４

瑘瑤 刘少奇选集（下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６

瑘瑥 指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法规定的，应该没收地主土地、耕畜、农具、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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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等五大财产。见刘少奇选集（下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３６

瑘瑦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Ｍ］刘少奇选集（下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７

瑘瑧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２６５

瑘瑨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Ｃ］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

瑘瑩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

想政策史［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８５

瑝瑠 在新生国家初期，这种委员会成为国家政权深入和控制乡村的重要

途径。据１９５２年七八月间，中央有关部门对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四个大区

的调查，乡人民政府所设委员会，除常有的民政、财政、治安、文教、生产、卫生

等委员会外，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又经常指示设立一些委员会，如抗旱、护

麦、查田评估、征收入仓、防疫、防洪、军人专业、捕虫等，甚至新华书店、保险

公司、人民银行、贸易等部门有的地方亦派人到乡组织直属自己的推销、牲畜

保险、储蓄委员会。又据１９５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向中央的报告，仅乡

级组织就有３０种委员会，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党支部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团

支部委员会、乡妇联委员会，抗美援朝委员会、中苏友好委员会、乡农民协会、

民兵中队等。转自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

“三农”思想政策史［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８６－２８７

瑝瑡 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２６５

瑝瑢 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发布《关于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指

示》。转自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２６７

瑝瑣 毛泽东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Ｍ］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３９

瑝瑤 武力土地改革对国家和农民关系的重塑［Ｃ］郑有贵中国土地改

革研究［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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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１９９２：２００－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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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探索：
　 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获
得了农民对新生国家政权的认同。但是，土地改革产生了严重的

后果：由于土地的私有均分，农村社会进一步小农化，这导致农村

两极分化和社会流动，对新生国家秩序形成了压力，产生了社会主

义国家政权建设合法性问题。

通过合作化方式克服小农经济，实现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

的集体认同成为必然。然而，合作化无法完全缓解有限土地资源

下农民的生存压力，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进程通过优先

发展工业的形式展开，其目的是通过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实现

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彻底解放农

民阶级，满足农民共同富裕的愿望。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认为，“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

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下中农，为

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贷甚至典让和出卖土地，产生两极分化，为了发

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

有走合作化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农产品的需

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

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①。《决议》明确告诉我

们，合作化展开的原因是为解决农村社会贫下中农的生存和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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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问题，以确保新生国家政权。

受到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压力，农业合作化不断加速。由

于工业化是在封闭和单一资源的背景下展开的，而且一直面临资

本主义发展的压力，这与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矛盾。社会主义建

设本质上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样，由于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建设的需要，以私有制为内容的合作化转化为以公有制为内

容的集体化，并不断“左”倾，最终导致现代化受挫。

一、土地改革的负面影响

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不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而且

包括土地的所有权。新中国《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

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②１９５０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

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

的权利。”③事实上，土地改革完成的地方，农民就获得了象征土地

所有权的土地证。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耕者有

其田”的要求，获得了农民的信任和对新生国家政权的认同。中国

共产党组织和国家政权因此深入农村，实现了几千年来国家政权

对广大农村地区的真正控制。然而，土地几近均衡的分配，而且允

许自由买卖，给国家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一）小农经济

土地改革加剧了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耕作模式，农村

社会呈现小农化发展趋向。这从土地改革后全国有一亿一千多万

农户得到佐证。④

对于土地改革产生小农化趋向，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

已经预见到。他说：“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个体的农业

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

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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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

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

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

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⑤显而易见，土地改

革运动虽然终结了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

的要求，但是土地改革并没有削弱或消灭小农经济，反而在某种程

度上强化了它。

（二）失衡和流动

以个体、分散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在土地资源不足的背景下，

必然导致均分的无效，进而出现社会的失衡和流动。

１．社会失衡

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衡农村社会。

１９５４年国家统计局对１８个省１２１７５户农户的调查情况反映了这

种现实。如以土地改革结束时各阶层农户占有的耕地为１００计

算，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各阶层耕地占有基本均衡（表３－１）。也

就是说，土地改革之目的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农村社

会确实呈现为一定的均衡。

表３－１　土地改革后农村各阶层耕地占有情况⑥

平均 贫雇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其他

耕地 １０６５ １１０３ １０２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８１ １０６７

　　注：表中各阶层成分都是土地改革时划定的。

但是，这种均衡是低水平的。按照劳动力均等占有耕地，表面

上看似均衡，但耕地面积的相对不足，使得这种均衡只具有静态的

象征意义。学者研究认为，在耕地面积不足的背景下，土地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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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户土地占有数量尚不足以保证农民的生计问题，⑦加上劳

动能力、经营水平和农业技术差异，农民生计问题日益凸显。通过

研究证实，农民一年的收入，扣除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交纳国家

的农业税和全家人的简朴生活费用后，所剩无几，无资金购买新式

农具，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在常态下，这样的土地占有

状况尚不足以解决生计问题，如果出现天灾人祸会出现怎样的场

景呢？在土地私有并成为维持农民生计唯一资源的背景下，为了

生计，贫苦农民的选择就是卖土地。土地改革产生的农村静态均

衡社会马上就被不均衡代替，这是逻辑的必然。事实也是如此。

据国家统计局对２３个省１５４３２户农户调查，１９５４年出卖土地数

占土地总数的０３３％。⑧这说明，在此之前农村已经出现土地买卖

现象，而且已经不是偶然现象，否则国家统计局不会进行专项调

查。另据湖南、湖北、江西３省典型调查，１９５３年出卖土地的户数

占总农户的１２９％，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５倍半，出卖土地的亩数占总
土地亩数的０２２％，比１９５２年增加５倍半多。⑨山西忻县地委⑩的

调查则进一步证实土地买卖的严重性。忻县地委通过对静乐县五

区１９个村５７５８户农户的调查，发现有８８０户农民卖房卖地，其中

１６７户老中农因出卖土地而下降为贫农，４７１户土地改革中分到土

地的新中农因出卖土地又恢复到贫农的地位，两项共计６３８户，占

卖地户总数的７２５％，占农村总户数的１１０８％。这些下降户中，

又有６％至１０％的户变成了赤贫户。瑏瑡

从土地买卖的原因看，主要是维持生计。中南地区１９５３年对

３５个乡农民卖地情况进行了调查瑏瑢，山西忻县地委也在１９５２年７
月对１４３个村卖地买地原因进行了调查瑏瑣。调查结果显示，无论

是卖地者还是买地者，逾一半是生计原因。土地买卖的结果是土

地改革后均衡的农村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这样，以土地均等占

有为前提的社会均衡就被打破了，农村社会显现了不均衡发展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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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社会流动

只要土地私有而且土地资源不足，就必然导致土地的买卖。

土地买卖的直接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正如斯大林所说：“农民经济

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通过最深刻的分化去发展———一个极端

是巨大的大地产，另一个极端是大众贫困化。”瑏瑤确实，土地改革后

农村两极分化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极是富农，一极是贫

雇农。这样，原本均衡状态的农村社会结构被打破并出现了流动。

由于土地的出卖，卖地阶层向下流动、赤贫化，有的中农下降为贫

农，土地租佃关系、高利贷、雇工现象重新出现。与此同时，买地者

向上流动、富农化。瑏瑥据湖南、湖北、江西、广东４省１６个乡的调
查，１９５３年放债户占总户数的１０％左右，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倍，贫

农中约有１／３的户借债。另据黑龙江、吉林、辽宁３省典型调查，

２０５４户农民中，新富农有１６户，占总户数的０７８％，有的地方达

到总户数的４６％。瑏瑦对此，毛泽东认为，“在最近几年间，农村中的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到处出现，许多富

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生产资料不足，仍然

处于贫困地位，有些欠了债，有些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

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

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

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

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

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

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

能够的”瑏瑧。

社会流动不仅出现在农村内部，还出现在城乡之间。学者研

究发现，农民出卖土地后，一般用三种办法解决生计问题：一是充

当雇农；二是租入土地，当佃农或开荒生活；三是进城当工人。瑏瑨如

果说，卖地后农民当雇农、租地，是在农村社会内部流动的话，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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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计进城表明这种流动已经突破了农村内部流动的界限，成

为社会性的流动。

农村社会内部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阶级流

动，即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会地区间流动。研究发现，不

论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出现了地区间流

动，这种流动主要是由贫穷地区流向相对富裕地区和人口稀少但

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如当时的“闯关东”。学者研究发现：

“东北的新富农和农场主每年可以吸收１００多万关内的农民，可以

开垦几千亩东北的荒地。”瑏瑩可见，这种流动是比较大的，这对新生

国家组织、动员和控制农村社会，尤其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产生了

一定的负面影响。

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情况，从下列数字以及国家采取的相应措

施中可以得到反映。据１９５１年春统计，仅沈阳、鞍山两市，即有进

城找工作的农民２万余人。到１９５２年，东北地区流入城市的农民

３２１１７人，占失业人员总数的２２４％。瑐瑠如果按照这个百分比计

算，１９５１年４００６万瑐瑡城市失业人员中来自农村的人口数有近９０
万。另外两个数据，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土地改革后农民迫于生

计的进城之路：一是城镇人口激增。从１９４９—１９５３年，中国城镇

人口从５７６８万人增加到７８２６万人，年均增加５２４５万人，城镇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１０６％上升到１３３％。瑐瑢对此，薄一波同志

认为：“城镇人口的增加，除自然增长的以外，绝大部分来自农

村。”瑐瑣二是动员农民返乡生产的人数。关于返乡人数，不同的学

者给出的数据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以后，各级政府动员了１６５万原籍在农村的失业人员返乡生

产。瑐瑤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５０年７月到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底，共有１１８６９９
人返回农村。瑐瑥 也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５０年７月到１９５４年底有

１４５７１４人返乡（见表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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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２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年返乡生产人数瑐瑦

年份
１９５０

７－１２月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

１－９月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总计

人数 ９８４０８ ２３８５１ １６３４５ ４５０５ ２６０５ １４５７１４

虽然数据不尽相同，但无疑反映了农民进城的事实。有学者

认为：“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推行，基本上堵

塞了农民因贫困破产、流入城市成为失业后备军的道路，但由于城

乡、工农差别的存在，城市就业对于农民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随

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工作的日渐增

多。”瑐瑧可见，在当时农民进城是迫于生计，由此农民进城队伍不断

扩大。

农民进城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队

伍出现不稳定状况。因为不断有农民进入城市，而且进城又基本

能够解决在农业生产中无法解决的生计问题，这就引发农民进城

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多农民表现出进城趋向。据建国初期的

一些典型调查统计，城市工人平均收入约为农民平均收入的３倍，

１９５２年非农业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为农民的２４倍。瑐瑨城乡收入

的巨大差距和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强烈诱惑，吸引不少青年农民在

土地改革后陆续涌入城市和工矿区，从而出现农业生产青壮年劳

动力缺失、农村社会失序等问题；二是加剧城市就业压力。从建国

后到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前的１９５７年，城市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就业

压力（表３－３），农民进城加剧了城市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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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３　建国以来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

年份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１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失业人数

（万人）
４７４２４３７６４００６３７６６３３２７３２０８３１５４２１２９２００４

失业率

（％）
２３６ １３２ １０８ １０５ １０１ ６６ ５９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６页；《中国

统计年鉴（１９９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３３页。

贫困农民进城加重了城市就业压力，城市比较高的消费水平

也导致农民对城市生活的不满，由此失望和不满的情绪在城市迅

速蔓延，加上一些市民因生活无望自杀、匪特重新活动以及打砸抢

等事件的频发，有学者认为“已影响了社会的安定、政权的

存亡”。瑐瑩

为了稳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减轻城市负担，１９５０年８月，

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以便“搞好

社会治安，保障安全”，同年１１月又出台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

例》，统一规范户口问题。如果此前的政策还仅仅是规范城市户

口，那么，政务院从１９５２年起多次在有关文件中提出劝阻农民盲

目流入城市的问题，则直接把农民进城与城市秩序进行了联系。

一方面，国家要求各级政府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防止

农民外流，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生计问题；另一方面，

规定城市各单位不得擅自从农村招工，避免用人单位滥招人员，助

长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８年批发劳动部党组《关于

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报告》中，规定各企业招收人员必须遵循先城

市后农村的原则，基本上不再从农村招工。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法规和制度的层面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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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流动进行了限制。当然，这些措施和制度并没有杜绝农民流

入城市现象，因为农民进城本身就是非制度化的。正因为存在非

制度化的进城渠道，导致城市政府制度化的管理手段无效，对城市

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比制度化的进城更大。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中国

社会中始终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土地改革释放了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出现巨大的剩余劳

动力。据１９５２年估计就达到４０３９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１６８％。瑑瑠这部分是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结构调整的结构性劳动
力剩余，另一部分则是变卖土地后成为剩余劳动力。不管何者，他

们都存在进城的可能。当国家开展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时，这种可能马上成为进城的现实。新生国家为了稳定城市和国

家政权，采取了“包下来”瑑瑡等政策，从而在全国城镇形成了庞大的

失业队伍。有关资料显示，建国初期的失业范围是全国性的，各大

区和各省市都有，各行业各种职业都存在失业，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各中心城市。瑑瑢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国家必须采取相应的政

策，其中城市人员返乡和限制农民进城成为有效的手段，典型的例

子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国家动员下，涉及１７００多万城市市民的
“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在新生国家及其以后国家建设中一直存

在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农民自发进城与国家动员市民下乡运动

并举。

农民进城是为了生计，但导致农村和城市的秩序问题；市民下

乡是为了就业，也导致城市和农村社会既有秩序被打断。他们都

衍生为城乡问题，并引发工农对立。为了生存和秩序，必须把这种

无序的状态有序化，这就产生了制度需求。新的土地政策以及相

应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是这种制度需求的体现。从表面

看，这是为了解决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秩序问题，但他们涉及中

国共产党执政的工农联盟基础，本质上是关涉中国共产党执政和

新生国家政权的重大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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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秩序和合法性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农村社会出现了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

化，产生了新的农村阶级矛盾和对立，并引发了工农和城乡矛盾。

也就是说，土地改革给中国共产党和新生国家留下了三个政治后

果：出现农村社会的国家控制无效；由农民生计问题而引申为对中

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引发新生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归根到底，

土地改革衍生出农村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合法性问题。

土地改革后，整个农村社会在呈现均衡化和中农化趋向的同

时，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向：一部分农民重新赤贫化，另一部分农

民则富农化，甚至出现新的地主。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逻

辑，这样的社会可能出现两种趋向：富裕农民对于资本主义的本能

追求，赤贫农民重新进行革命的可能。无论何者，其政治后果都是

农村社会失去控制。

与此同时，出现了农民进城潮流。农民为了生计而涌入城市，

城市却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在城市，当这两者交汇在一起时，新

生国家刚筑就的堤坝面临失去控制的危险。究其原因在于国家正

在失去对农民的有效控制。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以农民为主的

国家。以１９４９年人口计算，在５４１６７万人口中，农业人口为

４８４０２万人，占８９４％，非农业户口为５７６５万人，占１０６％。瑑瑣如
果农民失去有效控制，其政治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与可能失去农村社会有效控制并存的是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出

现信任危机。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耕者有其田”这样浓厚平均主

义色彩的政策，动员并获得农民认同，然而这项政策却衍生了不

均，尽管中国共产党对此已有所预料，在土地改革的同时采取了可

能解决这种不均现象的合作化运动，但还是无法禁绝土地的买卖。

也就是说，社会不均衡问题在农村社会愈演愈烈。这时，又出现了

严重的自然灾害。据有关资料统计，水灾、旱灾、雹灾、虫灾遍及华

东、华北、中南、东北等区，全国受灾程度不等的农田有１２１５６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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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灾民达到４０００万人。瑑瑤曾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在卖地买

地中成了贫富分化的弱者，天灾的降临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弱者

地位。贫富不均社会的再现，加上中国历史上关于天灾人祸的政

治阐释瑑瑥，致使农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信任危机。对中国共产党

而言，只有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农民的生存并实现均富裕社会，才

能重新获得信任。对此，毛泽东曾经指出：“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

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

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

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

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

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

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

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

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

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

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

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

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瑑瑦与其说工农联盟不能巩

固，毋宁说农民对于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信任危机，

对于革命性政党能否胜任建设一个新生国家的怀疑，对于中国共

产党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怀疑。

综上所述，土地改革带来了农村小农经济增大的负面影响。

小农经济导致农村社会生产力低下，在农村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缺

粮户，共约４８００万左右的农民缺粮，每年２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灾

民。瑑瑧这说明，土地改革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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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低下和两极分化的问题。

导致小农经济扩大的直接原因是土地的均等私有。土地几近

均等的分配，致使整个农村社会小农化；土地的私有则使得土地可

以自由流动，从而产生土地买卖和两极分化。因此，新生国家必须

改造建立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才能赢得农民的信任，才

能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由土地改革后果导致国家必须采取措施解决私有土地均分问

题。首先，土地私有问题。这是由“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导致的，

而它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农民夺取国家政权的保证。因而，在刚实

行农民占有土地不久就变革土地所有权不具有可行性。姑且不论

农民同意与否，变革土地所有权所需要的大量工作需要时间，农民

根本就不会同意土地产权的变革。其次，土地均分问题。由于土

地资源有限，加上中国农民历来有“患不均”的思想，土地均分是历

史和现实的产物。所以，这个问题也无法马上解决。但是，农民的

生计问题却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的重大政治问题。于是，

从当时的土地政策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找到了合作化的模式。

二、合作社与现代化

在一个农民人数在总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超大国家，农民认

同和支持是新生国家政权的保证和国家建设的基础。但是，小农

经济不仅导致农民对新生国家政权的认同危机，而且引发城乡关

系紧张，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瑑瑨

为了巩固新生国家政权，必须克服小农经济的影响。根据经

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和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实践，合

作化是克服小农经济的有效手段，因此合作化运动展开。与此同

时，新生国家启动了以工业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本

身具有改造小农经济、建设现代化农业的目的，因此获得了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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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

（一）合作社：改造小农经济和巩固政权的手段

如何改造小农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生国家以后一直

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小农经济增大的情况下，产生农民

生存问题，并直接导致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产生危机，危及新

生国家政权。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合作社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有效手

段。无产阶级一般在摧毁封建专制的基础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

渡。封建专制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其经济形态一般认为是小农经

济。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摧毁封建社会的时候，一般会采取平

均分配给农民土地的措施。因此，作为封建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

小农经济可能伴随这种过渡，并在平均分配土地的时候还可能进

一步增大。所以，“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这里指共产主义的第一

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

作为中间环节”，并强调“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

诸实施”瑑瑩。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合作社是改

造小农经济的有效方式。他说：“当我们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我们

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夺取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

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地主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小农的任务，首先

是把他们的私有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

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个时

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

他们明了的好处。”他进一步说，“要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

保全他们的财产和田产，只有把他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

的生产才能做到。”瑒瑠综上所述，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在理论上论

证了用合作社改造小农经济的可能：一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必

须把私有制改造成集体所有制，才能逐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

并为实现无产阶级国家的历史任务创造条件；其次，改造私有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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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制，也就是说改造小农经济的有效形式是合作社，只有通

过合作社才能既保证农民在私有制下的利益，又克服私有制下损

害农民利益的可能，然后逐渐改造私人占有制而实现集体占有制；

三是合作制仅仅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事实上，合作

制是向集体化过渡的一种混合形态，它用合作制的外壳包容了私

人占有制的形式。另外，即使通过合作制把私人占有制改造为集

体所有制，它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经济形态。当然，集

体所有制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经济形态，它为向共产主义经济

形态过渡提供了可能。这里，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勾画了无产阶

级夺取封建专制政权之后的经济形态改造道路：私人占有制→以

私人占有为内容的合作制→以集体所有为内容的合作制→集体所

有制→国家所有制。这是一种渐进的但对革命后社会影响较小的

改造之路，只是改造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于是，列宁曾经在十月革命胜利前设想，革命胜利后“把国内

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瑒瑡，从而

快速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土地纲领和民族纲领》中特别强

调：“我们应当要求全部土地国有，就是说，把全国一切土地收归国

家中央政权所有。”瑒瑢由于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革命胜利后苏维

埃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马上实行了严格的土地国有制，认

为“这种经济在节约劳动力和产品方面都更为有利；减少个体经

济，以便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瑒瑣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条例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

的措施》，强调所有私有使用土地的形式都是过渡和陈旧的形式，

要求将土地的使用由个体过渡到集体。此后，苏维埃俄国土地国

有制进程明显加速，建立了一大批国营农场，有大量的农民被组织

到农业公社、劳动组织和共耕社之中，在粮食问题上采取了严格的

余粮征集制。这些措施虽然有利于暂时集中国家资源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但是激起了农民的不满，以致不少地方相继发生了反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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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政权的农民暴动，当时“苏维埃政权面对的是心怀不满的农民和

由农民组成的红军，从复员兵中得到补充的农民起义不断扩

大”瑒瑤。这引起了列宁的深思，在病中他口述了《论合作社》，认为

合作社在苏维埃俄国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

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但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

是相当艰难的，“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瑒瑥。

列宁的设想和行动反证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改造道路是

契合无产阶级夺取封建专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改造道路。但

是，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背离了合作化计划。

在粮食问题和重工业建设资源的压力下，斯大林人为地加速

了公有化的过程。瑒瑦尤其是１９２９年，与布哈林斗争取得胜利后，在

农业集体化问题上急躁冒进的倾向进一步表现出来。在１２月召

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讲演，

严厉批评了放慢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发展速度的主张，认为加速

集体化进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到１９３４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

占总农户的３／４左右，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９０％。瑒瑧至此，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迅速地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实践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改造

小农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

实现小农的改造树立了一个榜样。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改造理论和苏联的实践，说明在改造

小农经济上，合作化是一种必须经历的模式。合作化，对于贫苦农

民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并不陌生。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建立

各种合作社。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举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

每期都由共产党人讲授“农村合作”课瑒瑨，在１９２５年《中国共产党

告农民书》中更是直接提出：各级农民协会“均得指定会员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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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特殊团体，办理⋯⋯消费合作社”。瑒瑩同时，要求各级农会加强

合作社的宣传，通过财政补助、编印关于经营合作社的小册子等方

式加强指导，促进各种合作社的成立。瑓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中把合作社运动看作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保卫苏维埃政

权，为解决农民劳动力不足和耕畜、农具不全的严重困难，根据地

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和犁牛合作

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先

后制定《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耕田队条例》、《关于组织犁牛站

的办法》、《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指导合作社的组织和管

理。在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

等著作中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农

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了减租减息和组

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瑓瑡，互助合作运动在当时比较普遍地开

展起来。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开展根据地的

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论合作社》、《组织起来》、《必须学会

做经济工作》等著作中，总结了互助合作的经验，系统地论述了抗

日根据地合作社的性质、特点、形式和内容，以及对组织群众、发展

生产、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意义。他指出，合作社从性质上“是建

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合作

社“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瑓瑢。他把减租减息、土地革命称作“第

一个革命”；把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

农业生产合作社，称作“第二个革命”。认为小农经济是使农民陷

于永远穷苦的原因，“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步地集体

化；而要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

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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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瑓瑣。在解放战争

时期，互助合作进一步发展。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

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目的时说：“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

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实现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

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

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

了基础。”瑓瑤

因而，在新生国家建立后，为了克服小农经济的困境，帮助农

民提高生产能力，重新获得农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国家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

农村互助合作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到１９５０年全国已有２７２万个农

业互助组，参加的农户达１１００万户，约占全国农户的１１％。瑓瑥

（二）工业化：现代化的途径

毛泽东曾经认为：“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

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

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

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中

国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

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中

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

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

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

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

过现在的富裕农民。”瑓瑦毛泽东还认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

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

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

化的步骤，必须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瑓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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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话说明，要保证农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必须实现农民的共

同富裕，而实现共同富裕只实行合作化是不够的，必须以强大的国

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为基础，即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工

业化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经济恢复后，以农民为主的国家

要走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再以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

路。１９５０年，刘少奇曾为此设想工业化道路问题：“首先，我们必

须恢复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并使那些不能独立进行生产

的已有的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其次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

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再其次，要以更

大的力量来建立我们的重工业的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就要

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并使

农业生产机械化，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沿着这样的道路前

进。”他认为：“在恢复中国的经济并尽可能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之

后，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

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

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

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

同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

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这对于改进人民的健康状

况，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全体人民，也是十分需要的。而建立一些

必要的急需的国防工业，则是为了保障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不

可缺少的。只有这一步做得有了成效之后，我们才能集中最大的

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只有在重

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械化，并大大地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瑓瑨

这个设想是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

保障的基础上的。在这个设想还没有进一步讨论的时候，就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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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逻辑，转而走上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工业化道路。

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要求国家更多地注意以国防

工业建设为主的工业建设。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基本

上没有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在１９４９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产

值约占生产总值的１７％左右，其中轻工业又占全部工业的７０％以

上，而农业等则高达８３％。即使经过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三年的恢复

时期，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比重也仅仅上升到２８％左右。这

种状况难以适应巩固政权、维护国家独立的要求。毛泽东当时曾

经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

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瑓瑩

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早发国家的现代化的经验起到了重

要的参照系作用。在面临封锁和战争的威胁下，苏联采取优先发

展重工业的战略，使国家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取得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苏联在短时间内建设社会主

义的经验证明，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有效途径。其他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逻辑也证明，工

业化是改造农业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因而，中国共

产党被迫实行以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事实上，毛泽东早在

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只有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解决了这个问

题”。同样，他认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瑔瑠可见，新生国家的

工业建设关系政权稳固、关系国家建设。有学者认为，以１９５３年

１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１９５３年的伟大任务》的元旦

社论为标志，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中国由落后

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所以“从１９５３年开始，中国人民

终于迈开了近百年来不少仁人志士曾炽热追求的实现国家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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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瑔瑡不管中国现代化启动于何时，新生国家政权建立后，马

上就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是确定无疑的。何以必须以

发展重工业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呢？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

提纲对此作了阐述：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

以及农业获得发展和改造所必须的装备。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

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

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

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瑔瑢

除了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需要，农民的社会主义诉求和发展

农业需要，也使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必然。因为没有

重工业，过去在我国农业中就几乎完全不使用机器，也很少使用化

学肥料；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发展机器工业和化学工业，我国的农民

就会长期得不到新式农具和农业机器，长期得不到更多更好的化

学肥料，我国农业的合作化和农产量的增加就会遇到困难。所有

这一切都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必须是发展重工业。瑔瑣

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决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

盾。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

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

从分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集体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在集体

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广大的农

民要最后摆脱贫穷和痛苦，也必须离开过去长期所走惯了的小生

产的旧道路，而转向集体化和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

道路。”瑔瑤

综上所述，无论是巩固新生国家政权，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实

现农业现代化，从而获得农民对国家建设的理解和支持，新生国家

都需要在土地改革后不久就开始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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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闭和资源：合作化与现代化的契合

综观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发展历史，既有内部资源的积累又

有广阔的外部市场，因而发展迅速。由于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的状

态，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外部市场，新生国家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

现代化建设道路走得异常困难。

首先，内部封闭。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构建了一个自我封闭

的社会结构，而封建政权在这样牢固结构内的多次演进和更替，使

得封闭社会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任何试图突破封闭的努力

都会遭到自身抗体的抵御。在中国古典政治文明中，能够延续其

文明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其社会是封闭的，不易被外部植入

其他文明。这种文明越是久远，其封闭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１９
世纪以来，无数国人试图从内部打开封闭的社会，实现社会转型和

现代化，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中国古典文明难以在内部

实现和平转换，随着外部力量的强行介入才以战争的方式出现暂

时的中断，但不久这种封闭的力量就像治愈疾病一样又把打开的

伤口愈合了，而且把其他文明内化为自身文明的一部分，从而使得

古典文明更具生命力和适应力。新生国家是在内部革命和外部强

力介入的情况下，实现政权的现代转换。像历史曾经无数次演绎

的一样，它面临着强大的封闭的社会结构。

其次，外部被封锁。新生国家政权是在两极格局的国际背景

和全球市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按照意识形态划分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其注定无法获得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同，尤其在新生国家采取“一边倒”政策以后，更加无法

获得具有资本、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认同，因为它们在意识形态上

是与新生国家对立的。其他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要么正处于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抗争之中，要么像新生国家一样处于创建期，只有苏联

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它本身也面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

竞争关键期，经过长期的制度竞争，国内资本匮乏、市场有限，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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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国家现代化是在外部市场缺乏的背景下展开的。

内部的封闭和外部的封锁，导致其现代化建设是在没有任何

外来资源的背景下展开的，加上战争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因

此，社会资源的有限性或者说是资源匮乏的存在，成为制约新生国

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问题。

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社会”，

农业是其主要行业，而“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

土地的”。瑔瑥也就是说，新生国家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资源主要是

土地资源。

小农经济注定无法满足以工业化为内容的现代化建设需要，

又与以公有制为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因而，土地政策

的调整成为必然，即使不进行制度性的变革，起码需要进行政策调

整。合作化运动就是在坚持既有土地政策前提下的政策调整，毕

竟这项政策刚施行，而且获得了农民的拥护，也就是说它是符合农

民、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它又具有改造小农经济的功能，具

有聚合土地资源的作用，这对满足工业化建设的资源需要是必要

的。因此，合作化契合了改造小农经济和为现代化积累有限资源

的需要。

正因如此，从组建合作社开始，合作化运动就受到农民的支

持，也获得国家政权的认同。当然，由于合作化运动承载了太多的

功能，加上新生国家面临社会主义建设压力，导致合作化运动不断

加速，而在政治压力和政治动员下，集体化就成为必然，人民公社

这种组织和制度的嵌入是集体化逻辑极至的结果。

三、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歧路：集体化及人民公社制度嵌入

合作化运动是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农民具有随时退社的

自由。这被认为是农民在富农、新式地主诱惑下的自发资本主义

发展倾向，对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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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土地政策调整，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成

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考虑。由于缺乏市场等外部条件，只能

依靠政治解决，从而实行集体化并进一步嵌入人民公社，国家运用

制度、组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每个农民享受同样的土地资

源。通过土地公有的方式，既解决了小农经济的困境，又实现了社

会主义在农村的建立，保证了国家建设。

（一）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动员农民并夺得国家政权，除了“耕者

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外，还在于有美好的政治追求———一个共同富

裕的社会———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主流。曾经身历其间的瞿秋白曾说，那时“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

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瑔瑦章炳麟亦称：“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

义。”瑔瑧孙中山先生反复说：“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

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瑔瑨陈旭

麓认为，古有的大同思想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

系，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和中国资本主义缓慢而持续的发展，为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准备了现实的基础，因此随着苏俄社会主义

的成功，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学说，而是成为国人的一种政治追

求。瑔瑩从创建初期，中国共产党就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的

政治追求。

社会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国家或者全民控制资源基础上的社会

均等的理想形态，“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由政府或社会所有的机构

进行”，瑖瑠尤其强调分配的平等原则，而这种均等是以富裕为前提

的。对于农民而言，“耕者有其田”只是使其翻身，实现千百年来拥

有土地的朴素要求，并没有彻底解决其生存问题，更不用说共同富

裕。社会主义是实现农民所有美好图景的最好社会形态，因而农

民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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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

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瑖瑡所以，中国共

产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必须像土地改革一样，为实现社会主

义的社会形态而努力。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

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

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革命第一阶段

的任务，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新民主

主义的社会，这个任务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

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

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瑖瑢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在建立政权

后首先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

主义的社会形态下，人逐步摆脱从属关系，走向自由王国。马克思

认为，基于现实的生产发展所形成的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将依次

体现为三种社会形态的递进：第一种社会形态是人处在各种“人的

从属关系”之中的社会形态，它体现为血缘关系、人身隶属和人身

依附关系，这种关系是以人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依附为前提的，在

这种从属关系中，人没有自由；第二种社会形态是人获得相对独立

性的社会形态，之所以在这种形态中人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因为这

种独立性是“以物的依存关系为基础的”，即以接受在商品交换关

系中物的力量统治为基础的，然而，它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形态来

说，这种独立性使人摆脱了“人的从属关系”，不再以自然资源为依

存，而是在交换中的互相依存；第三种社会形态是“自由的个性”的

社会形态，即人同时摆脱了自然和社会外部强制而自由和独立的

社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土地改革使农民摆脱“人

的从属关系”实现翻身解放，社会主义则是使农民逐步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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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现“自由的个性”的社会形态。在革命年代，社会主义作为美

好价值曾经动员农民并获得了农民的认同。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认

为“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瑖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

富裕的理想，才能使农民从一切奴役中获得解放，农民才会永远支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

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

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

给他们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

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瑖瑤因而，分给农民土地

只是获得农民认同的一个方面，而要使农民真正认同中国共产党，

保证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的长期稳固，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

因此，从彻底解放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保证中国共产党长期

执政角度看，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因如此，新生国家

现代化建设一直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冲动，这种冲动导致了中

国现代化建设的“左”倾，并使中国现代化建设因意识形态而走上

歧路。

（二）道路之争与合作化提速

土地改革后出现土地买卖，为了阻止土地买卖，农民自创而且

国家也认同了合作化的方式。合作社被认为是通过私有土地的合

作方式解决贫困农民的生存问题，从而杜绝土地流动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认为对于土地买卖“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

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

社，要大合作社”。但是，土地的私有性质，加上天灾人祸等原因，

土地买卖并没有禁绝，变革土地所有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解决

土地买卖的主要途径。

此时之所以能够进行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在于以土地私有制

为内容的合作化在经历三年多施行后，并没有解决小农经济、农民

生计和土地买卖问题，反而出现了上述提及的土地集聚加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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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农村社会不平等凸显，因而农民对土地私有制具有较深认识，

开始默认其变革。

当然，这种默认与中国共产党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关。

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平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平等

的社会。造成目前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私有制。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虽然使每个公民获得了平等享有政治权利的政

治平等，但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人们在社会生活领域还是不平等

的。“正如基督教徒在天国一律平等，而在人世不平等一样，人民

的单个成员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在人世的存在

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瑖瑥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实

行公有制，并逐步地消灭阶级，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这就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规定。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合作化的同时开始了

社会主义建设，并获得农民的拥护。这样，在农村进行土地所有制

的变革就具有了合法性。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和

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成为关系到绝大多数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

政权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在农村社会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号召“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

助合作社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长有限，必须发

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

就必然会去占领”。瑖瑦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此是有认识的。在新生国家建立前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经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新民主主

义是保证农民信服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

但它会产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而决定这个矛盾斗争结

果的是农村小生产者的向背。因而，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

要不得的。

农村小生产者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而且他们影响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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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斗争的结果。无论中国共产党还是贫困农

民，都希望在不影响农村生产和秩序的前提下改造农村小生产者。

正因如此，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在农村社会就出现了这种改造的事

实，合作化就是农村改造的主要形式。这种改造包含了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所有制的改造，另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所有制改造是社

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

在土地改革后，出于对农民占有土地的需要，改造是在土地私有的

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采用和平方式进行的。此后，由于面临国家

政权性质的压力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的需要，使得改造进程大幅

加速，因而出现了阶级动员的方式。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林尚立教

授所认为：“推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做法有多

种，其中一个重要做法就是阶级动员。正是通过有效的阶级动员，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得以大大加速。”瑖瑧对人的改造

则是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社会的成长创造条件。当然，对人的

改造与对私有制的改造互相交叉的结果是对人的改造也采用了阶

级动员的方式，具体地说就是阶级斗争。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是比较温和的。

当时主要从农民对土地的需求考虑，比较尊重农民土地私有基础

上的合作运动。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

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１９５０年，全国

农村有互助组２７２４万多个，参加农户１１３１３万多户。到１９５１
年，互助组发展到４６７５万多个，参加农户２１００万户，增加了近一

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１９５０年的１９个，增加到１９５１年的１３０
个。瑖瑨直到１９５１年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才
改变了温和改造政策。薄一波在《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问题的争论》中认为：“争论的问题，在提法上，虽然只说是老区互

助组织要不要提高一步，但实质是涉及当时老区农村或土地改革

后的农村要不要开始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文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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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中，这场争论被作为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提

了出来，刘少奇同志有关山西省委报告的一则批语更被当作反对

在农村搞社会主义的‘罪证材料’到处流传。”瑖瑩正如薄一波所言，

这场争论导致毛泽东对农村社会国家政权性质产生了担忧。这种

担忧加上工业化对农村社会生产力增长的需要，导致合作化运动

不断被加速，直至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７
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

步》的报告。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

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

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

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

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山西省委主张扶植和增

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

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即初级农业合作

社，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

对私有制是一种否定。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

该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瑘瑠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后，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

意报告的观点。５月４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写

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

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

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瑘瑡５月７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

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

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瑘瑢”瑘瑣。６
月３日，在同薄一波等人的谈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

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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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

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

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使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

件。”瑘瑤６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写的由刘少奇修改定
稿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

的文章，对山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公开批评。７月３日，刘少奇在

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

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

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企图去

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

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

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

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

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瑘瑥７月５日，在给马列

学院一班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中，刘

少奇再次否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

大的运动来达到，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

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瑘瑦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

见。他找刘少奇等人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对这

次谈话，薄一波回忆道：“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

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

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

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

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瑘瑧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争论涉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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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

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二是能不能

在没有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

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长期以

来，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给我们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

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一举实现全盘集

体化。由于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刘少奇认为要先有一个新民主

主义的发展阶段，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工

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

会主义。毛泽东则提出了一条突破苏联模式的路径，“对经过一个

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化工业，尔后再采取社会

主义步骤，搞农业集体化的战略构想发生了变化。不是搞相当长

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在老解放区的农

村或新解放区已进行土地改革的农村，趁热打铁，直接向社会主义

过渡”。瑘瑨对于这种直接过渡，在１９５８年１月２８日的最高国务会
议上，毛泽东曾说：我主张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

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提出，中间不要冷场。如１９４９年

解放，接着搞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

级社，然后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变了。瑘瑩

这样的发展逻辑，不是毛泽东此时才提出的观点。在１９４３年

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他就曾指出：经过土地革命，打破封建剥削

关系，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

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

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

作社（当时泛指农民的互助组织———作者注）加以发展，生产就可

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

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

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推广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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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

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

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瑝瑠

土地改革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

产制度的第二次革命。因而，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山西省委这种

革命。相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逻辑是放任农民的资本主义自

发倾向，有可能改变农村的国家政权性质。

１９５１年９月，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１２
月正式发布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肯定了农民在

土地改革后的两个积极性，即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

极性。在理解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后，《决议》把重点放在积极发展

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

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

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

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

大的市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

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这种互助合作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

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

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瑝瑡与此同时，《决议》认为，在对待农业互

助合作的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即消极对待互助合作的右倾

错误和采取急躁、强迫的“左”倾错误。但是，《决议》也指出：“党中

央的方针就是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

针。”瑝瑢这样，从这份《决议》文本，看到了毛泽东希望推动互助合作

运动，实现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第二次革命之目的，从而保证

社会主义在农村的胜利和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

以这次争论为契机，通过上述《决议》，首先，改变了国家建设

的逻辑，由照搬苏联模式到突破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

理论在１９５３年的总路线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其次，由于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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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逻辑上的转向，导致农村社会的国家性质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并把是否坚持这样的逻辑作为评判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从而把一个建设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并以此作为巩固国家政权

的价值标准。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廖鲁言就曾经认为，

“与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仍须加强”瑝瑣，但《决议》下达后，

与资本主义倾向做斗争的信心提高了。在１９５２年农村整党中，中

共中央认为把“明确农村中经济发展的方向，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

策———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

路”，瑝瑤作为解决这种问题的途径之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国家经

济建设逻辑上的分歧，被看成农村社会两条道路之争。刘少奇希

望继续发挥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本身是符合党和国家政策的，但是

被认为是鼓励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泽东的跃进逻辑则被看

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因而，这

次争论导致全党掀起道路之争和合作化运动。

刘少奇在不同场合的几次检讨，为合作化运动加入了催化剂。

正如其在１９５３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做自我批评所说：

“我以为，在我们中国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农村里面大量地和普

遍地实行农业生产的集体化，而没有想到目前就可以大量地组织

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且一年一年地把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到农

业生产合作社里面。以土地入股的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初步

的集体化。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再进到公有财

产基础上的集体农场，就比较容易了。而这件事情从现在起就可

以大量地、逐步地、普遍地在农村里面实行。”瑝瑥这样，在整个国家

政治体系内刻上了农业合作化宁“左”勿“右”的标记。与此同时，

报纸等宣传工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５２年１－３月，《人民

日报》部分编辑认为互助合作社组织形式既然有“最初级”、“较高

级”、“更高级”等说法，自然觉得越“高”越好。为此，他们集中宣传

了一批国营农场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初级社、高级社。４月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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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８月１３日，以农业劳动模范为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参

观访问回国后，对苏联集体化的好处作了广泛的宣传，《人民日报》

发表以《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我国农民的道路》为总标题的访问

记，形成了“只有集体化才能使农民不走痛苦的资本主义道路，而

走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瑝瑦的观念。上述诸多因素交互作用，导致

新生国家走上了合作化运动的高速公路。到１９５６年，已有９０％
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

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在国家政治体系推动

下，加上访苏回国农民的现身说法，使得广大农村社会处于一种合

作化的压力和亢奋之中，对合作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并不失时机

地提出了再上一个台阶建设集体化农业的要求。对于农民的合作

化要求，除了上述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外，学者还提出了另外

两方面原因：一是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研究中国问题的

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尽管“中国的社会革命曾试图从根本上把农

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并将群众引入政治生活。但是中国农村还不

是汽车文明的一部分。它所关心的事务来自一个更加简单的时

代：如何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人口以及如何分配这些粮

食”瑝瑧。事实上，农民信任中国共产党能够像革命和建国初期给予

他们的照顾那样，通过合作化能够解决他们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的空间，从而实现美好的社会主义。二是对毛泽东的崇拜。在中

国农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典型的克里斯玛型领袖。这从民间流

传的种种关于毛泽东的神话故事中可以得到佐证。处于传统向现

代转型的中国社会，一旦出现传统社会那样的帝王般神话领袖，传

统社会的崇拜问题就很容易在转型社会复生。这些原因共同作

用，导致农村合作化运动走向“左”倾，这为集体化逻辑的展开和人

民公社制度的轻易嵌入埋下了伏笔。

（三）纠偏和“反右倾”

由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引申出道路之争后，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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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倾向本质上就是不断加快合作化步

伐，加速农民土地私有的公有化过程。为了正确引导农业合作化，

防止急躁冒进，在这个时间段内，出现过三次关于农村社会合作化

的纠偏措施，分别是１９５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

对于第一次冒进，有关部门较早地觉察到。１９５２年４月，农

业部农政司在《中国农报》上发表了《目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

的一些问题》，提醒各地既要防止对互助合作运动不积极领导、放

任自流的右倾错误，也要反对那些采取急躁态度的“左”倾错误运

动，强调“企图单纯地依靠自上而下的布置和命令主义的方法，去

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会成为形式主义，并产生不良后果”瑝瑨。

１９５２年７月，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李林朴等在黑龙江２县３个村考

察所写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调查报告》证实了农政司的觉

察，报告提出，“农村的某些干部、党员，在克服了右倾观点之后，产

生了追求高级形式，忽视低级形式消灭单干的情绪。他们急于要

求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不起互助组，歧视单干，对互助合作的

新道路产生了若干错觉。他们说：‘只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与集体农

庄才是新道路，其他都是旧道路。’有的区干部提出了‘组织起来，

消灭单干’、‘谁要单干政府来见’等口号。”瑝瑩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农

村并不鲜见。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为此决定在省委以上

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作为各级党委在领导农村工

作方面的助手，组织和领导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引导农民走

集体化道路。次年２月，为了集中精力纠正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

央成立了中央农村工作部。同年１２月又批准在县和专区两级党

委设立生产合作部或农村工作部。

与此同时，从１９５３年２月开始，中共中央发出了一连串的指

示，主张及时纠正互助合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３月８日，发出《关

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３月１４
日批发《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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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３月１６日和１９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央关于布置农业工

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和《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

题的指示》；３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４月１日，中共中央把这三

个文件汇编在一起，毛泽东定名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这些指

示和社论，要求各级党委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整顿互助合

作组织，在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前，中共中央强调重

点办好互助组。

第二次纠偏与１９５４年天灾有关。这年夏天，作为全国主要产

粮区的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及河北省遇到了几十年罕见的大水灾，

全国被淹没耕地达１６１３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１１３１万公顷，受灾

人口６０００万人。除了水灾，还发生了旱灾，受灾面积２９９万公顷，

其中成灾面积２６万公顷。１９５４年全国粮食产量为３３９０亿斤，虽

然比上年增加了５３亿斤，但只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的９４２％，棉

花产量为２１３０万担，仅完成计划的７７５％。

粮食因灾减产，但统购粮食的计划却并未相应减少。除了满

足国家城镇居民生活和工业化建设需要外，国家还需要通过多征

购救济灾区人民。为此，国家向非灾区多征购了７０亿斤粮食。

在征购粮食过程中，由于地方干部工作不细致，不少地方出现

了购走农民的口粮，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

导致农民饿死、自杀、抗征等现象。如广东全省因购粮而自杀１１１
人，浙江全省因统购顶牛而死者１３４人。浙江龙游县直接为粮食

供应饿死４人，还发生了数起农民悄悄把孩子送到县政府的事件，

县里只得雇了４个保姆喂养这些小孩。浙江开化县有一个村共

７２户，只有３户有饭吃，其余的农民靠吃树皮、草根充饥，全县１２６
个村，类似这种情况的有３９个村。有的农民采取出售、宰杀牲畜

等方式消极抵抗。根据热河省委１９５４年１２月的一份报告：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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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１９５４年入秋以来共杀驴１４９头。凌源县十区７个村杀驴２１
头。喀喇沁、平泉、朝阳、赤峰等亦有杀驴现象。有的农民因政府

明令禁止宰杀耕畜，就故意先砸断驴腿，再要求杀驴。“１９５４年我

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７０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

多，闹得去年春季（指１９５５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

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毛泽东在１９５５
年３月听取邓子恢等汇报农村工作时，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

方针，即停止发展、适当收缩、继续发展的简化说法。１９５５年４月

１２日至５月７日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贯彻了这一方针，并

以整顿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化为工作重点。

第三次纠偏则因为１９５５年夏季后，我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
“四过”（即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和形式过于简单划一）。

以要求过急为例，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

报告》中提出，１９６０年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改造，１９６０年以后逐

步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１２月，他在《中

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则提出，１９５６年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

作化，到１９５９年或者１９６０年就可以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又提出可否缩短一年，争取到

１９５９年底基本上完成高级社化。到１９５６年１月，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则去掉了“争取”两个字，明确提出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

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到了１９５６年１月提

出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直接要求

全国在１９５８年基本完成高级社化。同年２月，《中央批转江苏省

委关于办高级社中应注意事项的指示》又提出多数省到１９５７年基

本上实现高级社化。这样，在一再把计划提前中，１９５６年就实现

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化遗留下了许多问题，比如公有化程度过高、组织规模

过大、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忽视多种经营、忽视家庭经营以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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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等问题，这些影响了农业生产。为此，从

中国共产党“八大”开始反思，对高级社进行必要的整顿，出现了包

产到户。１９５９年１０月，邓子恢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

谈到这次整顿时说：“合作化之后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各地都进行了大

规模的细致的整顿巩固合作社的工作，不仅贯彻了社会主义的分

配政策，而且摸出了一套适合于农业生产特点的管理制度和生产

责任制，上下分工明确，劳动组织得更加严密，使用得更合理，从而

使劳动效率提得更高，高级社的优越性就进一步发挥，生产力也就

更大的发展起来了。”

在农村社会，与纠偏同时的是“反右倾”斗争。几乎每一次纠

偏都导致“反右倾”斗争的展开和合作化运动的加速。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纠偏开始不久，正好碰上１９５３年国家第一个

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刚一启动，个体农业生

产不适应大规模工业建设需求的矛盾就凸显出来。这年２月，中

财委就粮食问题发出指示说：进入１９５３年以来，全国粮食收少销

多。到了七八九月，出现了粮食危机。这三个月收进粮食９８亿

斤，超过原定计划７亿斤，销售了１２４亿斤，超过原定计划１９亿

斤。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

紧张的情况。对于出现粮食紧张的原因，薄一波认为主要有三：

一是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使销量大幅度增加。大规模工业

建设展开后城镇人口急剧增加，这年城镇人口达到７８２６万人，比

上年增加６６３万人。二是土地改革后农民生活改善，增加的粮食

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１９４９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３７０
斤，１９５２年增加到４４０斤。按照农村人口基数，每个农村人口多

消费７０斤粮食，加起来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三是粮食市场是自由

市场。农民除了交纳农业税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而不法商贩

与国家抢购粮食，乘机抬高粮价，造成社会不稳、工业建设受到影

响。为此，中央采取了农村征购、城市配售的办法，即统购统销。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１５６　　

通过粮食政策，把农民土地私有的产品国家化。这项政策本质上

是对农民私有土地政策的变通，即用国家征购的方式把私有土地

的成果纳入国家计划。当时，中央采取这项政策的时候是有所考

虑的，其主要政策考量在于国家政权。陈云在解释这项政策时这

样说：“有无毛病？有。妨碍生产积极性，逼死人，打扁担；个别地

方暴动，都可能发生。但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那就要重新走

上旧中国进口粮食的老路，建设不成，结果帝国主义打来，扁担也

要打来。结论是征购利多害少。”

诚如陈云所言，由于割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这项政策保证了

工业建设和城市粮食需求，但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粮食问题

并没有解决。这导致毛泽东产生停止纠偏、推进合作化步伐的想

法。他认为：“现在在（粮食）供销方面所表现的紧张性，其本质是

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之间的矛盾，反映了

工人阶级领导与农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限制的立场之间的矛

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矛盾。”

并进一步认为：“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组到大合作

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由此，加快农业互助合作的步伐被提

上了日程。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其主

要精神就是加快农业互助合作的发展，解决大规模工业建设展开

后，粮食等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

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而“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

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

主义”。只有将个体私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

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

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可见，这已经不是仅仅发展

以土地私有为核心的合作社问题，而是提出了变革土地私有制的

要求。但是，合作化推进却遇到了纠偏的阻力，于是“反右倾”斗争

提出。毛泽东首先认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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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纠偏的行为是“稳步而不前进”，已

经“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引者注），

同时批评了以邓子恢为部长的农村工作部，认为他们是“小脚女

人”，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必须批

判的右倾行为。与此同时，在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的“稳步前

进”中，第二个《决议》加上了“积极领导”，言下之意就是各级党和

政府必须加强推动互助合作工作。因而，在这次会议后，全国形成

了“反右倾”斗争和合作化跃进。

１９５４年因为罕见灾害引起合作化纠偏，并以浙江作为整顿的

重点。在砍掉浙江近三分之一的合作社后，毛泽东向邓子恢提出

了警告：“不要重犯１９５３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

讨。”５月１７日在杭州召开的１５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开始

批评在合作化中的右倾倾向。

这种转变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１９５４年四五月份，毛泽

东外出视察，发现看到的情况与下面反映的情况不符。他认为：

“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我沿途看到，麦子长得半人深，

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

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中央农村

工作部反映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在杭州

召开的会议上，有的省委书记也汇报，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

收缩合作社，引起了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很大不满。有的省委书记

在汇报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两者

一结合，毛泽东感觉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反映是

不真实的。他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农村形势。这里必须

明确，毛泽东由支持邓子恢搞纠偏到批评，是有其原因的：其一，解

决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一直是其战略考虑。自执行第一个五年

计划以来３年中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一年比一年降低，其原因就

是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因此，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一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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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只要可能就会被重新提出。其二，围绕农业

生产合作社年度发展计划与以邓子恢为首的农村工作部发生争

论，即翻一番与翻半番的争论。其三，加上毛泽东外出期间听到中

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关于有３０％干部不愿搞社会主义的言论，认为
“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其四，从巩固工农联盟的国家政权角度，针对有些人认为合作化不

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毛泽东认为如果合作社不赶快上

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因此，批判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

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就不可避免了。毛泽东认为：“目前不是批评

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

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

识和不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

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

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同时，他还认为：“目前农村

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

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

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他还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他们老是站

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

上替较少的人打注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

和全体人民打注意。”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

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报告，鉴于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树立的崇高威望，以及党和国家高级领

导人对加速农业合作化认识的一致性，出现了一面倒批评“右倾机

会主义”的现象，并把农业合作化“使资本主义绝种”和巩固工农联

盟进行了联系。因而，“反右倾”进一步升级，被提高到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从而使得合作化运动史无前例地高速运行，

并为土地制度的深刻变革做准备。

之后合作化飞速发展，并在１９５６年底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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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然而，不久就发生了毛泽东认为的“生产力暴动”事件，导致再

次纠偏。在１９５５年开始的纠偏工作中出现了包产到户这种新的

生产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唤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农民自

留地等“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地新形式，加

上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在全国相当大一部分农村里

发生了“拉牛退社”风潮。于是，出现了农业合作社有无优越性的

辩论，加上由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导致的统购粮食困难，毛泽东

于是决心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农村两条

道路“大辩论”。他在《１９５７年夏季的形势》中认为：“和城市一样，

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

的斗争。”因此，“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

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

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从而又一次发生“反右

倾”的斗争。

正如上述两次“反右倾”一样，这次也导致合作化的加速。不

过与前两次不同，这次是在１９５６年底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前提

下的“反右倾”斗争，其逻辑结果也肯定不同，即不是原来的合作

社，而是高级社，不是以土地私有为主的土地入股形式的合作社，

而是以土地集体和公有的高级合作社，即土地集体化。

综上所述，土地是国家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资源，而

优先发展重工业与落后的分散的个体农业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回避

的。国家建设要求把土地资源纳入国家计划内，随着国家建设的

推进，以土地私有为背景的合作社越来越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需

要。事实上，农民在对合作化的态度上是矛盾的。一方面合作化

在初期对于解决个体农民的生存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邓子

恢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头一年可增产２０％～３０％，以后每年可增

产１０％～１５％。”陈云也认为：“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经验，平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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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可以提高１５％～３０％。⋯⋯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

法。”确实，合作化使得农业增产，农民生活改善，因而获得了农

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合作化运动就是去除土地私有的过程。随

着合作化对农民土地收益的不断损害，以及合作化对农民土地集

中的需要，尤其高级社阶段提出变革农民私有土地，这导致农民对

合作化采取消极抵抗的方式，也导致国家在整合土地资源上的被

动，甚至是无力。于是当合作化运动推进的时候，尤其是纠偏进入

牵涉农民私有土地问题时，农民退社、谋求家庭经济的行为成为必

然，这被毛泽东认为是关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道路竞争问题，

是涉及农村社会的国家政权性质问题，从而在逻辑上必然遭到反

对。其表现就是“反右倾”斗争，结果是合作化逻辑性地加速。

合作化加速意味着对农民土地收益的进一步损害，因而农民

的消极抵抗就越发自觉。农民的消极抵抗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

义建设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自然灾害等因素的介入，导致

国家对唯一可以动用的土地资源产生了公有的倾向，这进一步加

剧了农民的反抗。

（四）人民公社制度嵌入

如果说１９５１年关于山西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掀起了合

作化运动高潮的话，那么之后经历的天灾人祸，以及几次纠偏和

“反右倾”斗争，导致合作化运动“内卷化”。由于缺乏外部疏导力

量，只得借助政治力量解决，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下，采取

了政治方式强行把私有土地集体化，从而产生了土地集体化的逻

辑。为了巩固集体化的成果，国家采取强行嵌入组织、制度方式，

人民公社制度由此演绎出来。

土地改革是土地的农民私有运动，而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

却需要土地公有。在新生国家初期，这种土地私有明显带有满足

农民对土地占有的需求。因而，尽管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土地公有，但从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工农联盟角度，国家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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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较稳妥的土地私有入股的合作化模式解决国家建设中的问

题。然而，这个逻辑不断受到农村社会自发资本主义的挑战，从而

直接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工业化，乃至国家政权提出挑战。这

样，对土地私有改造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是党在过渡时期总

路线的实质，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合作化运动除了在农民土地私有与国家建设之间架起沟通的

桥梁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那就是通过合作化解决土地改

革后土地流动导致贫苦农民生存问题。国家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

义的一个公开目的也是解决贫苦农民问题。因而，合作化不仅是

国家的需要，也是农民的需要。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合作化逐渐成为国家从

农民土地资源中抽取成果的一部机器，不仅没有解决农民贫困，反

而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于是，弱势的农民为了生存被迫采取“弱

者的武器”———不是革命，而是采取退社、消极抵抗，甚至开始走

自发资本主义道路。这触犯了国家政权的底线，国家采取了不断

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合作化，试图以加速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方式化解紧张关系，从而巩固国家政权。

这样土地改革产生的农村阶级矛盾又一次释放，而社会主义

和工业化建设又面临资源匮乏问题。究其原因，土地私有是导致

农村阶级矛盾和资源紧张的根源所在，解决的办法就是破除土地

私有的魔咒，实行土地国家所有。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

发现，可以用土地集体所有逻辑下的平均分配实现社会主义的价

值，并建设工业化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就是说，在土地集体逻辑

下，不仅能够通过国家力量解决建设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资源匮

乏问题，而且能够解决土地私有逻辑下社会流动产生的阶级矛盾

和阶级对抗，可以说土地集体逻辑是有效解决上述冲突的途径。

先期的合作化是在自愿、土地私有基础上进行的，本质上是一种土

地集体逻辑的变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寄希望于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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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产生示范效应而向土地集体所有过渡并解决问题。但是，

合作化与国家建设逻辑产生了悖论，合作化是以承认土地私有为

前提的，而国家建设道路是社会主义的，其路径依赖的是土地资源

的集体逻辑。

于是，出现了新生国家建设发展路径的分歧。同意合作化的

人认为，在当时背景下充分进行合作化有利于积累社会财富，从而

为此后国家建设提供充足的资源。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某种形式的

资本主义，是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相背的。尤其是１９５１年关于山

西老区互助组问题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演变成为道路选择

问题，并进一步延展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之争。结果，由于

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国家建设道路开始转向，向革命逻辑回归，

重新提出阶级斗争，认为上述两个问题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

才能解决。

与此同时，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道路并不平坦，出现了

１９５５年的退社大潮。作为农村工作的主要政策负责人，中央农村

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也与毛泽东出现政策分歧，引发了毛泽东关于

“小脚女人”的批评，这坚定了毛泽东变革土地政策的决心。

这种变革起先是用动员农民和干部的方式，通过几次提速，在

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即土地由私有演变为集体所有，后来又向共产

主义迈进。但是，这种变革马上出现了问题，产生了毛泽东认为的

“生产力暴动”。于是，在共产风和巩固社会主义成果中，强行嵌入

了新的制度、组织。国家把人民公社这种制度、组织形式嵌入农

村，事实上存在着多重目的。首先，通过这种制度、组织的强行嵌

入，瓦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组织、制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

的新制度———人民公社以及党组织和国家力量对传统组织取代的

组织架构。其次，通过这种制度、组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用集

体的力量加上后来的户籍制度、粮油棉统购统销政策，使每个农民

享受同样的土地资源，解决农民均质化问题，防止土地流动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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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变迁，实现国家在资源匮乏下的社会治理和秩序。最后，无偿

平调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产，解决城市建设和工业化建设所

需要的资源问题。“据中央农村工作部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４日向中央

的报告，几年来全国平调物质折款总值为２５０亿元”，“按照当时的

全国乡村总人口５３１５２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４８８９
元”，“而１９６１年农民平均年消费水平却只有６８元”。

由此，中国土地政策逻辑在这里发生了一个质的转变，即通过

集体化把土地私有演变为集体所有，名义上的所有农村社区农民

所有和农民占有。这项土地政策有利于解决土地流转问题，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工业化建设资源匮乏问题，解决农村阶级对

抗问题，实现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换，也使中国共产党政

权组织真正深入农村社会的每个角落。

小　结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

没有办法。”在没有外部市场等因素下，解决以农民为主国家的

所有问题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吃饭，需要土地；国家建设资源来自

土地；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支撑力量来自农民，而农民是依赖土地生

存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

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

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

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

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在中国，工人阶级从本质上

就是农民，毛泽东就曾经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

中国工人的前身。”因而，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夺得国家政权的

阶级基础，在新生国家建设中，农民阶级又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阶级

依靠，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

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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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解决生存问题、获得农民支持还是新生国家建设，都依

赖土地这个传统资源。

土地改革正是从满足农民占有土地需要这样的背景出发的。

但是，土地改革产生了土地的流转，导致贫困农民生存问题的再

现。这影响了以工业化为内容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危及了社会主

义国家政权。

为了解决土地流转导致的阶级矛盾和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建设

的资源问题，在农民占有土地的逻辑下，国家和农民共同选择了合

作化，以私有土地入股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缓和阶级矛盾，并为

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汲取资源。

这种合作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多次纠偏（反冒进）和

“反右倾”斗争。合作化运动在推进中又逐渐成为国家工业化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资源提取机器，从而与农民发生矛盾，导致农民退

社、发展合作化之外经济的要求和行动，对合作化采取消极抵抗的

方式。这与毛泽东的国家建设逻辑发生了冲突，从而产生了农村

社会的两条道路之争，结果是合作化运动一再被提速。

农民的消极抵抗并不因为合作化的提速而降低，反而出现了

包产到户等与之反向的行动。这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把农

民的这种行为解释为受到地富、中农资本主义发展倾向的诱惑所

致，而其根本原因是土地私有。于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

下，借助阶级斗争和合作化的提速，把土地私有转化为集体所有，

从而实现了土地政策的根本性变革。

正如一旦洪水冲破堤坝会演变为更大的洪流一样，社会主义

改造的完成也导致整个国家进入了一种冲破最终樊笼，实现人类

社会最高级形态———共产主义的骚动之中。然而，社会主义改造

是在与生产力发展不相称并导致“生产力暴动”的逻辑下完成的，

这种生产关系必然与旧的生产力发生对立，因而出现了消极因素。

为了消除这些因素，国家被迫选择嵌入人民公社制度、组织，以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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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注　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８００

② 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０：２２

③ 中共中央党校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０：８５

④ 国内外学者认为，土地改革使得农村中农化。见杜润生中国的土

地改革［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苏少之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结

构变化总趋势的分析［Ｃ］转自郑有贵主编中国土地改革研究［Ｍ］中国农

业出版社２０００冯开文合作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Ｍ］北京：中国农业出

版社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Ｍ］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高化民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Ｋｕｎｇ－Ｃｈｕａｎ

Ｈｓｉａｏ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Ｄａｎｉｅｌ

ＫｅｌｌｉｈｅｒＰｅａｓａｎ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ＪｅａｎＣＯｉ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ＪｅａｎＣＯｉ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ｅｓ

Ｏｆ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ＶｉｖｉｅｎｎｅＳｈｕｅＴｈｅ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ｄ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这个理解与农村社会的农民

化或小农化并不矛盾。农民化是从阶级角度说明地主作为阶级的消灭而成

为农民外，富农和中农也是农民的一部分，这样整个农村社会几乎只有农民

存在这种趋势或者现象。小农化则是从耕作生产单位的个体、分散角度分

析，土地改革使得农村社会的生产单位以一家一户为主，不再是原来的以宗

族或者租佃关系为主的生产单位，体现为更加分散。中农化则从土地的占

有、生产能力角度分析。土地改革一方面使得贫农、雇农获得了几乎一致的

土地，这个土地几近中农占有土地的程度，地主则保留了几乎与他们一样的

土地面积，只有富农占有土地面积大一点，但是《土地改革法》规定富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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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以保证生计为主，也与中农占有土地面积差距缩小，所以土地改革使得

农村社会占有土地接近中农水平，这与土地改革后农村几乎都是农民或者都

是小农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农民获得土地后激活了生产力，从而使得贫农、雇

农的生产力提高，这也接近了中农的水平，地主的生产力水平降低到接近中

农水平，富农也与中农的生产能力差距缩小。因此，从土地改革后土地占有

和生产能力分析，农村社会越来越接近原来中农水平，然而他们都是农民或

者以个体、分散生产单位为特征的小农。

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３１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１９５４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Ｍ］北京：

统计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９－２０

⑦ 关于一般农户维持生计最起码的土地数量问题，不同学者看法不尽

相同。黄宗智认为在华北地区满足一个人的温饱需要４亩土地，“维持一户

生计最起码要求是１５亩”。（见（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６６，３０１）王印焕通过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

农村的研究，认为华北农村一般不可能达到黄宗智所认为的土地占有水平，

同时１５亩土地也不足以维持一户生计，他认为“５０亩以下的农户，除自耕农

外，其他农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入不敷出的境况，即便地主也不能幸免”。

据此，王认为５０亩土地是维持一户生计的基本土地要求（见王印焕略论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Ｊ］北京科技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１６（３）：１８）。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１９５４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Ｍ］北京：

统计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９－２０

⑨ 苏星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２８

⑩ 山西忻县于１９８３年撤销，改设为忻州市。

瑏瑡 转自罗平汉 农业合作化运动史［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４

瑏瑢 中南地区１９５３年通过对３５个乡农民卖地情况调查，得出卖地的三

个主要原因是：一是严重困难，如因天灾、负债、丧失劳力等，占卖地户的

５６％；二是调剂性质，如换地、妇女出嫁、地多、职业变动等，占卖地户的

４０％；三是懒汉二流子，占卖地户的４％。转自郑有贵主编中国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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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９６

瑏瑣 山西忻县地委在１９５２年７月对１４３个村卖地买地原因的调查，得出

卖地的六个原因是：为了调整生产而出卖者占１９１５％，因转行而出卖者占

３３８％，因生产生活困难被迫卖地者占５０３６％，因办婚丧大事、遇有疾病和

其他突然灾害袭击而出卖者占１２５１％，懒汉、二流子好吃懒做把土地挥霍

掉者占６２６％，其他特殊原因（如农民存在怕“变天”思想把分到手的土地出

卖）出卖者占８１９％。另据对１１２个村４１４５个买地户地调查，主要出于以下

四个原因：一是由于劳力多、劳力强，或增加人口而土地不足以养家者占

４５４％；二是因生产有了发展、扩大经营而买地者占３２％；三是既卖地又买

地进行土地调整者占１８６％；四是其他原因（如退伍军人安置家务等）买地

者占３８％。罗平汉 农业合作化运动史［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２３－２４

瑏瑤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７７

瑏瑥 学者苏少之通过对土地改革前后土地买卖、租佃及雇佣关系等方面

比较详细的分析，认为农村中存在富农买进土地或少数农户买进土地上升为

新富农，进行雇工剥削的情况；有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出卖土地、出卖劳力受

剥削。苏少之土地改革后农村阶级结构变化总趋势的分析［Ｃ］见郑有贵

主编中国土地改革研究［Ｍ］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０１

瑏瑦 苏星 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

３０，３２

瑏瑧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８７

瑏瑨 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Ｍ］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４

瑏瑩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０

瑐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３００

瑐瑡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１）［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６

瑐瑢 转自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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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５６

瑐瑤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４

瑐瑥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４

瑐瑦 董志凯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中国经济分析［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６：２１９－２２０

瑐瑧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３－７４

瑐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５

瑐瑩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２

瑑瑠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６－６７

瑑瑡 新生国家成立前夕，随着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

遗留下来的公职人员和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中的职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新生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全盘接纳必定给新生国家造成沉重的政治经济

负担；放任辞退又会形成失业和社会动荡。先期解放的东北地区，在接管城

市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出对国民党公职人员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实行原样

“包下来”的政策。平津解放以后，中共中央经过权衡利弊，同意“包下来”的

政策，提倡“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政策选择，“只有这

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Ｍ］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１１６）这一政策，使得６００多万旧政府的公职人员和职工

被新生国家包养，有利于减轻社会变革的阻力，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与巩

固，但确使新生国家承担了改造和养活旧职员的社会责任，从而隐含了巨大

的城市失业问题。

瑑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卷［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５：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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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４）［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８４：８１

瑑瑤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Ｍ］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３

瑑瑥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天灾人祸被认为是对封建王权的警示或者

是惩罚。如《墨子》就提出“天志明鬼”、“明乎鬼神之赏善罚暴”等思想，认为

通过天、鬼、神等力量制约君权并防止僭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等书中把

这种思想进一步阐发，认为“天子授命于天，又受制于天”，天通过灾异监督天

子（君子），灾异是天对天子的谴告，“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

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

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这种古代政治思想在经历了２０００多

年的封建统治后，深深地烙刻在中国农民身上。

瑑瑦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３７

瑑瑧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９６

瑑瑨 关于城乡关系和工农问题，梁漱溟先生曾经在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政

协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农民“生活之差，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他认为

“农民往城里跑，又不许他跑”，“农民比较落空”，于是城乡关系紧张。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

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中国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

此形势”，工农关系由此紧张，工农联盟问题由此产生（见梁漱溟全集（第七

卷）［Ｍ］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５－６）。尽管毛泽东在会议上批评了梁漱

溟的这种思想，认为这证明“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１５），但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党代会上却承认了

城乡和工农问题，认为在我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工业化国家“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

之间的关系”。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９０

瑑瑩 恩格斯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０－２３日给倍倍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３６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４１６

瑒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９８－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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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瑡 列宁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５

瑒瑢 列宁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１

瑒瑣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２２－２２３

瑒瑤 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３４－２３５

同见（苏联）ＢＣ列利丘克苏联的工业化：历史、经验、问题［Ｍ］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０４

瑒瑥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６４

瑒瑦（苏联）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３０７

瑒瑧 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Ｍ］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７

瑒瑨 米鸿才等编著合作社发展简史［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８８：１５０

瑒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３１

瑓瑠 中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史料（上册）［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７６－

７８

瑓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１６

瑓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９３１－９３２

瑓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９３１

瑓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３１６

瑓瑥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３

瑓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９６－１９７

瑓瑧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７７

瑓瑨 刘少奇选集（下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４、５

瑓瑩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３０

瑔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３３、１４３７

瑔瑡 林蕴晖等凯歌行进的时期［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３９９

－４００

瑔瑢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０册）［Ｍ］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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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０７

瑔瑣 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２０册）［Ｍ］北

京：国防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０７

瑔瑤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Ｃ］中共中央

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１４７

瑔瑥 费孝通乡土中国［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５：３

瑔瑦 瞿秋白饿乡纪程［Ｍ］转引自五四运动文选［Ｍ］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５９：４２９

瑔瑧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卷）［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２７８

瑔瑨 孙中山选集（下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７９８

瑔瑩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４０１－４０６

瑖瑠 转自燕继荣主编 政治学十五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３５

瑖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９６－１９７

瑖瑢 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Ｃ］中共中央

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１４４

瑖瑣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９５

瑖瑤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４６

瑖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３４４

瑖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１１７

瑖瑧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３３

瑖瑨 中国农业年鉴（１９８０）［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４

瑖瑩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８４

瑘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５３－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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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５１

瑘瑢“农业社会主义”的概念来源于“农民社会主义”。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俄

国民粹派一方面提出了农民群众对帝俄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压迫的反抗要

求，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农村改造的两极分化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他们认

为在俄国只有把全部土地转交给村社平均分配给农民，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

义道路直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列宁在批判民粹派时把这一主张称为“旧时

农民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２１２）。毛

泽东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使用了“农业社会

主义”的概念。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

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

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句话在１９６０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删掉了。在新华社信箱发出的《关于农业社

会主义的问答》中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

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保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

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

‘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见中共党

史参考资料（六）［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４４４）

瑘瑣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７）［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３１

瑘瑤 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１４１－１４２

瑘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５０

瑘瑦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１７、

２１８

瑘瑧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９３

瑘瑨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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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瑩 转自高化民 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１９９９：５０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２：４２－６５又见不断革命［Ｎ］人民日报１９７８－１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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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审阅１９５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发动一切力量把我

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学习和宣传提纲》稿时，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

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

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

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

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

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

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

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

辟这些目的⋯⋯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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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民行动与国家逻辑：
　　 土地承包制的历程

　　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农业的生产，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产生
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体现为农民不断对土地集体所有

政策进行试错。

解决人民公社制度所产生的危机，办法是重新把土地使用权

还给农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家庭土地承包制不是追求阶级

解放，而是发展生产力，恢复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村社会，实现农民

对国家的再次认同。此时，之所以能够容纳土地流转的原因在于：

其一通过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确定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其二现代化发展所形成

的城市已经有能力容纳农民进城。因此，以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

为标志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得以实现。

一、人民公社的后果

人民公社运动自１９５８年８月在全国兴起，至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为止。通知指出“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农村政社合一的

体制显得很不适应。宪法①已明确规定在农村建立乡政府，政社

合一相应分开”②。这表明，人民公社已经在制度上结束了其历史

使命。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的新华社电称：“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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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建乡前全国共有５６０００
多个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后，全国共建９２０００多个乡（包括民族
乡）、镇人民政府。”③至此，人民公社制度完全被乡镇政权取代。④

仅用３个多月时间建立的人民公社，经过２０多年的整改，最终以

失败的形式告别了农村的历史舞台。人民公社制度的失败，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国内外学者对此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证。本章无意

在简短的篇幅内对此探究，这已经超越了本章考察的范围。本章

主要考察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或者带来的后果，

以此推演农村社会土地政策变革的必要性。

对于人民公社在实践中产生的后果，学者们此前也已经进行

了诸多考察，而且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解。本章认为其中

两个后果是主要的，即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一）农业生产

人民公社运动是在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
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作出后发动起来的。这个决议认为：“并大社，

转公社必须与当前生产密切结合，不仅不能影响当前的生产，而且

要使这个运动成为生产更大跃进的一个巨大力量。”⑤由此可见，

人民公社运动的初衷是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大

跃进，以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国家政权。

在人民公社发动前，毛泽东看到了农村生产力发展制约国家

建设问题。他不只一次提出通过并社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方式实

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１９５５年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一书时，毛泽东表明了观点。在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写的按

语中，他指出：“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

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主。但是小社

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

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这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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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既可以是一乡一社，也可以是几乡一社。不但平原，山区也可以

办大社。⑥这说明，当时制约国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无法

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而必须提高农业生产力。１９５６年

中国共产党“八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则为发展农业生产

力注入了动力。中国共产党“八大”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

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

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

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

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⑦正是逐渐认识到生产力，尤其是农业生

产力对国家建设的制约作用，党和国家开始寻找发展农业生产力

的有效途径，人民公社运动发挥了这样的功能。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

泽东在《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１９５８－１９７２）初稿的

批语和修改》中写道：“我国人民目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

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

化、农业工厂化。”⑧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八大”过后两个月，中共

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人民公社制度，掀起了人民公社运动。

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公社运动之目的是发展

农业生产。然而，受到来自人民公社制度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

非但这一目的没有实现，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反而出现了

倒退。

１．来自人民公社制度的内部压力

人民公社是以“一大二公”的形式出现的，在一个超大的集体

组织中，按照奥尔森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集体行动的

逻辑。⑨

奥尔森认为，人们往往想当然地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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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这个貌似合理的假

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

的集体行动并没有产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

对集体不利甚至极其有害的结果。他由此得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

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

集体利益做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

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多，产

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

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

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

难被发现。

由此可见，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增加，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集体成员越多，成

员为获得与别人一样收益时可能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会越

小。“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

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

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做贡献。反向激

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

动的成果。

随着人民公社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诸多搭便车行为和消极

劳作模式为奥尔森所理解的集体行动作了注脚。

人民公社被认为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在有限土地资源的

前提下，为了解决农民贫富不均、国家现代化建设资源不足问题，

国家运用人民公社制度、组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每个农民享

受同样的土地资源。由于规模扩大，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统一核

算、统一管理、统一分配、“一大二公”的形式存在，加上劳动报酬平

均主义，另外附以低收入、高福利，这样在人民公社内部必然产生

集体行动的逻辑，社员“出勤不出力”、“开工排长龙，收工打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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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集体劳动一种普遍场景。人民公社制度由于其体制的原因，

不仅没有促进农村生产的大发展，反而严重制约了农村生产力发

展。人民公社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

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而限制了农业生

产积极性。

２．来自人民公社制度的外部压力

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内部体制性的原因导致其低效外，天灾人

祸和阶级斗争重新提出及其主要矛盾的转向，也导致农村生产发

展低迷不前。

首先，天灾人祸。人民公社制度确定不久，就碰上了严重的自

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的恶化。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天灾造成的直接后果

就是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等农副产品严重不足。⑩中国统计

年鉴资料显示，农业总产值１９５７年为５３７亿元，１９５９年下降为

４７５亿元，１９６０年下降为４１５亿元，１９６０年更降至４０５亿元。农

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自然出现工农业之间比例失调的现象。从

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０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工业总产值由７０４亿元增加

到１６５０亿元，增长１３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５３７亿元下降到

４１５亿元，下降２２７％。瑏瑡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的同时，粮食供应严

重不足。粮食产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１９５０５万吨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１４３５０
万吨，减少了５１５５万吨，减幅达２６４％，还低于１９５１年１４３７０万

吨。同期，国家粮食库存减少了１１５０万吨。在此期间，全国人口

由１９５７年的６４６５３万人增加到６６２０７万人，净增加１５５４万人。

城镇一年约缺２４００万人的口粮（以城镇每人每年消费粮食２５０公

斤计算）。１９６０年销售大于购进６２０万吨。由于粮食供应紧张，

迫使国家挤占农民的留粮，口粮挤占饲料，粮食作物挤占经济作

物，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的全面下降。瑏瑢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中

国国家建设，一直把粮食问题作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与此同时，苏联撤走了１４００多名专家，撕毁３４３份合同及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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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放弃２５７项科学技术合作，而且要求中国马上还清所有债

务，致使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极为严重的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为农村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财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由此，在农民看来，人民公社运动给农村发展带来的不是“大

跃进”，而是大倒退；给人民带来的不是美好的生活，而是生存危

机。于是，农民和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主动要求实行有利于农业生

产的措施，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实行土地承包。

其次，“阶级斗争”口号的重新提出。为了缓解农村社会的困

境，农民和基层干部实施了土地承包措施。这一措施受到了中央

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领导的支持。在调查中，彭德怀等

同志发现农村社会的严重困境，并在庐山会议上直接反映了这个

问题。相反，一些干部出于各种考虑，采取欺上瞒下的政策，甚至

在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到许多人已经死亡的时候，还报喜不报忧，作

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中，无法听到真实的

声音，作出了错误的决断：认为一些干部与农民一样想走资本主义

道路。这样，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再次被启动。

中国共产党“八大”曾经认为我国阶级斗争矛盾已经解决。仅

仅过了一年，在１９５７年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前一天，即９月

１９日，毛泽东在召集中央同志讨论关于三中全会问题时指出：“整

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矛盾。”“去年所有制是革掉了，但人没有革掉，没有改造。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

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在会上，就主要矛盾展开了讨论，形成了两

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即

同意毛主席的论断；另一种看法则不同意这样的判断，仍然坚持

“八大”的基本观点。１０月９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对主要矛盾

作了结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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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薄一波

认为，当时修改“八大”主要矛盾，“有国内原因，也有国外原因。从

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

影响和震动太大，仿佛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

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

了这种危机感”。瑏瑣于是，在农村以保证社会主义道路为核心的政

治运动开始上演，先是借助两条路线斗争开始阶级斗争逻辑，接着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冒进，导致农业

生产人为地被进一步破坏，于是开始“反冒进”，并在郑州会议上开

始纠“左”，甚至庐山会议开始也是纠“左”的。只是由于彭德怀等

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思，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击，开始走向

“反右倾”。不久，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使得“七千人大会”、西楼会

议和五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反思“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并采取调

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在农村出现了包产到户。

毛泽东认为农村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问

题，于是重新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问题被重新提

出是从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开始的。在预备会议

上，开始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后来转而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

“翻案风”，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从而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一

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结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中对此作了精准的分析。决议认为：“由于对社会主

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小农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

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

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

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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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

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

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

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

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

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

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

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

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

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

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

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

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

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

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

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

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

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

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

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

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

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

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

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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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五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

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

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

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

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

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

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

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

火线。”瑏瑤

综上所述，人民公社制度是一种在空间上具有不断拓展自身

功能的制度，在形式上“大”而“公”的共产主义模式，以解决农民贫

富和生存问题并为现代化汲取资源的有效组织、制度形式，是一种

十分完美的制度设计。正因如此，遇到困难时无法找到一项可以

替代的制度。所以，尽管在实施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毛泽

东还是把它坚定地实行下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压力下，重启阶级

斗争的逻辑。但它的实施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

产力。

（二）社会秩序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国家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农

村劳动力，这导致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影响了农业生产。与此同

时，“共产风”把农村社会粮食几乎消耗殆尽，恰在此时出现自然灾

害，凸显农民生存问题，农民为了生存开始大规模往城市流动。城

市劳动力则由于现代化建设受到中苏关系恶化和粮食不足的影

响，开始向农村地区转移，于是城乡之间出现了一次巨大的互相流

动潮，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而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稳定。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曾经促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在大跃进

运动中，城市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人民公社为农村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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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提供了组织保证。毛泽东曾经援引一个实例，说有个公社原

有劳动力２～３万人，猪和家禽收归公社所有后，有一万多劳动力

离土离乡。瑏瑥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跃进”期间，

中国城镇职工人数共增加２５００多万人，其中１４３０万人来自农

村。瑏瑦这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流失，农村劳动力１９６０年比１９５７年
减少２３００万人，下降了近１２％；农业第一线的劳动力减少近４０００
万人，约减少２０％，而且遗留的农业劳动力属于“３８６１部队”（即妇

女和老年人），瑏瑧这影响了农业生产。

当“共产风”致使农村粮食消耗殆尽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自

然灾害，许多人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中死亡。关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具体数字，至今尚未有正式公布。西方学

者尽管应用了各种方法进行计算，但是其得出的数据也是各不相

同，从最低的１６００万人到仅１９６０年就达４０９０万人。瑏瑨根据国内

学者研究，中国人口总数１９５９年为６７２亿人，１９６０年为６６２亿

人，即减少了１０００万人，１９６１年比１９５９年减少了１３００万人。按

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２％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

１９６１年总人口应比１９５９年增加２７００万人，两者相加，１９５９年至

１９６１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应在４０００万人左右。瑏瑩尽管

存在数据上差异，但是有千万人死于那场自然灾害却是不容否认

的事实，这也导致农民为了生存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

农民不仅进城，还向边境甚至越境迁移。据有关资料，１９６２
年初，约６３０００难民离开大陆，遭到香港当局的拘押，这些人中绝

大部分是属于富庶之地的广东，其他地方的移民情况由此可见一

斑。据传闻，大批乡村居民，城里既没有亲戚，也无望获得其他援

助，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漫无目标地寻觅食物。某些省份，整村整

村被遗弃，侥幸活下来的人都逃光了。瑐瑠“从人民公社时期各大城

市普遍存在的‘遣返人口’问题看，逃荒要饭问题具有普遍性”瑐瑡。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许多在建的项目临时停建。工业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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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上粮食危机，为了保证城市社会秩序，国家被迫采取措施劝

退甚至强制遣返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国家除了规定１９５８年

以来从农村招收的职工动员其回乡支援农业生产外，接着又规定

“１９５７年以前来自农村的职工，凡是能够回乡的，应动员回乡”。

与此同时，国家采取措施减少城镇人口，从１９６１年１月开始到

１９６３年６月，在两年半时间里共精简城市职工１９４０万人，如扣除

新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精简职工１７４４万人，其中回乡务农

者达１３００万人。同期减少城镇人口２６００万人。瑐瑢

另一方面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即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动

员城市居民上山下乡运动始于１９５６年，当时政府先后组织了一批

城镇失业、无业人员下乡插社或去农场开荒生产。据北京、上海、

天津、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六市二省的统计，失业人员

下乡插社和插场的，连同家属共有８６万人。瑐瑣１９６４年１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

建设的决定》，再次肯定插队为主的下乡安置方式。据有关统计，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累计近２０００万人。瑐瑤上山下乡名义上

是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实际上因粮食紧张城市无力供养，因而借助

这种方式，把居民固定在人民公社内，用有限的土地资源解决吃饭

问题。

农民为了生存进城同城镇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动员居民上山下

乡的运动互相交织，其结果是使农村社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农民进城的原因在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土地已不足以解决其生存问

题，国家动员城镇居民下乡的原因则在于城市粮食无力供养数量

巨大的城市居民，尽管农村贫穷，但认为土地资源可以缓解城市居

民生存压力。所以，不管是农民进城还是城市居民下乡都与土地

相关。由于数以千万计的人进入农村，农村人口不断增加，本身的

生存没有解决，又增加了吃饭的压力，导致农村社会突破人民公社

制度，实行承包制，但是这被认为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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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于是，国家采取措施控制，从而导致农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

紧张。

人民公社运动破坏了农业生产，引起农村社会不稳定，导致农

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有学者认为：“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

队和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其表现之一就是生产队不时地搞

‘包产到户’，政府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这种资本主义倾向。”瑐瑥

这与其说是生产队与政府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毋宁说农民与国

家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生产队在本质上是组织农民的形式，生产

队所对应的政府，就是指国家和它制定的土地政策。土地改革以

来，农民一直就有“包产到户”、个体经营的诉求，国家则从保证农

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角度防范这种诉求。因而，农民与国家之间

在人民公社时期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本质上是

因为土地政策的调整所致。

只有改变农民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从本质上解决农村生产发

展问题，才能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多的

资源。人民公社逻辑的失败证明，把土地使用权重新还给农民是

缓解农民与国家之间紧张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农村土地承包的历

程证明，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的承包经营机制是激发农民生产

积极性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有效手段。

二、农民对抗与国家逻辑：对１９７８年前三次土地承包的分析

自土地改革以来，国家和农民都在寻找解决土地流转产生的

农村社会问题的办法，在实践中找到了以土地私有形式参与的合

作化道路。但是，土地私有决定了农民拥有退社并发展所谓的资

本主义倾向的权利，这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逻辑发生了冲突。

于是，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行政力量的推进下，把合作化运

动不断推向高潮，目的是改造农村土地私有状况，实现集体或者国

家所有的土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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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有两个因素导致“共产风”的刮

起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嵌入：其一，粘合生产关系两个要素的需要。

１９５６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意味着农村生产关系两个要素

的改造完成，即土地所有制的变革和对个体农民的改造。在旧的

生产关系中，私有制与个体农民通过对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

地的私人占有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稳定的态势。生产关系

改造的完成，打破了这种均衡态势，使得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式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作为主体的农民之间，由于所有制的突然变革，

失去了互相借助的力量，从而增加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此

时必须寻找一种介质重新粘合两者关系。

其二，人民公社崇拜。公社这个名称，源于欧洲中世纪，指当

时西欧实行自治的城镇。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洲的试验中，

把由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组成的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生产和消费单位

叫做公社。在公社内部，除纯粹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变

为公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每个人可在公社仓库领取必需的物

品。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４日，在第一次全俄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

代表大会上，列宁认为：“农业公社是个很响亮的名称，是与共产主

义这个概念有联系的。”瑐瑦１９５８年陆定一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这本书受到了毛泽东的推崇，

在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议上，他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薄一波

认为：“这部书的编出，对毛主席最后决定把新合成的大社叫做人

民公社看起来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原因在于该书收录了恩格斯

１８４５年２月８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在演说中，“有两个地方

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瑐瑧。可见，在欧文的公社

试验中，毛泽东看到了一条在资源匮乏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和巴黎公社以及苏联的实践，为实行

人民公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因此，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对郑

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中提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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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

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

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

全民所有制过渡。公社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瑐瑨

后来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直接体现了这

个思想。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

单位。”决议乐观地估计：“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

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

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瑐瑩后来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

好”的指示，导致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制度成为生产关系变革后

两个要素的粘合剂。

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灾害和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农民

受生存本能的支配，不断突破集体化的路径，采取土地承包制这种

“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获得了基层干部和从事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

同志的支持。可以说，正是人民公社的制度低效和自然灾害，导致

农民追求生存的土地承包自发行动。农民的行动又被解释为对国

家政权的怀疑。有学者认为，从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

就已经意识到，如果再度发生饥荒等威胁农民生存的事件，农民就

会对国家政权提出怀疑。

为了满足汲取土地资源建设国家现代化、用平均拥有土地解

决农民生存问题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需要，

国家走进了单向逻辑，那就是进一步强化人民公社制度。这样，以

土地承包作为标竿，在农村社会产生了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这

导致农民与国家关系持续紧张。土地承包总是受到国家的阻止，

国家的阻止却并没有禁绝农民的行动，土地承包不断上演。

（一）制度变革的反应：１９５６年

在１９７８年农村包产到户之前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期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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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出现包产到户是在１９５６年。当时，土地政策正从私有制向集体

所有制变革，农民出于占有土地的本能，运用其土地私有的最后权

力，从而出现了包产到户。在这次包产到户中，农民没有提出土地

私有的要求，究其原因在于合作化运动不断推动和加速已经堵上

土地私有之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没有这种冲动，包产到户

发展到“在全国相当大一部分农村里发生了‘拉牛退社’的风

潮”瑑瑠。这证明农民土地私有的本能，包产到户就是这种本能的表

现。这也导致国家推动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土地制度发生质

的变革，并在广大农村掀起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以及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制度的嵌入。

１９５６年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包产到户，其中最具有代

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发生在浙江省永嘉县。这是全国第一个获得县

级党委支持的包产到户地区。此外，四川省江律县、广东省中山

县、江苏省盐城地区、陕西省城固县和武功县等地也推行了包产

到户。

１９５６年春耕后，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

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证

明，社员的劳动质量有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

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要求把

劳动成果直接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年４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农村部燕凌写的署名何成
的文章，题为《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瑑瑡。这篇短文署

名“何成”，本身含有疑问（何成？）的意思，表明作者对此还把握不

准。文章突破了当时“生产组和社员不能包工包产”的禁区，认为：

“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某些农

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高级社）只有生产队包工包产，生产组和社

员不包工包产，这就产生了问题，就是社员只顾赚工分，不关心社

里的生产。这是目前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了劳动组织，实行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１９１　　

了包工包产，生产仍然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文章在具体分析了

生产队把一定地段、一定产量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不会妨碍发

挥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后，认为既要加强社员的生产责任

心，又要充分发挥集体劳动的优越性，需要各地各社的领导人员根

据具体情况想出许多灵活的办法。这两个方面处理得好就不会发

生矛盾。

文章被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看到。他随

即请示当时地委农工部郑嘉顺部长：“可否根据报纸精神试验包产

到户（组）？”郑部长考虑再三，表示：“试验可以，推广不行。”根据这

一意见，永嘉县委于５月选派熟悉农村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雄

溪乡燎原农业社，开始试验在原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责任制的

基础上，进一步实行产量责任制，即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把人、

地、产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经过４个月的试验，一个油印稿子《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诞

生了。永嘉县委对此非常重视，于９月６日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

任会议———“千人大会”，部署多点试验包产到户的任务。尽管县

委提出的是试验，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受社员欢迎。短短两个月，

永嘉县就有３００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１９５７年底，温州专区

各县共约有１０００个农业社，包括１７８万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

１５％左右，实行了包产到户。瑑瑢

１９５７年１月４日，浙江省委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对包产到户的

非难，专门召开了调查研究座谈会，指名要永嘉县派人参加会议汇

报包产到户情况。李云河、戴洁天参加了会议，并向省委详细汇报

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情况。省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林乎加主持会议

并于１月６日讲了话。他说，队和社员“这些关系处理不好，就会

出现干话‘一窝蜂’。永嘉提出‘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坵，统

一经营＇（永嘉把包产到户概括为四句话），就是加了一条产量责任

到户，其他三句是早已肯定的经验，加上这一条好处是有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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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道理也是对的，不过永嘉的四句话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

营’为第一句，‘包产到队’为第二句，‘定额到坵’为第三句，‘责任

到户’为第四句。永嘉对生产管理是动了脑筋的，叫报纸批了一

顿。永嘉处理包产到户以后的十几条政策，有很多是好的⋯⋯有

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

社队都保存下来，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变。怎么成单干呢？一句

话简单化了些（指包产到户），四句话就完整了”。瑑瑣这说明永嘉县

包产到户实验，得到了当时浙江省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林乎加的肯

定和支持。

包产到户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断涌现。四川省江津地区许多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１９５６年初全省推行包工包产到生产队并取得

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包工包产包到了每户社员。广东省

从１９５６年下半年起，陆续有部分农业社推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广东省委在向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提出：按户包

产，就是将特殊好的土地、鱼塘等包给原户经营，包产稍低一些，超

产部分大部归承包户，小部归社。这一政策规定，是对富裕户即上

中农的让步与照顾。在当时闹退社的风潮中，这样做可以使上中

农继续留在社内，对社的生产，对贫下中农都有好处。江苏省盐城

专区的农业社，１９５６年大部推行过“三包一奖制”，１９５７年盐城地

委和各县县委搞试点，在“三包”基础上推行队以下责任制，主要是

包产到户，并在１９５７年春天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了“三包到户”。

陕西省城固县和武功县一些农业社为彻底解决队与社员之间责任

不清的问题，实行了“责任地”、“包工到户”、“三包到户”和“按件计

工”等责任制的办法。此外，安徽省阜阳县新华农业社推行了分户

田间管理办法，山西省榆次县海燕农业社从１９５５年开始普遍实行

了个人责任地，把大田分成小块，分别由让员管起来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这次全国性的包产到户具有以下六个相同的

特点：一是农业合作社在“三包到队”的基础上推行三包到户，即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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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包产、包成本到每户社员；二是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

小块，确定每块田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

办法，包给每户社员负责经营管理；三是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

完全责任，超产奖励，减产赔偿，不同的是有全奖全赔的，也有按比

例奖赔的；四是农具等生产资料一般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五

是农业合作社社员平时单独生产，农忙时或有必要时小组互助，全

社性农活大家出工；六是农业合作社把社员集体经营和社员家庭

分散经营有机地结合起来，社员家庭分散经营所创造的收成占有

相当大的份额。瑑瑤可见，这次包产到户的重要特征就是在土地所有

权变更的过程中，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经营，从而激活了农民

生产积极性。

对于这次包产到户的评价，农民自身无疑最具发言权。据浙

江省永嘉县燎原社社员反映，１９５６年的包产到户有如下特点：“六

好”，即生产质量好、大家动脑好、增产可靠好、干群关系好、计工方

便好、责任分清好；“六高”，即产量高、学习技术热情高、考核成绩

高、增收水平高、自己克服困难觉悟高、男女出勤高；“六快”，即抢

收快、耕耘快、积肥快、计工快、冬种快、分配快；“三省”，即工作量

省、灯油省、社务开支省；“六少”，即偷懒少、装病少、工夫浪费少、

损失少、矛盾少、误工少。瑑瑥

１９５６年包产到户，是对合作化高潮中强迫农民加人高级社的

一种抵制。除此之外，为了抵制这种强制方式，农民还采取了“拉

牛退社”的方式。正因如此，土地承包受到了一些人的抵制和批

判，许多人把包产到户看成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

道路”。

农民的抵抗行为直接导致农业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争论，并

引发国家统购粮食困难和工农关系紧张，影响国家工业化建设和

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毛泽东认为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

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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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５７年夏天的形势》中，毛泽东认为：“富裕中农，多数愿

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断言：“在农

村，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

争。”因此，他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

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

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

革命行为。”瑑瑦１９５７年８月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

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

必须有准备地、有秩序地、自上而下地”开展以合作社优越性、粮食

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四个问题为

中心的“大辩论”。这“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

路的辩论”，通过辩论有助于“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

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

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少数人发财，

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

同富裕的唯一出路”。同时，《指示》认为这场辩论对于“巩固合作

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

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

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是必要的。瑑瑧在广大农村进行社

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的，同时也开展了包产到户

的批判，这导致第一次包产到户的夭折。

（二）抵制集体化：１９５９年

１９５９年在纠正急于过渡和“共产风”错误的过程中，不少地方
第二次出现了包工到户、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这是对“一大二

公”、“吃大锅饭”的集体逻辑的抵制。在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右倾

机会主义”以后，第二次包工到户、包产到户，被作为“反对农业合

作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而转入地下，但农民对国家土地政

策的变相反抗一直没有断绝。瑑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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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反右以后，紧跟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此时，农

民还没有从这些名词和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打击中

反应过来。然而，从包产到户中尝到甜头的农民，马上就开始了新

一轮以土地承包经营为内容包产到户的努力。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农业部一份报告指出，５－７月间农村中曾出现

一股右倾歪风，如小队所有、小私有、小自由等，其中就包括包产到

户。比如甘肃武都县有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还有的把全部农活或

大部农活包工到户，取消或基本取消了集体劳动。瑑瑩随即，中央转

发了江苏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认

为这实质上就是从集体退回到单干。瑒瑠在转发河南省委的报告中

提及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的小农经济优越论，认为集体方式对农

民卡得过死，“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把农民的劳动力拿过来了，

不能自由劳动；公社化以后，把生活吃饭也拿过来了”，因此提出包

工定产到户，并在该地区内强制全面推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

不仅有相同的看法，还背着地委到各县推行包工包产到户。报告

指出，他们是采取修正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做法，把包工包产到队变

为包工包产到户。瑒瑡为此《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点名批判了这

两个地区的农民李春容和姚长坤。瑒瑢此外，甘肃秦安县委第一书记

宇文荣等极力恢复单干，提出包产到户，谁种谁收。湖北浠水县委

第一书记唐玉金在红光生产队召开顾问小组座谈会，根据老农献

计，将小杂粮分到户，将来收获，队与社员四六分成。在湖南整社

中也发现，有人提出把生产生活资料下放到户，产量产值包到户，

即恢复原来的私有制和个体生产方式。瑒瑣 贵州也存在类似的

情况。瑒瑤

农民这一次包产到户的努力，中央坚决予以反对。首先，《人

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认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仍然顽固

不化，他们用种种伪装，想种种‘理由’，为资本主义和富裕中农反

社会主义的私货寻找道路。”瑒瑥其次，毛泽东提出批评。在１９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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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认为：“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

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运动

的抵抗。”因而，在庐山会议后，这次包工包产到户被批判制止了。

相对于第一次包产到户，农民在这次土地承包中不仅坚持包

产到户，还提出了包工到户。这意味着如果包工包产到户，集体和

人民公社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更重要的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逻辑发生了矛盾。这被认为是从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大退

步，是向单干、向合作化前的小私有阶段退却，受到了中央的坚决

反对，提出“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统统烧毁，一个‘点’也不

许留”瑒瑦。

（三）生存诉求：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

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势下，１９６ｌ年、１９６２
年，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第三次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的热潮。

对于第三次包产到户，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认为，在一些生产

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

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变相单干。

这种地区虽不占多数，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差不多每个省、市、区

都有发现。个别地方则是有领导地自上而下执行这种做法。有些

地方实行“田间管理包到户”或“田间管理责任制”，结果引申到变

相的“包产到户”，或是部分产量包到户。有的地方出现了“父子

队”、“兄弟队”。瑒瑧广西各县在农村干部会议上，暴露出很大一部分

公社以下干部有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恢复单干的思想倾向。据统

计，有这种思想和行动的人，在干部中占２５％左右，在“五风”和受

灾减产严重的地区达到６０％，其中基层干部比例尤大。不少生产

队已经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如龙胜县有４２％的队已包产到户。

在他们看来，要彻底解决平均主义，改变农村生产面貌，解决生存

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分田到户、恢复单干。瑒瑨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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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大队从１９６０年起根据农民的要求，把低产田一块块地定出产

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取名曰

“就地分粮”。１９６１年下半年在全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省委预

拟于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会议请示后在全省推广（未果）。瑒瑩１９６２
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７０％以上的生产队在短期内解体”，推

行“包工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成为西北全区的一大政治事

件。瑓瑠据湖南全省初步统计，有５５％的生产队已经分田单干。在

形式上，有的实行了分田到户，有的实行了“井田制”，有的实行包

产到户。不管形式如何，生产是以户为单位进行，负担是以户为单

位摊派。瑓瑡据１９６０年初统计，陕西全省包产到户、包工到户以及把
牲口、农具下放到户的生产队占总数的近１０％。瑓瑢四川一些地方也
搞了包产到户。瑓瑣当时统计，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不同形式的单

干，约占２０％，或说３０％左右。瑓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安徽。

在三年困难时期，安徽是农业生产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

从１９６０年底省委开始采取划小核算单位的办法，来激发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这受到一个老农的启发∶１９５９年宿县老农刘庆兰带

着有病的儿子进山，自己开荒种地，第二年就打了３３００斤粮食。

他提出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来种。从此就在全省范围内开始

了包产到户的实验。当时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简称“责任

田”。从１９６１年３月开始推行，其后屡经制止，但到４月已有

３９％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到７月又有不少地方自动采用，比例

增加到６７％；到１０月竟增加到８５％。１９６２年初，开始“纠正”责

任田，到８月只有３６５９５个生产队改了过来，仅占全省生产队数的

１２％。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被全面“改正”。瑓瑥

第三次包到户甫一出现就引起了争论，并且由地方一直争论

到中央。邓子恢支持包产到户，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

同志也支持包产到户。１９６２年７月７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

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讲话时，旗帜鲜明地主张包产到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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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

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瑓瑦

农民自发行动，加上从地方到中央从事农村管理工作的干部

的支持，导致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认为农村又出现了两条

道路之争。于是，１９６２年８月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９月八届

十中全会，严厉地批到了所谓“单干风”（实际指包产到户），重点批

判邓子恢。毛泽东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他

认为，搞包产到户就是闹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不要农

业集体化，就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当邓子恢提出应再让包产到户试一试时，毛泽东马上说：“家庭经

营已经试了几千年，还不清楚吗。”瑓瑧随后，中央撤销了邓子恢任部

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调他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这样第三次包产

到户又被批了下去。

第三次包产到户是农民在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

自救措施。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角度，农民认为包产到户是一

种有效的措施，可以解决人民公社集体行动逻辑下的低效问题，提

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改善生活。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三级所

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的唯一

可行的经济体制。这是不能动摇的，否则就是方向问题，是搞修正

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逄先知所说的：“以生产队为基本

核算单位，是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最后界限，如再进一步调整，

搞包产到户什么的，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瑓瑨因而，第三次失

败的原因在本质上还是农民行动与国家逻辑的冲突。

综观１９７８年前中国土地承包制的历程，其失败原因是多重

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需求与国家建设逻辑的冲突。对于长期

遭受剥削之苦的农民而言，在缺乏外来资源的前提下，占有土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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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资源保证生存是其基本目的，至于过上富裕的生活则是

他们的崇高追求。当眼前生存和所谓的“社会主义美好远景”一起

放在农民面前的时候，农民现实地选择了生存。这样，在国家建设

过程中，农民一直有占有土地的欲求就可以理解了，毕竟这是他们

生存的唯一资源。所以，即使具有美好价值引导的合作化运动，在

碰到生存问题的时候，农民对土地占有的欲求也会凸显，尤其是在

以土地私有为背景的合作化初期，退社、发展合作化以外的家庭经

营是他们的行动本能。这种本能既是小农本能，也是生存本能。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产生的集体行动逻辑导致农民的小农本能

得到张扬，当自然灾害和国际因素导致农业生产大幅下降而威胁

他们生存时，他们的生存本能又开始发酵，从而一次又一次采取抵

抗国家政策的土地承包行动。

与农民的生存和占有土地本能不同，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

理想宏图的勾画者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其政治诉求绝不仅仅

满足于让农民吃饱，而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使农民走

向富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以，当土地私有的后果导致土地

流转和出现农民对国家政权的信任危机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

家就不得不在合作化逻辑的指导下采取措施来避免这种后果。然

而，在合作化的同时，农村生产力低下与建设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

紧张关系。这使得国家在改造生产关系的同时必须改变生产力，

这样工业化成为参照苏联发展模式后的唯一选择。

缺乏外部市场和封闭的现实，又使得国家只有动用土地资源

来解决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于是土地产权的集体化甚至

公有成为必然的选择。土地集体化或公有有利于解决土地私有对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压力，还可以尽可能从土地资源中获得工业化

建设的资源和市场。但是，牺牲农村的工业化道路必然导致农民

的反抗，为了稳定农村社会，人民公社制度和组织从外部用国家力

量强行嵌入。尽管人民公社制度不是现实有效的制度，但是它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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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完美的制度设计，它是资源匮乏国家实现美好政治价值的

制度，还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因而我们可以理

解，每当出现可能与土地集体所有或公有相背的土地承包时，即把

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与农民分享土地收益权时，国家认为这已经

威胁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问题，威胁到其美好政治价值的

实现，因而采取堵或者反对的措施。究其原因，在于农民行动与国

家逻辑的冲突。

三、农民行动与国家认同：１９７８年土地承包

人民公社运动导致农村生产力下降，影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

并产生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与此同

时，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土地承包却既调动了农

民生产积极性，又发展了农业生产。尤其是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出现自

然灾害的时候，包产到户起到缓解农民生存和现代化建设的资源

需求困难，而城镇居民的下乡运动也得以在农村实现。因而，土地

承包尽管受到国家政策的阻止，但并无法禁绝农民以隐蔽的形式

坚持土地承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贵州发现一个搞了十几

年包产到户的村，相当富足，全村保密。直到中共中央有了文件，

正式提出允许包产到户，才公开了他们的秘密。瑓瑩

随着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行为，

在经历了被否定之后，最终被国家认同，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政策，

从而实现土地政策的重大变革，即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通过承包方式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

（一）自救行动：政策源起

因为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１９６３年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包产到户这一责任制形式被视为“单干”、“复辟”、“不合法”，始

终没有发展起来。瑔瑠但是，一些生产队、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社员，采

取各种形式，让它广泛地存在。瑔瑡有学者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最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２０１　　

初公开地或秘密地实行包产到户的，几乎都是集体经济薄弱，社员

生活穷困的生产队。这应了‘穷则思变’这句话。越是穷困的地

区，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干部多吃多占问题越是突出。农民要求

摆脱穷困的愿望更强烈。”瑔瑢正如有的党支部书记曾经说：“我们搞

包产到户，实在是不得已，因为吃大锅饭实在是越吃越穷！”瑔瑣从中

可以看到，农民土地承包的行动是在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制度双

重压力下，为了生存采取的自救行动。

１９７７年以后，生产队经营自主权开始受到尊重，群众和干部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发挥，土地承包制重新在农村显性化，其中

以安徽省最为典型。

安徽省推行土地承包的直接原因在于巨大的自然灾害。１９７８
年夏季面对特大旱灾，秋种难以进行。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省委书

记万里在常委会上指出：“今年旱情确实比较严重，全省雨水比正

常年景少８００毫米，梅雨季节没有雨，连黄山都没水吃了”；“安徽

今年的农业基本定局了，定了什么局呢？定了重灾的局。”因此，省

委作出“借地度荒”的决策，要求各级领导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充

分利用一切土地，“集体无法种的，也可以单独划出一定数量的耕

地借给农民种”。瑔瑤当时，省委决定：集体借给每个农户３分地种

菜；对能播种小麦的旱地只要种上了就不计征购；利用荒岗湖滩种

植粮油作物，谁种归谁。当时的想法是与其土地撂荒，倒不如借部

分土地给农民。借地给农民，导致“包产到户”的复活。由此可见，

安徽土地承包是地方政府在无力解决农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

下，对农民自救行动的鼓励和认同。１９７８年全省实行包产到户的

生产队达１２００个，次年又发展为３８０００个，约占全省生产队总数

的１０％。到１９８０年，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

占总数的７０％。瑔瑥其中最著名要数一个叫小岗的山村。在这里，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４日晚上，１８户农户为了生计，迫于无奈以性命为

赌注开始了“分田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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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在１９７８年时，仅２０户人家，９０多口人，４０个劳动力，

以及１１００亩土地。就是这样的小村庄，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８年的

１３年间，人均口粮只有２００多斤，人均收入只有２０元左右，１０分

工只值二三角钱。１３年里共吃国家供应粮２２８万斤；用掉国家

救济款１５万元。饥饿、贫困使人口锐减，１９６０年只剩下１０户３９
人，死绝６户，饿死６０人。每到冬春，全队不论大小，家家携儿带
女，流落他乡，乞讨度日。全队１１００亩土地，荒掉１０００亩。瑔瑦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新当选的生产队领导班子认为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是让大家吃饱肚子。时值秋种，只有留住劳力，才能把小麦播

种下去，如果小麦种不下去，来年还是没有饭吃。于是，为了解决

留住秋种劳力的问题，决定分队承包。这项决定自然没有获得公

社的同意。小岗村农民为了生存，采取自救行动，签署了那份保存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生死合同，秘密进行了土地承包，从而跨

出了中国土地政策变革的重要一步。

小岗村１９７８年实行土地承包后，１９７９年就出现了喜人的景

象。当年１０月，全队粮食总产１３２万斤，相当于全队１９６６年至

１９７０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总产３５２万斤，是过去２０年产量

的总和。当年，全队共售粮３万斤，是国家规定任务的１０倍，人均

收入４００多元，结束了全队２３年未向国家交粮，还年年吃国家供

应粮、救济粮的历史。瑔瑧

安徽的做法引起了各种非议。这也引起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

的万里的思索：为什么包产到户能增产，群众那么衷心地拥护，而

我们有些同志却谈“包”色变，把“包”字视为洪水猛兽呢？瑔瑨通过深

入的调查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农业要获

得大的发展，必须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和农村分配等诸多制度，这些

制度直指农村土地政策。当这一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的见解，通

过一份题为《农业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书面意见带

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时，引起了震动。其中一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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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被全会通过的两个关于农业方面的重要文件吸收。在《关于

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试行草案）》中，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和支持农

民搞家庭副业，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等。

在此背景下，１９７９年２月６日，安徽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题研

究了包产到户问题。与会人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最后形成

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从而在安徽大地，掀起了包产到户的大

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原本处于秘密状态的包产到户

等土地承包形式开始公开化，并由点到面在全国各地兴起，结果都

与小岗村相仿，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全国粮食产量１９５８年为

２亿吨，２０年后的１９７８年才达到３亿吨，年平均只增加５００万吨

左右。１９７７年，全国农村有１５亿人口粮不足。１９７８年全国有

１３９万个生产队（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２９５％）年人均分配在５０
元以下，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实行土地承包以后，从

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６年间，农业总产值增长５５４％，平均每年增长

７６％。粮食产量１９７８年为３０４７７万吨，１９８４年增长到４０７３１万

吨，增长３３６％。棉花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６７万吨增长到１９８４年的

６２５８万吨，增长１８９倍。油料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２１８万吨增长到

１９８４年的ｌ１９ｌ万吨。瑔瑩有学者认为，土地承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

性”，“农产品产量奇迹般地翻了一番”。瑖瑠“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

量，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结果都是十分显著的。”瑖瑡它

把“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结合起来，解决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生

产中的‘瞎指挥’、‘大呼隆’，使广大农民真正掌握了自主权，集体

经济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充分发挥。它解决了农业

合作化以来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瑖瑢长期徘徊不前的农业生产得

到了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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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认同：变革动力

综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土地承包的历程，经历了一个

从否定到肯定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发生，在于不把土地

使用权还给农民经营，不仅无法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可能导致农民

的进一步反抗。农民自发进行土地承包的实践证明，如果祛除意

识形态的影响，土地承包确实有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

于发展农业生产。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

案）》中，还明确指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１９７９年４
月，在中央批转国家农委党组的报告中，也认为包干到户“基本上

与分田单干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是一种倒退”。这说明，土地承包

还处于被国家否定的时期。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土地承包，但会议也认识到，必须

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全党必须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

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

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议还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普遍实

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

不久，中央的土地政策就出现了松动。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尽管还强调“不

许分田单干”，但在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

便的单家独户，允许实行包干到户。瑖瑣到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央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指

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

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

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

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瑖瑤这样，党的土地政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提出两个不许，变成了部分的肯定，即有条件地肯定包产到户和包

干到户的作用，从而可以实行土地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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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１月１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

指出：“我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农业生产责任制。”“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

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

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

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

状况。”所以，大包干和其他形式的责任制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

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包括

包工、包产、包工在内的大包干已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

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它将会逐步发展成为更为完善的合作经济。瑖瑥由此可见，１９８２年中

央已经肯定了土地承包，也就意味着土地政策已经开始实质性的

变革。

１９８３年１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

问题》的文件，全面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制。文

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

化。其中，影响最深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

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

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

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

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

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

的新发展。”文件同时指出，为了适应这种土地承包的现实，“人民

公社的体制，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这就是，实行生产责任制，

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开”。瑖瑦

如果说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

的通知》，为土地承包政策的落实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证，那么

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文件，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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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土地承包期由原来的３年延长到“一般应在１５年以上”瑖瑧，进一

步把土地政策的变革定型化。有学者认为，“农村生产中这场制度

变迁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到１９８４年基本结束，历时６年多”瑖瑨，是有道

理的。

此后，家庭土地承包制成为一项新的国家土地政策，受到农民

欢迎。这可以从土地承包发展趋势得到佐证。从１９７８年土地承

包再次出现，到１９８０年秋全国已有２０％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和包

干到户，１９８１年扩大到５０％，１９８２年夏季占到７８２％，１９８３年达

到９５％以上，到年底已经达到９９５％。其中包干到户占生产队总

数的９７８％。瑖瑩这一方面说明，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

的土地承包得到农民的支持，反映了农民的需求，中央政策的认同

加速了农民实行土地承包的步伐；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对于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更受农民欢迎。因为包干到户就其土地承包形式而

言，国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使用权和收益权下放给

农民，有利于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

综上所述，从土地承包过程和土地政策演进过程看，这是农民

一直主张而且首先采取的行动，国家则采取先否定———逐渐肯

定———最后完全肯定并推广的过程。这说明促使土地政策演进的

动力来自农民的自发行动，国家在时间上是继农民行动之后逐渐

认同并把它上升到政策层面。正如邓小平在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中

所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

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

的指导。”瑘瑠正因为如此，农民行动与国家认同实现了对接，从而为

土地承包制的广泛推广和国家土地政策的变革提供了保障。从

此，土地承包制“作为八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已经在

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根”瑘瑡。

（三）思想解放与城市发展：政策推广

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土地承包运动，因为农民自救而展开，又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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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成为继合作化以来一项崭新的土地政策。这是一项以包

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体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

制。这项制度之所以能够获得党和国家的认同，在于思想解放和

城市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农民的土地

承包行动获得国家认同并推广做了思想准备。现代化建设的城市

发展，又为土地承包后出现土地流转提供了容纳空间，从而使土地

承包不仅获得党和国家的认同，而且在全国推广。

首先，思想解放。如果没有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可以肯定地

说，１９７８年的农民土地承包自救行动，也会像此前几次土地承包

一样，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不再把土地承包作

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的行为加以反对，从而为土地承

包的合法化提供了可能。

１９７８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直接对
“两个凡是”瑘瑢提出了质疑，冲破了“左”的束缚，终止了阶级斗争的

逻辑，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邓小平形容这是

一次“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瑘瑣的大

讨论。

思想解放使得国家在经历一系列阶级斗争之后，转为实行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成为可能。诚如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１２
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所言：“只有思想解放

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

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

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指出：“思想不

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所以，“不打破思想僵

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

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

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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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

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

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

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

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

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瑘瑤

在党和国家进行真理问题讨论、逐步解放思想的同时，在农村

社会，对土地承包也展开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论争。《人民日报》

在一版头条围绕土地承包问题，接连刊登两封观点对立的读者来

信和编者按是其典型。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５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封署名张

浩的来信，瑘瑥报纸以编者按的形式对张浩所反映的河南洛阳地区

一些社队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进行了批评。报纸还在头版

刊登题为《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做法》的文章。两篇文章

和编者按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中又以头条消息的形式

播出，引发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争论。３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在同

样的版面发表了安徽省农委辛生、卢家丰两人写的题为《正确看待

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读者来信，报纸也为这封信配发了题为《发

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因地制宜实行计酬方法》的编者按，认为３
月１５日的“有些提法不够准确”，“只要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和统

一分配这个前提，不准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就可以实行”。瑘瑦

《人民日报》罕见地在１５天内在头版头条刊登观点互相对立

的人民来信并配发编者按，反映了中央领导对土地政策变革存在

不同意见。以华国锋为首的一些中央决策层领导人对农村土地出

现变革缺乏必要的准备，而且担心这一变革会造成混乱。１９７９年

春，华国锋在一份《人民日报》社论清样的空白处作了一段批示，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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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农村出现的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

刚上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看到这段批示，于

３月１４日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

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的信并加了编者按。瑘瑧在“张浩来信”前后，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２日至２４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

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

汉三个县的负责人，就农村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进行了座谈。会上，

安徽省农委的周日礼发言谈到包产到户的成绩时，华国锋不仅不

相信，还怀疑周是否安徽省委派来的，并叫王任重打电话到安徽省

委向万里证实。瑘瑨从中可以看出华国锋等一些中央决策层领导对

农村实行土地政策变革缺乏必要的准备。相反，另外一些中央决

策层领导以及像万里等在农村基层的高级领导干部，则看到了农

业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张对农村土地政策进行一些调整。

这说明，党和国家在对待农村土地政策上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趋向。

可以说，正是思想解放导致党和国家在土地承包问题上的认

识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首先分清究

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

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

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

和取缔。”瑘瑩到１９８０年９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提出，

在高级社化、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由于未能始终一贯地严格按照群

众自愿互利原则办事，而是采用政治强制和行政手段导致农民生

产发展不前，提倡“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

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

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瑝瑠。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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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

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

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

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瑝瑡

正是由于思想解放，中国共产党终止了阶级斗争的逻辑，代之

以发展生产力的逻辑，从而肯定了土地承包的农民自发行动，认为

它“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

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瑝瑢这为土地承包的政策化和推广

提供了可能。

其次，城市发展。土地承包制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政策，对于

农民发挥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一些人

也担心土地改革后，由于土地流转出现的农村人口流动，而导致社

会稳定问题的重现。

这种担心其实并不多余，随着土地承包制的推广，地少人多的

矛盾马上凸显，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导致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出现的社队企业，在承包责任制的推动下发展起

来，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缘由。由于实行承

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不仅规模和数量急剧放大，而且质量飞速提

高，从而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农村劳动力，一些乡镇企业所在地由

此发展为小城镇，从而促进了农村城市化进程。据统计，到１９８６
年，全国已有４５４万多人通过办理自理口粮户口转为城镇居民。

同时，小城镇建设步伐加快，全国建制镇由１９７９年２８５１个增加到

７５１１个，到１９９０年，小城镇突破一万个，小城镇人口达到２６７亿

人。瑝瑣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农业的进一

步发展和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可能。

与此同时，从土地改革开始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尽管出现中苏

关系恶化导致合作项目下马，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导致工业发展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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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而上山下乡运动这种反城市化运动，阻挡了城市发展和工

业发展步伐等情况，但是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工业已经初具规模，

城市也初具雏形。１９４９年全国工业积累１２４亿元的固定资产，工

业产品产量少，纱产量３２７万吨，原煤３２００万吨。工业品大都从

国外进口。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

规模经济建设，工业基础得到加强，生产水平迅速提高。现代冶

金、矿山、电力、飞机、汽车等制造业，石化、计算机、通讯设备、仪器

仪表、航空航天等新兴行业基本上实现从无到有、不断壮大。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工业步入了大改革、大发展阶段。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９
年，工业以１１１％的年均增长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综

合实力明显增强。到１９９９年完成工业增加值３５３５７亿元，比

１９７８年增长９２倍。

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建设发展迅速。１９４７年我国设

市城市有６９个，１９４９年建国初期只有１３２个，城市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重只有１０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

程也逐步推进。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加速发展的

新阶段。城市数量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９３个发展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６８个，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１７９２％，３０年间城市化水平

提高了７３２个百分点，年均上升０２６个百分点。

工业发展为农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可能，城市发展又为农

民进城就业拓展了空间。工业和城市改革在１９７９年开始试点，并

在１９８４年开始全面展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促进了城市和工业

的发展，由此需要更多劳动力。尽管国家在１９７８年调整上山下乡

政策，开始接纳返城居民，但这远远满足不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农

民进城务工成为可能。同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农村劳动力

得到解放，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一方面是工业发展需要更多

劳动力，而城市已经具备了容纳大量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农村

具有数量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于是，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可能，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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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１９８５年

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为７５６０万人，１９８８年为９９５０２万人，１９９５
年为１５１８４２万人，１９９８年为１７１２９万人。

综上所述，由于思想解放和城市发展，使得农民因自救而采取

的土地承包不仅获得国家认同，而且被推而广之，成为一项激发农

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促进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政

策，使得党和国家在经过３０多年艰难探索历程之后，找到了一项

适合“在广大农村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按

劳分配原则，真正实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农业

上的大胆改革，打开了一条使八亿农民放开手脚，充分发挥巨大劳

动潜能，发展多种经营，向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提高对生产

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购买力，开拓广阔的社会主义市场的正确道

路”瑝瑤。可见，这种土地政策不仅没有像以前曾经争论的那样导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问题，也没有导致社会主义

道路的变质，反而促使农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政权，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因此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小　结

１９５６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土地农民占有改造为集体所有的
目标。但是，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缺乏必要积累基础上、通过不断反

“右”斗争实现的，必然呈现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景

象。首先，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对农业的要求，成为制约国家工业

发展的主因；其次，由于各地基础不一，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农民生

活质量没有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而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下降，尤

其是空间上的差异不断扩大，导致一些贫困地区农民对党和国家

土地政策的消极抵抗。

为了使农业生产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解决农民在空间

上的差异，加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掀起了一股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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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风潮，党和国家采取强行嵌入人民公社制度的模式。把人

民公社这种制度、组织形式嵌入农村，事实上存在着多重目的。瑝瑥

首先，通过这项制度、组织的强行嵌入，瓦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农村组织、制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新的社会形

态———人民公社以及党组织和国家力量对传统组织取代的组织架

构。其次，通过这项制度、组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用集体的力

量加上户籍制度、粮油棉统购统销制度使每个农民享受同样的土

地资源，解决农民均质化问题，防止土地流动产生的阶级变迁，实

现国家在资源匮乏下的社会治理和秩序。最后，无偿平调农民和

农村集体经济的财产，解决城市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资源问

题。“据中央农村工作部１９６１年８月２４日向中央的报告，几年来

全国平调物质折款总值为２５０亿元”，“按照当时的全国乡村总人

口５３１５２万人计算，平均每人被平调财物４８８９元”，“而１９６１年
农民平均年消费水平却只有６８元”。瑝瑦作为国家生存和解决社会

问题的底线，如在１９５０年代末出现的城市“饥荒”，也是通过城市

人口下放农村的方式解决的。

人民公社运动直接破坏了农业生产，并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

首先，人民公社制度产生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

下降。其次，人民公社制度还有为国家建设集聚资源之作用，对农

村资源的国家无偿占有必然出现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最后，

在此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体制无助于农民进行生产

自救。因而，人民公社制度不仅导致农业生产的破坏，而且依赖土

地生存的农民因生产下降加上自然灾害凸显生存问题，从而影响

农村社会稳定，并进而影响国家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设。

正是体制本身原因，加上自然灾害等外在因素，导致农民不断

对人民公社制度采取消极对抗的措施。尽管通过阶级斗争的形

式，使农民的土地承包行动不断受阻，但是土地承包却被农民所认

可并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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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解决人民公社制度危机的办法是重新把土地还给农民，

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此时追求的不是阶级解放，而是生产力发

展，恢复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稳定。

此时，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接受土地承包并容纳土地流转，其

原因有二：一是思想解放。１９７８年以来的思想解放，尤其是通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终止了阶级斗争逻辑，从而

破除了思想上的禁锢，恢复了发展生产力的逻辑，促使党和国家从

中国农村具体现实出发，对农民土地承包的态度由否定转为肯定。

二是现代化发展所形成的城市。从“一五”计划开始的现代化建设

之路，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工业需要日

益增多的农村劳动力，城市发展已经可以解决土地流转可能出现

的农民进城等问题，这样就剔除了对土地流转的恐惧，使得土地承

包制不断完善和推广，自土地改革以来又一次实现了农民与土地

的有效结合。正如有的农民所讲：“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五

零年。”瑝瑧这既可以理解为农民对于３０年来土地政策的不满，也可

以理解为对１９５０年土地改革时土地政策的欣赏。总之，农民对于

党和国家变革这项政策的满意程度已经溢于言表。

注　释：

①１９８２年宪法作出了改变农村政治经济体制，废除政社合一，恢复乡、

镇政权体制的规定。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

指出：“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草案要求按照政社

分开的原则，规定设立乡政权，保留人民公社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既有利

于改进和加强政权工作，密切政权同群众的联系，也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的

发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２７４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２０

③ 新华社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电稿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２１５　　

④ 许多学者认为１９８４年底，人民公社制度已经结束。据有关资料，到

１９８４年底，全国共建乡８４３４０多个，已经有２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完

成建乡工作，已经实行政社分开的公社占公社总数的９８３８％见罗平汉

农村人民公社史［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４１３

⑤ 转自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

中心１９９８：５３８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１５－５１６

⑦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８１０

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

５０４

⑨（美）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

⑩ 董辅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Ｍ］北京：经济科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３７８

瑏瑡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４９

瑏瑢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２４０

瑏瑣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３：６２４－６３２

瑏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８０５－８０７

瑏瑥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ａｈａｒ，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９５８－６０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３ｐ１４

瑏瑦 袁伦渠新中国劳动经济史［Ｍ］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３３

－１３４

瑏瑧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００

瑏瑨 西方学者对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的死亡人数进行了大量研究，得出的数据

差异比较大。科尔估计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有１６５０万人死亡（Ｃｏａｌｅ，Ａｎｓｌ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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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７，ｎｏ １（Ｍａｎｃｈ），１９８１

ｐ８９）；艾尔德则认为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共死亡２３００万人（Ａｉｒｄ，Ｊｏｈ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ｎｏ２（Ｍａｎｃｈ），１９８２ｐｐ２７７－７８）；莫舍估计

１９６０年死亡人数在１１００～３０００万人之间（ＭＯＳＨＥＲ，ＳｔｅｖｅｎＷＢｒｏｋｅｎ

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ａｅ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３ｐ２６４）；李成瑞认

为１９６０年死亡人数是１０００万人（转自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９９）；卡罗特通过分析出生率，得出由于灾

害，１９５８－１９６３年有３２００万婴儿没有出生，有２８００万人过量死亡（Ｃａｌｏｔ，

Ｇｅｒａｒｄ，‘ＤｏｎｎｅｅｓｎｏｕｖｅｒｌｌｅｓｓｕｒＩ＇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ｃＩ：Ｌｅｓ

ｒｅｎｃｅｎｓ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１９５３，１９６４ｅｔ１９８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９ｎｏｓ４－５，

１９８４ｐｐ８３３－３４）。后来，他通过重新分析和数据的核查，认为光１９６０年

死亡人数就达到４０９０万（Ｃａｌｏｔ，Ｇｅｒａｒｄ，‘Ｕｎｅｎｏ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ｎｔｅ：Ｉ＇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ｙｅｎｄ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ｍｉｓｅｓａｎｒｉｓｑｕéＩＩ：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ｅｘｍｐｌｅｓ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１９８５ｐｐ１１９－２４）

瑏瑩 林蕴晖等人民公社狂想曲［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３８

－３３９

瑐瑠（美）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３：１４０－１４１

瑐瑡 党国英农村改革攻坚［Ｍ］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３６

瑐瑢 袁伦渠新中国劳动经济史［Ｍ］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３７

同见罗平汉大迁徙———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的城镇人口精简［Ｍ］南宁：广西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瑐瑣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０：４７

瑐瑤 王剑鸣认为，在“文革”前共有１２９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胡绳

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人数为１６００万。这些数字基本被国外学者所认

可。见王剑鸣上山下乡［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２－５３胡绳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Ｍ］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３２（美）托马斯·伯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２１７　　

恩斯坦上山下乡［Ｍ］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

瑐瑥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中

心１９９８：４１８

瑐瑦 列宁全集（第３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６２

瑐瑧 薄一波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３：７３６

瑐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

５１５

瑐瑩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见张乐天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１９９８：５３９

瑑瑠 高化民农业合作社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５８

瑑瑡 何成 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６－

０４－２９

瑑瑢 浙江合作史料１９８６（２）：１３

瑑瑣 浙江合作史料１９８６（２）：１５－１６

瑑瑤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５５－３５６

瑑瑥 李云河中国农村户学［Ｍ］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１９８９：７

瑑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４５８

瑑瑧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２７－６３０

瑑瑨 叶国文颠倒的政治逻辑：中国土地政策的政治学分析［Ｊ］理论与

改革２００５，３（１４３）：１５２－１５５

瑑瑩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２４８－２５０

瑒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２５１－２５２

瑒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２５３－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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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Ｍ］ 中国农村发展问

题研究组１９８１：２９２、２９９

瑒瑣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２６３

瑒瑤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２８８

瑒瑥 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Ｎ］人民日报，１９５９－１１－２

瑒瑦 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Ｍ］珠海：珠海出版社１９８８：８１

瑒瑧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４９５

瑒瑨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５５５－５５６；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Ｍ］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７

瑒瑩“陶铸、赵紫阳合伙贩卖的黑货见鬼去吧”，《南方日报》１９６８年４月

１２日；张根生：“回忆邓子恢同志几件事”，回忆邓子恢［Ｍ］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６：２８０

瑓瑠 甘肃省农业合作制大事记［Ｍ］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４４－

４５

瑓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６５０

瑓瑢 陕西省农业合作大事记［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９２－９４、

１１６－１１８、９７；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８４

据说，清涧“包产到户”的形式一共有以下几种∶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井田

制”，大量划分自留地和扩大户的经营范围，还有的地方实行了“一犋牛”的办

法，三五户组成一个核算单位。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Ｍ］西安：陕西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６：２８４

瑓瑣 四川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Ｍ］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４５６－４６６

瑓瑤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１９８１：５６７１９６２年５月邓子恢的“意见”书（这可能就是他在北京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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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据说，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８０％，

甘肃临夏地区达７４％，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７０％，广西龙胜县、福建连

城达４２％，贵州全省达４０％，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９３：１０７８

瑓瑥 吴象农村改革为什么从安徽开始［Ｊ］中国人力资源开发１９９４农

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１９５８－１９８１）［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１９８１：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４、５５８－５６６；实际上，一直到１９６３年中，

安徽改正责任田完成，全省还有１４％的生产队仍在实行责任田。

瑓瑦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２３

瑓瑧 转自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

农”思想政策史［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７２

瑓瑨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６８－

６９

瑓瑩 杜润生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１５

瑔瑠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１９

瑔瑡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１）［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３３０

瑔瑢 肖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Ｍ］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６６

瑔瑣 转自肖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Ｍ］郑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６７

瑔瑤 丁龙嘉改革从这里起步———中国农村改革［Ｍ］合肥：安徽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８：７２

瑔瑥 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

想政策史［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０９

瑔瑦 丁龙嘉改革从这里起步———中国农村改革［Ｍ］合肥：安徽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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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瑧 窦永记主编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Ｍ］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７：３１６ 另一个数据与此有点出入。１９７９年，全队粮食总产

１３２３７０斤。向国家交售粮食２９９９５斤，超过任务的８倍多；交售油料２４９３３

斤，超过任务的８０多倍；还贷款８００元；队里储备粮１５００斤、公积金１５０元；

人均收入３７１元。见丁龙嘉改革从这里起步———中国农村改革［Ｍ］合

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７－８８

瑔瑨 窦永记主编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Ｍ］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３７

瑔瑩 任建树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５７７－５７９

瑖瑠（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４４

瑖瑡（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Ｍ］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５８５－５８７

瑖瑢 万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和发展”序言［Ｎ］人民日报，１９８３－

１１－１５

瑖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８５

瑖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５４６－５４７

瑖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汇编［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１５－１２１

瑖瑦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汇编［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６５、１７０

瑖瑧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汇编［Ｍ］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２４

瑖瑨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１９４９－１９９１）［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３３２

瑖瑩 转自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

农”思想政策史［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４：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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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３８２

瑘瑡 万里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１９８４－１－１８

瑘瑢“两个凡是”思想，最早由华国锋在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对宣传部门作

指示的时候提出。他说：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

批评。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

动。１９７７年１月，华国锋要求他的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

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他还提出，可以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２月７日，《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目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

论。社论首先论证：“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

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

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为此，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

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

“两个凡是”的出台过程。“两个凡是”把毛泽东的言论教条化，从而使“文化

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继续推行，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

作的展开。“两个凡是”遭到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和绝大多数国人的

抵制，从而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供了可能。通过这个大讨

论，形成了思想大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终止阶级斗争路线，实行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方针作了思想准备。转自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

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Ｍ］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２－９０

瑘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１９

瑘瑤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４１－１４３

瑘瑥 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Ｎ］人民日报，１９７９－３－

１５（１）

瑘瑦 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Ｍ］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６０－２６１

瑘瑧 从时任《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题为《为有源头活水来———农

村改革初期回忆片断》中摘选。见杜润生主编 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２１－１２２

瑘瑨 周日礼家庭承包制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农村改革回眸［Ｍ］见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５３

－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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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８０－１８１

瑝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５４５

瑝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８４０－８４１

瑝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５３

瑝瑣 目前这方面数据有多种来源，各有出入。这里的数据引自徐樟勇、袁

建歧农民与城市化［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５６

瑝瑤 胡耀邦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Ｎ］人民日报，

１９８３－３－１４

瑝瑥 叶国文颠倒的政治逻辑：中国土地政策的政治学分析［Ｊ］理论与

改革２００５，３（１４３）：１５２－１５５

瑝瑦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３：７６５

瑝瑧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Ｍ］上海：东方出版中

心１９９８：４５２－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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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场与现代化：农民
　　　 与国家关系的重建

　　家庭土地承包制在农村地区的推广，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

产生了较好的政策绩效。但是，土地承包是以均分方式进行的，这

导致两方面问题的出现：一是土地资源只能解决农民温饱而无法

实现富裕的问题。一方面，为了满足对富裕的追求，农民渴望获得

更加多的土地，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展开，土

地资源数量不断减少。在此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变得日

益突出。二是实施土地承包制后，农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加，但由于

缺乏完善的农产品市场，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问题。

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和疏通农产品流通渠

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现代化的城市和工业作为支撑，否

则只会产生社会问题；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则需要市场。由于土

地承包制的政策局限，导致对现代化和市场的需求。现代化和市

场却对土地承包政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农民与土地关系发生

变化、土地受到蚕食。这说明，土地调控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作用能

力下降。保持国家与农民关系仍然需要土地这种资源，但土地已

经不能够有效地平衡国家与农民关系，甚至成为国家与农民冲突

的源头。因此，以土地为中心，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建构合理的

农村制度，重新界定国家与农民关系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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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承包制的政策绩效及其限度

由农民自发形成的土地承包，经过国家确认，很快就在广大农

村地区推广。施行这项政策，“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

‘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

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

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①产

生了巨大的政策绩效。有学者通过对比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

农村施行土地承包制后，在农业机械、化肥、灌溉面积、农业劳动力

等物质投入增长放慢的前提下，粮食产量却获得了较快的增长，这

是制度变革产生的绩效（表５－１）。② 我国学者林毅夫认为在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农作物产值增长的４２２３％中，家庭土地承包制改

革带来的增长达１９８％，贡献率为４６８９％。③

表５－１　改革前后粮食投入和产出增长速度

物质投入

和产出
单位

数　　量 增 长 率（％）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７８ １９９６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６

农业机械
百万千

瓦
０２ １２ １１８ ３８６ ４６４ ２４３ ６８

化肥ａ 百万吨 ０１ ０４ ８８ ３８３ ３６７ １６３ ８５

耕地调整ｃ
百万公

顷
１４４６１４３２１３８２１３２１ －０２ －０２ －０２５

农业劳动力

调整ｄ
百万人２１９６２３０８２８４５２５７６ １ １ －０６

粮食产量 百万吨１６３９１９５１３０４７５０４５ ３５ ２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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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ａ．折纯量；ｂ．根据卫星资料数据调整；ｃ．调整后数据，减去进入城市的劳动力；

ｄ．原粮。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年鉴》、世界银行１９９７ａ．

土地承包政策释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基本解

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农民吃饭问题对于农业人口还占有很大比例

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０日，陈云在
《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的第一条就指出：“我们不能到处

紧张，要先把农民这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

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

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

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④从中可以看出，农民稳定对于国家稳

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否则任何建设都会产生问题。１９８０年９月通

过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认为，土地承包制

“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

发展，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农村的形势越来越好”，为

“争取农业生产的全面高涨和农民生活的逐步富裕，实现农业现代

化”⑤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配套改革创

造了条件。

但是，土地承包政策无法掩盖小块土地分散经营的局限。这

种局限导致１９８５年农业生产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粮食产量出现

下滑。

土地承包制是把土地资源按照农村人口均分方式进行的。这

种均分与土地改革的均分存在两个差异：一是逻辑上的差异。土

地改革是从均分土地资源出发，实现农民占有土地之目的，土地承

包制则从土地集体所有出发，以均分的方式把土地使用权还给农

民经营；二是前提和目的的差异。土地改革以土地私有为前提和

目的，土地承包制则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前提，目的也是维护集体经

济。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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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农村通过社会主义

改造，农民走向了集体化的道路，这“为工农联盟奠定了新的基础，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引导农民进入了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

段”，所以，农业集体化“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发生过一些失误”，

但“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因

此，土地承包制是“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

环节”。⑥

尽管有这样的差异，土地资源均分制约农业发展却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以土地均分为内容的土地承包制对于生产

力的提高是有限度的。正如舒尔茨通过研究印尼农村问题得出的

结论那样，劳动密集型生产模式导致农业生产增长出现“内卷化”，

均分的土地资源在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下也产生了农业增产的

“内卷化”。尽管“粮食产量１９７９年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７倍”，但“从

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全国人口增长３亿，非农业人口增加４千万，

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

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了增长，１９７８年全国

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１９５７年，全国农业人口平

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７０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生产队社员收入在

５０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１万元，有的地方

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由此可见，在土地资源日益减少的背

景下，土地承包无法满足农民富裕的需求。唯有转移农村劳动力

和土地集约化经营并举，才能满足农民这种需求。

土地承包制推广不久就实行集约化经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

在实践中都不具有现实性。如果这样，势必出现合作化后期的困

境，产生农村社会无序和农业生产能力下降等问题。此时，工业建

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城市建设的成果已经具有容纳农民进城的

能力，因而，转移农村劳动力就成为可行的选择。

在土地承包制推广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广，农业劳动者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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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明显提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更加凸显。有学者统计认为，

１９８４年我国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能够耕种０５至０７公顷土地。

当时全国耕地面积为９７８５４万公顷，共需劳动力１４７８２万人，农
村非农业劳动力１９０３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１０６８３万人，占农
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为３０２％。⑦之后，随着农村人口基数增加，耕
地面积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会更加突出。资料显示，在

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农村流动劳动力为３０００万人左右，１９９０年代以
后，常年流动的农村人口达到了９０００万人。⑧一些学者，对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也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见表５－２）。

表５－２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⑨

估算者 年份
农村隐形失业

人口（万人）

农村隐形失业人口

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

牛仁亮

　简单国际比较法

　国际标准模型法

王诚

王红玲

李辉华

　
刘伟

袁志刚

周德田、毛代云

　
冯兰瑞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５４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３８００

１１７３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５３３５

１３６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０

　

１２

１６

３１

２６１

３０９

２７

２７７

２４

２４２

３６

２５

　　注：周德田、毛代云、冯兰瑞和李辉华的数据，根据有关年份农村劳动力总数（２０００
年为５５０００万人）推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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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增加，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出

现，迫使国家采取措施转移农村劳动力。一方面加快小城镇建设，

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城市负担。１９７９年以来全国小城镇

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全国建制镇由１９７９年的２８５１个增加到１９８５
年的７５１１个，到１９９０年底，小城镇突破１万个，小城镇人口达到

２６７亿人左右。⑩另一方面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主要从两个

方面入手：一是农民转入集镇，成为自理口粮的非农业户口。《关

于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肯定了农民离开耕地转入小

工业和小城镇服务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步，可为农业生产向深

度广度进军，为改变人口和工业的布局创造条件”。同时，中央决

定“１９８４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选若干集镇进行试点，允许务

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瑏瑡这一决定，掀

起了一轮农民落户小城镇的高潮。据有关资料统计，到１９８６年
底，全国有４５４万多人通过办理自理户口转为城镇居民。瑏瑢

二是鼓励农民从事副业生产，把农民从纯粹的种粮转到以农

业为主的整个生产环节上，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之目的。在１９７９
年《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提出：“粮食

生产搞得好不好，关系到九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备战备荒，

一定要抓得很紧。过去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

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保持生态平衡，这是

一个很大的教训。”因而，“要把只重视粮食种植业、忽视经济作物

种植业和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的状况改变过来”。瑏瑣此时提出多

种经营之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但这无疑拓宽了农村劳动力从业

的途径。１９８１年３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

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直接提出发展多种经

营之目的是充分利用农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通知指出：“我国农

业就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每人平均耕地较少，但山

多，水面、草原大，自然资源丰富；一个是技术装备落后，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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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瑏瑤因而，提倡多种经营明显利于劳动力资源的转移。

此后，中央文件一再强调发展多种经营的重要性，并提出多项鼓励

农民离开农业生产的举措。可见，多种经营具有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劳动力资源之目的。然而，农村劳

动力转移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计划体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

碰到了市场缺乏问题。在计划体制下，农产品无法正常流通，于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回归并形成新的流动，这促使国家改变政策，从

单纯强调多种经营转为发展多种经营和改善农村商品流通并举。

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必须从中央文件的文本和

实际效果两个方面考虑。从文本看，国家通过鼓励农民进城和采

取多种经营的方式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把农民从农业中抽离，实

现农村人均土地资源的增加和农村社会稳定发展之目的。从实际

效果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过于庞大，集镇无法容纳如此巨

大的农民流动潮流。农民自发地从小城镇流向城市，形成“民

工潮”。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同时，城市国有企业改

革启动，许多城市职工在国企改革中下岗失业，引起了一些城市社

会问题。但农民进城加剧了城市社会问题并产生了城乡对立。为

了稳定城市秩序、消解社会矛盾，国家被迫采取措施控制流向城市

的民工。瑏瑥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国家政策出现了本质性转

变，从通过政策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到采取措施控制其流动。

这个转变，主要由计划体制和现代化建设不充分两个原因所致。

农村劳动力转移遇到体制上的阻碍被迫回流。在城市现代化建设

不充分，无法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又因国企改革产生城

市工人的大量失业，产生了城市社会秩序和城乡对立，在局部地区

演变为农民与政府的对抗。因而，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成

为必然。１９８０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从

某种意义上遵循了这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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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土地承包制激发了农民生产

积极性，土地资源得到充分挖掘，但城乡隔离和计划体制，导致农

副产品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买卖两难情况。如果说，土地承包制前

是粮食生产紧张的话，实行土地承包制后粮食生产得到了较大发

展，那就不应该出现粮食紧张问题。现实是农民生产的粮食不能

得到销售，城市则难以获得必要的粮食，出现因买卖两难引起的粮

食紧张。１９８２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到了这个问题，文件指出：“当

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一方面农村商业不适应发展商品经济

的需要，以致农村多种经营刚有初步发展就出现了流通不畅，买难

卖难等问题，造成生产性浪费；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单位抬价抢

购紧缺商品，冲击国家计划的情况。”瑏瑦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５日，万里在

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

种困境。他说：“当前一方面粮食增产，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不少

地方出现卖粮难；另一方面，又存在国家粮食调拨困难，库存挖得

太多，要求增加进口。一方面，全国积压黄豆一百多亿斤；另一方

面，城市又吃不上豆腐。”他列举安徽肥东县一位农民给他在北京

工作哥哥的信。信中说：“人家都说农村形势好，我说不好。为什

么呢？因为有粮食卖不出去。卖粮食要走后门，有时在粮站等几

天几夜，也卖不出去；买化肥又买不到。⋯⋯明年准备只种够自己

家用的粮食就行了，其他地种别的了。⋯⋯农业有‘下马的危

险’。”瑏瑧这封信中反映的情况，在一些地方是有代表性的，充分说

明流通不畅已经阻碍生产的发展，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之

所以出现上述问题，究其原因在于计划体制下的流通渠道不畅。

在计划体制下，缺乏必要的市场，或者说市场还处于被分割的状

态，导致农村商品流通渠道不畅通，从而出现了供求关系的紧张。

综上所述，家庭土地承包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土

地小块分散经营，加上科学技术不断应用到农业生产，从而出现了

人多地少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转移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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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力。然而，无论是农副产品转化为农民的实际收入，还是

劳动力转移，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统一市场的缺乏和现代化发展

的限制。由此，建立市场和加速现代化建设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实

现农民富裕的必要手段。

二、市场化与人地关系的疏离

实行土地承包制后，由于缺乏发达的市场，在农副产品产量增

长的同时出现了买卖困难。于是，在农民中间出现了建立和完善

农产品流通市场的需求。此时，国家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

与世界接轨，也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上述双重动力的

作用下，农村经济走向市场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导致农民

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农民为了寻求最大经济效

益，开始离开土地。在农村，出现抛荒和乱占耕地现象。由此导致

粮食产量下降，影响了国家秩序和现代化建设。

如上所述，引起粮食产量增长后粮食买卖两难现象的原因，是

缺乏市场。所以，从１９８２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国家考虑对农村

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在坚持对粮油棉统

购统销的同时，“允许按照市场供求状况实行一定范围的浮动”，提

出“农副产品收购，要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不能只顾一

头”。在此基础上，国家采取对供销合作社体制进行改革试点，设

法疏通和开辟流通渠道，鼓励开展农副产品的加工和综合利用等

政策。瑏瑨一句话，在保证国家和集体的同时，为了增加农民收入鼓

励多种经营，并希望“随着产品市场的发展，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

也开始横向流动，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体系将逐步建立起来”。瑏瑩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农民经营农副产品比经营土地收益更大，

种粮积极性开始下降，并将耕地用于其他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

为此，陈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呼吁：“粮食种

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不得了，没饭吃就是了。”“经济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２３２　　

作物只能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不能让农民自由选

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总之，市场调节只能在这个范围

内灵活。不这样做，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

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

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瑐瑠陈云的讲话揭示了一个事实，

一旦获得土地经营的自由，加上市场作用，由于种粮收益小于种植

农副产品的收益，农民就会在原本种粮的土地上种植其他作物，从

而造成种粮面积减少，粮食产量下降，导致国家建设受到影响。因

而，在中央发布一号文件不久，陈云再次提出坚持以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认为：“农业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坚持

上述原则，也不能例外，如郊区要按照计划种菜，养猪要派任务，种

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减少了。”因为，“人民

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一点，那里摆一点，都要

有一个计划。农民的生活可以改善，需要改善，要很好研究。但

是，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

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瑐瑡尽管高层领导有上述

强调，粮食产量还是出现了大的滑坡，１９８５年粮食总产量比１９８４
年减少了２６２０万吨，并在１９８８年再次出现反复。瑐瑢

在人口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中国，粮食问题一直是重

大的政治问题。在１９８１年农民刚刚提出市场的需求时，国家农委

就在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指

出：“目前，我国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过关。粮食生产上不去，多种经

营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且要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全局，以至于影

响到政治上的安定。因此，粮食生产不可掉以轻心，必须抓得很紧

很紧。”瑐瑣美国学者布朗在１９９４年《世界观察》杂志发表题为《谁来

养活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人口在增加，耕地在减少，市场食品需

求与生产之间面临日益扩大的鸿沟，把中国的粮食问题提高到了

一个无法再高的程度。他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粮食亏缺额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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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３０５００万吨，进口粮食将占全部消费的５６％，没有哪个国家或

国家集团能够向中国填补这一巨大的缺额。瑐瑤尽管这个预测，在今

天看来是杞人忧天，但中国粮食亏缺一直存在。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８
日，新华社发布一则消息：“２００５年，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长达

２５年的粮食援助画上了句号。从明年，也就是中国实行‘十一五’

规划的第一年起，中国将彻底告别接受外国粮食援助的历史。”消

息还指出：“世界粮食计划署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

农业部提供的数字显示，２５年来，共向中国提供了约１０亿美元的

援助，其中粮食额约８３亿美元，使３０００多万人受益。”瑐瑥由此可
见，缺粮问题一直是中国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人民生存和社会稳

定的政治问题。

但是，寄希望于农民不受市场影响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只

有继续坚持“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正确方

针”。瑐瑦从中可以看到国家面临的困境：从增加农民收入角度看，实

行市场经济是最优选择，但是实行市场经济后，国家粮食生产却无

法得到保证，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小块分散的

土地经营模式既不利于粮食大幅度增产，也不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于是，国家被迫采取上述两手措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

另一方面允许农民在此基础上进行其他生产，试图实现提高粮食

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之目的。

事实上，农民不可逆转地投入到了市场的洪流中，尤其是

１９８２年宪法和１９８３年中央一号文件作出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

镇政权的决定，起到了进一步在农村社会放松计划成分的作用。

在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是计划经济

体制的组织保证，一旦这个组织被政社分开的乡镇政权和集体经

济组织所取代，市场经济就如人民公社制度一样不可避免地嵌入

农村社会。１９８３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城

乡零售业、服务业的指示》，瑐瑧为农村市场的发展做了准备。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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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连续三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推波助澜，瑐瑨起到

了扭转观念的作用，认为：“以往单一抓粮食生产，并没有达到更快

增产粮食之目的，反而造成农村经济停滞的局面。近几年开展了

多种经营，包括发展经济作物，发展林、牧、渔业，发展农村工业、建

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结果，粮食增产速度大大加快，农村经济

全面繁荣。”瑐瑩由此，国家以文件的形式为计划体制退出农村社会

做了铺垫。此后，计划成分逐渐减少，市场成分不断拓展。１９９２
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广大农

村社会在内整个国家开始建立市场体制。

市场体制为多渠道增加收入搭建了平台，农民收入由此迅速

提高。但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使得农民为进一步追求富裕而进城

打工，农村由此出现土地被闲置或者抛荒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

农民收入增加，其乡土本性开始张扬，表现在农村社会开始寻求传

统逻辑的造房、造坟等活动，这侵占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土地

被农民闲置或者抛荒，又被自身侵占，这说明在市场体制下农民与

土地之间关系开始疏离。

当然，人地关系疏离这种现象在土地承包制实行不久就存在。

在１９８２年党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

“严禁在承包地上盖房、葬坟、起土。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

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否则集体有权收回；社员无力经营

或转营他业时应退还集体。”文件还指出：“我国人多地少，控制人

口、保护耕地是我们的重大国策。要严格控制机关、企业、团体、部

队、学校、社队占用耕地，特别是城市附近的菜地更不应占用；对非

法占用或不合理占有的必须加以纠正和处理。”瑑瑠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２９
日，中办发［１９８２］３９号《转发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城乡建

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切实解决滥占耕地建房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指出：“据山西统计，全省国家干部利用不正当手段建私房的有

１２万多人，而且其中２／３以上发生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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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公布之后。临汾地区所辖１８个县、市，这类建私房的，有１２
名县委书记，５名县长，３２名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北京市清查，自

１９７９年以来，有９００多个单位非法占用耕地１７万多亩，其中菜

地近５０００亩。实质上是这些单位与社队搞土地黑市交易。农村

基层干部和社队企业利用职权随意占地建的更不计其数。”通知还

指出：“近几年来，农村建房滥占耕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加上国家建

设不可避免地每年都要占用一些土地，这就使得我国人口多、可耕

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这种情况如不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断然措施

加以制止，必将产生严重后果。”为此，要求：“（一）严格控制占用耕

地建房。从现在起，几年内，农村建房不准再占用耕地，只能在现

有的宅基地空地内调剂解决。要以村、镇为单位，由县级有关部门

派人协助，抓紧时间，在充分地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村、

镇建设的全面规划，经县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实行，以利于节约土

地。（二）坚决刹住干部带头占地建房风。各地都要像北京、山西

那样，立即对滥占耕地建房问题进行一次检查，抓几件典型案件，

严加处理，并在报刊上公布。今后在宣传报道农村改善居住条件

时，应着重宣传和表彰规划合理、节约用地，又改善了居住条件的

先进典型，而不要单纯宣扬农民富裕后盖房多、庭院宽敞等不利于

节约土地的事例。请各省、市、自治区将检查滥占耕地建房情况于

１９８３年３月底前报告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瑑瑡此后，国家不断通过

文件或者制定土地管理法等方式，制止农村土地被侵占或者闲置、

抛荒现象。瑑瑢

综上所述，土地承包政策实行后农民提出了市场的需求。在

市场驱动下，农民日渐离开或者抛弃土地，从而使得农民与土地关

系疏离。正因如此，对农村土地的侵蚀具有了可能性，这成为农民

与国家关系紧张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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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圈地运动”及其后果

在提出市场诉求的同时，农民也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如果

说建国初期的现代化是国家从政权建设和发展道路出发强制实行

优先发展工业、适度控制城市建设的话，那么这次现代化首先是农

民从自利角度提出的，希望通过发展现代城市和工业，实现农村剩

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逐步走向富裕。

其次，现代化也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经过十年“文革”，我

国整体建设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

莫不如此。如果要赶上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必须引

进外资进行现代化建设，由此提出发展城市和建设现代工业的国

家发展战略。

尽管农民和国家之目的不同，但对于建设城市和工业的现代

化需求却是一致的，由此以城市和工业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

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建国以来，国家采取适度控制城市建设规模的政策，城市建设

规模、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规模不断

拓展，城市数量增加，城市空间拓展。同样，工业建设也拓展了城

市空间。因而，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城市和工业建设一起

蚕食土地资源的现象。国家发展战略的推动，加上各级政府把城

市和工业建设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圈地运动”就不可避免

地发生了。

“圈地运动”不仅侵占了土地，还触动了农民生存的底线，引发

了农民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又转升为农民与国家关系

紧张，引发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考。

（一）“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为了引进外来资本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１９８４年国家决定在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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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城市开辟１４个经济开发区，各级政府也乘机在一些地区设

立了经济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这些开发区采取几乎无偿的形

式侵占农村土地，再以低价的形式转卖。当然，这一时期农村土地

被侵占的数量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外来资金还处于观望阶段，其规

模和数量比较有限。统计资料显示，在１９９１年前，全国仅有１１７
个开发区。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国内外体制开始接轨，外来资金

走出观望期出现大规模的投资。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开发区在全国各

地普遍开花，省办、县办、乡办，连一些偏僻的山村也挂牌办开发

区，一年内增长近８０倍。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平均每天诞生５个以上

开发区，到１９９３年初，全国乡镇以上开发区已达８７００多个，挤占

土地１５万平方公里。统计资料表明，这些开发区中８０％以上的

是占用耕地，其中１９９２年的开发区热就挤占了２４００万亩耕地。瑑瑣

由于大量耕地被侵占，粮食生产受到影响，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

导致１９９３年底出现粮食突然涨价。

耕地减少导致粮食产量下降而产生粮价突涨，在１９８５年就曾

经出现。当时，国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耕地减少，从而解决了粮

食产量下降和粮价上涨问题。瑑瑤正是吸取了上次粮价突涨的教训，

国务院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对开发区进行刹车，最后仅保留４００至

５００个。

这种刹车行为马上就出现了反复，２０００年再度出现开发区

热。从清理结果和占地面积看，这次开发区热已经到了几乎失控

的程度。截至２００４年７月，全国共清理各类开发区６８６６个，规划

用地３８６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资料显

示，这次开发区热中占地面积是１９９０年代初占地面积的２倍多。

有学者计算，１９９７年，全国开发区规划面积１２万平方公里，到

２００３年６月中，剧增至３６万平方公里。瑑瑥“圈地运动”造成最直接
的后果就是耕地锐减，粮食大幅度减产，当时储备粮已降到１９７０
年代的水平，形势相当严峻。２００３年７月１８日，国务院办公厅下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２３８　　

发《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８月，国务院办公厅又

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在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４日向第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报告关于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时说，

这些年来，各地违反《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大量占

用耕地特别是占用基本农田，随意调整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

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还十分严重：开发区

设立过多过滥，占用了大量耕地。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在这

次清理整顿之前，全国开发区多达６０１５个，规划面积３５４万平方

公里（相当于５３００多万亩），其中相当数量是耕地，而且有的是高

产农田。开发区的规划面积已超过现有城镇建成区面积的总和；

城市建设占用大量耕地。这次执法检查和调研中看到，不少城市

违反城市总体规划，追求时尚，相互攀比，不切实际地建设宽马路、

大广场、大草坪、主题公园，有的还盲目扩建大学城、行政中心，这

种情况在各级城市中相当普遍。据对２２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

计，截至２００３年初，在建和拟建的大学城有４６个，占地面积超过

４０万亩。一些地方为改善投资环境，竞相兴建高尔夫球场，初步

统计，目前全国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高尔夫球场多达３０６个，遍及

２６个省（区、市），占地面积４８８万亩，其中也占用了不少耕地。

更有甚者，有的以建大学城和高尔夫球场为名，大搞房地产开

发。瑑瑦

１９７８年以来，全国年末实有耕地面积一直呈现减少状况，其
中１９７８年末为９９３８９５千公顷，到１９９５年末为９４９７１千公顷。瑑瑧

当然，农村耕地面积的减少并不能证明是“圈地运动”导致的。但

这一时期耕地面积减少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表５－３的数据表明，

国家建设用地和乡村集体占地占了绝大部分。他们两者占用土地

做什么呢？造厂房、扩建城市规模和建造商品房，这说明“圈地运

动”是导致农村耕地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２３９　　

表５－３　１９８３—１９９６年末耕地面积情况表

单位：万公顷

年份 年末数
年内减少耕地面积

总数 国家基建占地 乡村集体占地 农民建房占地

１９８３ ９８３５９６ ７６８０ ７１２ ８６５

１９８４ ９７８５３７ １５８２９ ９９６ １５３７

１９８５ ９６８４６３ １５９７９ １３４３ ９２３ ９７

１９８６ ９６２２９９ １１０８３ １０９６ ５８５ ８４５

１９８７ ９５８８８７ ８１７５ １０４６ ５２ ５７５

１９８８ ９５７２１８ ６４４７ ８７８ ３７４ ３７６

１９８９ ９５６５６０ ５１７５ ７０１ ３４６ ２７４

１９９０ ９５６７２９ ４６７４ ６６３ ３０３ ３６７

１９９１ ９５６５３６ ４８８０ ７１９ ３３４ ２０５

１９９２ ９５４２５８ ７３８７ １３１７ ６４１ ２３９

１９９３ ９５１０１４ ７３２４ １６１ ８６ ２４１

１９９４ ９４９０６７ ７０８６ １３３ ８０ ３３

１９９５ ９４９７３９ ６２１０ １１２ ８５ ３１９

１９９６ １３００３９２

　　注：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耕地数据为年报数据；１９９６年耕地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国

家统计局、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关于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成果的公报”，耕地面积

（总资源）数据为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３１日时点数。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从１９９６
年开始，耕地减少速度进一步加快。表５－４说明２００１年国家实

行国土资源公报制度以来，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其中城市空

间拓展、开发区以及其他商品房等建设占用耕地占了大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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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上，原国家统计局一位高官透露：

２００４年，占全国人口０７％、国土面积０１％的十强县，创造了

３６％的国民生产总值。十强县ＧＤＰ总量近５０００亿元，上缴中央

财政３４９亿元，为其他地区提供就业岗位５００万个。不过，十强县

也正在遭遇“成长的烦恼”———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已成为现实的

紧迫矛盾。尤其土地资源紧缺，最为突出。譬如，广东省顺德区

８０６平方公里土地，目前耕地仅余１３０００公顷；广东省南海区１０７４
平方公里土地，目前耕地面积还不到２００００公顷。总体来看，２０
多年以来，十强县的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２／３。日渐稀少的耕地，

已使土地成为最稀缺的资源。邱晓华透露，即便是在土地政策最

严格的２００４年，十强县平均耕地减少面积仍超过５０００亩。瑑瑨

表５－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耕地面积及建设占用耕地情况

单位：万公顷

年份 耕地面积
建设占

用耕地
备　　注

２００１１２７６１５８１６３７
　　全年共处理案件１２５万件，罚没款６１６亿

元。

２００２ １２５９３ １９６５

　　全年共处理土地违法案件１１２１万件，其中

本年发生案件７２８万件，收缴土地面积０４１万

公顷，收缴罚款９３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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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耕地面积
建设占

用耕地
备　　注

２００３１２３３９２２２２９１

　　 人均耕地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００９８ 公顷降为

００９５公顷。出台一系列耕地保护严格措施。基

本农田实行“五不准”：不准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

田（法律规定的除外）；不准以退耕还林为名违反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减少基本农田面积；不准占用

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不准在基

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禽养殖，以及其他严

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准占用基本农

田进行绿色通道和绿化隔离带建设。非农建设

用地实行“六不报批”：对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

工作验收不合格的不报批；未按规定执行建设用

地备案制度的不报批；城市规模已经达到或突破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年度建

设用地指标已用完的不报批；已批准的城市建设

用地仍有闲置的不报批；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建设用地预审的不报批；建设项目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的不报批。

２００４１２２４４４３１４５１
　　查出往年已经建设但未变更上报的建设占

用耕地面积１４７７万公顷。

２００５１２２０６６７１３８７

　　从２００１年以来５年间来，建设占用耕地

１６４１万亩，灾毁耕地３８１万亩，生态退耕８０６５万

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１２９３万亩，共计减

少耕地１１３８０万亩。同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

充耕地２１４０万亩。全国耕地面积年均净减少

１８４８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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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耕地面积
建设占

用耕地
备　　注

２００６ １２１８０ １６７３

　　全年建设占用耕地３８７８万亩，其中当年建

设占用耕地２５１０万亩，往年未变更上报的建设

占用耕地１３６８万亩；灾毁耕地５３８万亩；生态

退耕５０９１万亩；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６０３

万亩。上述４项加起来，全国共减少耕地１０１１０

万亩。

全国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９６１３３件，办结

９０３４０件土地违法案件，３５９３人受到处理。其

中，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１０５１人，包括地市

级干部６人；给予党纪处分２０４１人，包括省级干

部２人、地市级干部９人；给予刑事处罚５０１人。

同时，在预防和制止违法行为方面也作出了很大

努力，及时发现并制止土地违法行为近３５０００

件，挽回经济损失达１６４亿元。土地违法行为

１３１０７７件，涉及土地面积近１０万公顷（其中耕地

４３万公顷），分别比上年上升了１７３％、７６７％

和６７６％。

　　注：国土资源部自２００１年以来开始施行国土资源公报制度。上述资料来自这些

公报。２００６年数据截至１０月３１日，时全国耕地面积为１８２７亿亩。

这种耕地面积变化情况在图５－１中可以得到更加直观的表

示（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公布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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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而

启动的现代化建设，是以占用农村耕地为代价的，表现为“圈地

运动”。

（二）权力与资本的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引进外资发展工业作为起

点。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以设立开发区、提供廉价土地作为吸引

外资的手段。随着外资引入，工业和城市得到发展，农村耕地却不

断被挤占。但这并没有导致“圈地运动”的发生，一方面外资主要

投资于城市或者交通相对发达的地区，挤占耕地相对有限；另一方

面国家对耕地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比如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

等，使得被占用的耕地在数量上并不大。

那么，“圈地运动”是如何发展起来？开发区建设是如何从城

郊蔓延到城乡结合部，并使几乎所有农村都被卷入其中？

农民与土地关系疏离固然使土地被侵占成为可能，城市和工

业建设的空间拓展也导致农村土地被侵占，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圈

地运动”，尤其是国家不断发文和制定法规保护耕地。究其原因，

在于政府与资本合作所致。地方政府需要现代城市和工业产值作

为政绩，资本则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两者在侵占耕地的过程中

得到了各自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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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形成的政治压力。在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发展战略引领下，尤其是国家为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建立开

发区，对各级政府起到了示范作用。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十

一届三中全会被中止，但作为其意识形态的逻辑并没有完全被清

除，尤其是三次思想交锋，尽管有学者认为贯穿了反“左”的主

线，瑑瑩却也导致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经济建设是当前各级政府

最大的政治问题”，并嵌入各项经济指标作为各级政府的重大而且

几乎是全部工作，其中引进外资规模和水平又成为重中之重。各

级政府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对各项经济指标进行分解和层层加

码，使得各级政府唯经济是重。为了完成上级政府的经济指标和

任务，发展本地经济，各级政府被迫相继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开

发区。

其次，干部考核体系的建立和完善。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党和国

家相继制定了有关法规条例，强化干部考核体系，把工作实绩作为

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１日开始施行的《国家公务

员暂行条例》第五章第二十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按照管理权限，

对国家公务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

绩。瑒瑠１９９５年２月９日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

例》中提出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党管干部的原则，包括德才

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办事的原则等六大原

则。瑒瑡在这些考核指标和原则中，无不以工作实绩作为考核重点。

这一方面是考核量化的需要，因为其他指标不具有量化功能，另一

方面是提供相对公平的干部职务升迁考核标准的需要。

正是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以工作实绩为主要内容考核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促使各级政府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为了

政绩，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实绩。在初期，这种

工作实绩是以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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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越有政绩，后来进一步捆绑在工业产值上，产生了诸多“政绩

工程”。

这样，以追求政绩为主的考核体系和以利益追求为主的资本，

首先在开发区建设中找到了共同点。开发区建设和工业发展对城

市规模拓展提出了需求，接着又在城市建设中找到共同点，使得侵

占耕地成为常态。

城市建设需要资金，政府缺乏资金却拥有土地；资本拥有资金

却缺乏施展空间，城市建设为它们提供合作的空间。如上海市在

１９９２年的第六次党代会上提出旧城改造和解决居民住房问题。

会议决定：“到２０世纪末解决３６５万平方米危棚简屋的任务。任

务提出来了，钱在哪里？按照当时的财力计算需要１００年时间，反

复讨论后，我们想出了土地批租的办法，提出利用级差地租的差

距，引进外部资本进行旧区改造与商业设施改造。就是通过这个

创新的办法，上海旧区改造的步伐加快，广大居民的住房条件也大

大改善，从９０年代开始使人均住房由６４平方米增加到２００４年
的１４８平方米。”瑒瑢这说明，在城市建设中，以土地为核心，政府与

资本合作经营城市。那么，建造销售了近２亿平方米商品住房，在

上海城镇居民由１００万户增加到４００万户的前提下，人均住房面

积却大幅提升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建造房地产的土地从哪

里来？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拓展，城郊结合部的土地甚至农村耕

地成为了一幢幢商品房。无疑，上海城市建设的逻辑是当前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普遍性事实。在房地产热中，形成了房地产这

种新的经济形态，也实现了权力与资本的合作，体现为房地产经济

在地方政府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学者研究认为，地

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的ＧＤＰ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房地产。

各级政府和资本为了各自的需要，在以工业建设为内容的开

发区建设和以城市建设为内容的房地产建设中找到了结合点。而

这两者都以侵占耕地为前提，这导致“圈地运动”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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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与地方关系
“圈地运动”直接导致农民生存的土地资源减少，农民反对是

必然的。这种反对，是以农民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的形式体现出

来的。

农民为何会与基层政府关系紧张呢？首先，从土地承包政策

的具体运作分析。土地承包政策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土地按照

人口均分，二是把土地分成两种经营形式，即口粮田和承包田。口

粮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类似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因而口粮

田一方面数量不大，另一方面变动比较小。相反，承包田是满足农

民通过土地经营实现富裕目的的，处于经常变动之中，从３年不动

到１５年不变，最近规定是３０年不变。承包田数量也是有限的，而

且几乎是均分的，由此依靠土地经营实现农民富裕在理论上存在

困难。因而，国家鼓励以多种经营的方式试图弥补土地经营的缺

限。市场体制的建立，拓展了农民获得收益的渠道，土地经营不再

是唯一渠道。由于城乡剪刀差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农村出现“谷贱

伤农”，甚至出现土地经营中入不敷出现象。农民脱离土地经营而

进入城市成为打工者，产生了“民工潮”。中国农民进城并不是西

方式的义无反顾，也不是完全抛弃土地，而是在保证最低生活保障

前提下的进城。也就是说，口粮田作为最低保障解除了农民进城

的后顾之忧，正如有的农民所说：“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我还可以回

家种田。”农民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中国农民是离土不离乡，土

地还是农民生存的保障。

不断演绎的“圈地运动”，不仅吞噬了承包田，而且侵占了作为

农民最低生存保障的口粮田，甚至出现农村无田可种的现象。

２００３年底１０省市农调队对失地情况的调查说明，农民失地已经

到了一个极限（表５－５），农民为了生存进行抗争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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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５　部分省市农民失地情况表瑒瑣

项　目 上海 天津 江苏 广 东 辽宁 河南 江西 云南 山西

调查户数（户）

原有耕地（亩）

现有耕地（亩）

原人均耕地（亩）

现人均耕地（亩）

减少总量（亩）

人均减少量（亩）

减少幅度（％）

完全没有土地户

数比例（％）

１２０

３４９８８

１６４９

０７４

００４

３３３３９

０７

９５％

９１％

　

１００

３９７

２１

　

　

３７６

　

９５％

７２％

　

３２０

１０１１

３０１

０８２

０２４

７１０

０５８

７１％

　

　

１００

３１７２３

７９６５

０６１

０１５

２３７５８

０４６

７５％

　

　

１００

５４３３３

１１０８９

１６２

０１２

４３２４４

１５

９３％

３６％

　

１０５

２６１

６１２５

０５３

０１３

１９９７５

０４

７５％

　

　

１００

３６０

１００

０８７

０２４

２６０

０６３

７２％

２７％

　

１２５

４１４９６

８０３８

０６８

０１３

３３４５８

０５５

８１％

３０％

　

　

　

　

１１８

０５５

　

０６３

５３％

　

　

　　说明：表中数据根据注释资料整理而得，空格表示没有数据。

与农民反对相对应的是，基层政府受到发展经济的政治压力

和政绩等经济指标的考核压力，加上地方财政紧张，对农民的反对

采取了压制、漠视甚至报复的措施。农民被迫采取越级上访瑒瑤或

者采取过激行为，从２００４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农民上访的第一位

问题可见一斑。瑒瑥从而把这种紧张关系延伸到国家层面，对国家秩

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土地问题，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演变为农民

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国家从实行土地承包制以来一直采

取保护耕地的措施，只是这种措施受到地方政府的抵触，从而在对

待土地和农民问题上产生了中央与地方矛盾。

围绕土地和农民问题，新生国家政权建立以来，中央与地方关

系出现了多次反复。在新生国家政权建立初期，地方政府与中央

政府在对待土地和农民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从而使得土地改革

运动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并在短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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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作化运动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一面。这

是由于地方政府与农民联系比较多，看到了农民在合作化中的具

体情况，地方政府倾向于站在农民一边，所以不管是农民实行承包

行动还是采取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尽管遭到了中央

的反对，地方政府还是或明或暗地支持农民，从而产生了中央与地

方关系问题，毛泽东甚至在１９５６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专门提到

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瑒瑦一直到土地承包政策获得国家政策认同，中

央与地方在对待农民和土地问题上又获得了新的和谐。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地方利益凸显。

这种利益，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如地方经济好坏，对地

方官员职务升降的影响。这导致中央政策在地方贯彻不力问题，

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紧张，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尤其明显。

综上所述，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心转移，引进外资

发展经济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问题，这导致开发区建设

热潮出现。经济发展又对城市建设提出了要求，城市建设规模的

拓展，导致房地产热的兴起。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直接导致农村

耕地被大量蚕食。耕地面积减少，引起了农民的反对；粮食生产下

降，导致国家稳定问题凸显；同时，导致农民与国家关系紧张。于

是，以土地为核心，重新调整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成为必要。

四、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重建：以土地产权调整为核心

随着市场和现代化的展开，农民与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

面农民对侵占其生存底线的“圈地运动”不满，另一方面农民又不

愿意经营土地，因为现有家庭土地承包制度，无法满足农民富裕的

目标，因而出现土地被抛荒、闲置现象。这直接导致粮食生产受到

影响，并影响国家稳定和现代化建设。

分析上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化，其原因在于土地承包制下

的土地产权不明晰。家庭土地承包是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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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模式，是在计划体制中建立的。相比人民公社时期而言，由于

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激发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壮大集体经济，

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随着市场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打破了

土地承包制的前提，导致这种土地政策下产权不明晰的特征凸显，

又因为现代化对土地的蚕食，致使市场、现代化和农民与国家之间

出现紧张关系。

新生国家建立以来，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之间一直存在着

紧张关系。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政策调整平衡了三者之间的关

系，推动了中国国家建设。然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通过土地

政策的调整实现三者平衡，跟国家有效控制的计划体制有关。现

在，计划体制被市场体制所代替，而引起三者关系紧张的原因也在

此。那么，还能否继续通过土地政策的调整实现三者的平衡呢？

建国以来的土地政策史是不断调整土地产权的历史。一般认

为，土地产权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四

权。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调整就是通过四权调整实现的。

土地改革运动是将地主占有的土地还给农民，实现农民占有

土地和四权的统一，因而获得了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国家政权的

认同。有学者认为：“土地改革形成的产权制度无疑是一种土地的

农民私有权。”瑒瑧这就是说，土地改革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

收益权和处置权都统一于农民，这对于长期遭受地主剥削的农民

而言，无疑是解放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但是，这种土地产权安排与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国家形

态的逻辑发生了矛盾，而且还无法解决两极分化和小农经济问题，

于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必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从调整

土地产权入手的。互助组联合了农民的私有土地，初级社归并了

农民土地的使用权，高级社则消灭了土地的分红也就是收益权，人

民公社则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公有化。瑒瑨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国

家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不断限制农民土地所有权，造成农民土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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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残缺”。这构成了国家获取税以外的农业剩余，从而有利于

国家工业化建设，但也导致农民的反对。但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

国家以牺牲农民土地产权形式换取国家工业建设和社会主义

建设。

对于人民公社的土地产权安排，学者认为是一种集体公有制。

它既不是一种共有的、合作的私有产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国家所

有权，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承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

义制度安排。瑒瑩在这种土地产权下，农民失去了所有土地产权，因

而失去了经营土地的热情，加上灾荒等因素，导致人民公社时期农

业生产低效，影响了国家现代化建设，并因生存问题导致农民与国

家关系紧张。这促使农民与国家不断在土地产权上进行博弈，具

体为土地使用权上的博弈，最终产生了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家庭

土地承包制。

家庭土地承包制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所有农民组成的集体组织

所有，而使用权有限制地让渡给农民经营的制度。在计划体制下，

这样的土地产权安排，使得土地收益权不是平等分配，而是由国家

统一制定规则实行的，土地处置权则被国家严格限制，这从初期严

禁土地流转中可见一斑。

相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政策，农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中

获得土地使用权，而且享有部分收益权，因而积极性得到调动，农

村生产力由此获得解放和发展，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农民与国

家关系也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重新启动并获

得发展。

在市场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农民一方面不愿意失去赖以生存

的土地，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经营收益微薄的土地。农民如果失去

土地，可能导致与国家关系的紧张，而农民不愿意经营土地，又会

导致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这关乎国家稳定和现代化建设。因而，无

论从稳定农民，还是从保证国家稳定以及现代化建设看，国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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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政策调整调动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那么，如何调整土

地政策才能够激发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或者说，土地政策调整

有没有可能呢？

如上所述，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下，首先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土

地所有权属于集体，但集体概念被虚置，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确

立，农村集体组织不断被弱化，导致农村集体耕地在“圈地运动”中

缺乏保护力量。其次，使用权不确定。在家庭土地承包初期，土地

承包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只有１～３年有效期，导致农民经营土地

中大量存在短期行为。最后，收益权和处置权本质上属于国家所

有，这导致农民经营土地的热情下降，粮食生产出现波动。

正是由于家庭土地承包制的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使得通过

土地产权关系的调整，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国家和现代化三

者关系的平衡具有可能。

首先，针对土地所有权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形

成了土地国有化、土地私有化和坚持完善集体所有制三种具有代

表性的观点。瑓瑠在三种观点中，土地私有化是比较不具有可行性

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社会资源匮乏的存在，要实现社

会平等之目的，只能实行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只是作为一个直

接从封建专制过渡而来的社会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差异

性的存在，农村社会实行土地集体所有是比较可行的，而非一定要

实行国有。事实上，公有制本身就包含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主要

形式。所以，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充分挖掘和发挥其

制度效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选择。

其次，土地使用权。确认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主要由两个

因素决定：一是家庭土地承包制度定型化，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的

权限得到保证；二是农民承包土地的时间得到保证。１９８４年国家

提出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在１９９３年４月第八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确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为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２５２　　

主的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从而把土地承

包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这样，

解决了农民土地承包权限保证问题。与此同时，延长土地承包期。

在家庭土地承包初期，土地承包期比较短，只有１～３年，土地经常

变更，这说明土地使用权还掌握在集体组织手中。１９８４年１月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把土地

承包期延长至１５年以上。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文件，提

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３０年不变。１９９８年８
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次

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３０年”明确下来。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第

九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

承包法》再次确认“耕地的承包期为３０年”。瑓瑡至此，土地使用权得
到了明晰，正如有学者所认为，这标志着集体的土地产权制度发生

了变化，其中对土地的使用权完成了由集体向农户的转变。瑓瑢也就

是说，土地使用权确定归农民所有。

再次，土地收益权。农民经营土地所获收益，因土地所有权属

于集体，集体组织自然有权参与土地收益的分配。同时，土地又是

国家占有资源，在社会资源匮乏条件下，国家为了提取资源进行现

代化建设并实现社会公平，也有权参与土地收益的分配。因而，土

地收益应该是农民、集体组织与国家分享。但是，国家参与土地收

益分配是通过基层政府实现的，基层政权由于财政紧张，在实现国

家收益分配的同时也参与分配，形成农民经营土地的收益，由农

民、集体组织、基层政府和国家共同参与分配的局面，从而限制了

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

实行市场体制后，农民获取收益途径增多，经营土地收益相对

减少，从而出现了土地被抛弃、闲置的现象。但是，参与土地收益

分配主体却没有发生变化，基层政府和集体组织又通过巧立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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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土地收益无法满足分配需要，于是农民与集体

组织、基层政府和国家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有鉴于此，国家于

２０００年３月开始在农村开展税费改革试点，由于减少了农民负

担，受到农民的欢迎。２００３年这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于

农村税费改革，有学者认为：“是一次农村经济利益的大调整，目的

在于通过对现行农业和农村领域的税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规范

农村分配制度，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真正实现

‘耕者有其利’。因其涉及面广，影响深远，被称为１９４９年以来继

土地革命、改革开放初期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的‘中国农村的

第三次革命’。”瑓瑣费税改革，本质上是规范和减少基层政府和集体

组织对农村费税的摊派，降低农民因为费税压力而闲置、抛弃甚至

出售土地的可能，从而保护农村耕地。换言之，通过费税改革把部

分土地收益权还给了农民。

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果，国家考虑

采取措施提高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提高现代化水平，

２００４年提出了取消农业税举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２００４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５年内取消农业税”。瑓瑤有媒体认为，中
国农民正在加速告别延续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瑓瑥在２００５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总结过去一年的农村工作指出，随着农

业税的逐步取消，国家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特别是粮食主产区

的建设投入。２００４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共２６２６亿元，

增长２２５％。同时，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重

要转机，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４６９４７万吨，增产３８７７万吨。

事实上，取消农业税不仅仅取消累加在土地上的各项费税，更

重要的是把土地收益权完整地还给了农民，激发农民经营土地的

热情，从而保护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也保证了国家秩序，促进

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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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土地处置权。土地处置权是农民具有对土地资源进行

独立处置的权利，包括处理经营土地所获产品的权利和土地流转

的权利，尤其是土地流转对土地处置权具有重要的价值。随着市

场体制确立，农民经营土地所得产品的处置权已经获得，但是实现

土地流转却经历了一个过程。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一直不允许土地流转。一直到１９９７年８
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

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的文件中，才第一次提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问题。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５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

“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

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瑓瑦２００２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则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该法规定，在自愿、不变更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等

原则下，“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

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瑓瑧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５日，中
共中央又公布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

至此，土地流转问题得到解决，农民具有了承包土地的处置权。

可见，在市场化的压力下，国家通过不断明晰土地产权，在确

认土地集体所有后，把使用权真正还给农民，同时保证农民经营土

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从而激发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和实现集

约化经营，还可以起到防御“圈地运动”的作用，使土地承包制发挥

最大效用，既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支持现代化建设，又

可以使农民通过土地经营实现富裕，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

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正如列宁曾经认为：“现在的问

题已经不是农民保持土地，而是要保证农民有自由支配这块土地

上的产品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必然会使耕地面积进一步减

少，使农业日益衰落，使运输业和工业瘫痪（由于缺乏粮食），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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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瓦解（由于缺乏粮食），而这一切就必然导致工农实际联盟的破

裂。未必用得着证明，国家掌握着必要数量的粮食储备是复兴工

业和保存苏维埃国家的动力之动力。”瑓瑨市场化既是导致农民、国

家和现代化关系失衡的原因，也是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土地上的产

品的权利的机会，借助市场化，明晰土地产权，可以实现农民、国家

与现代化的新平衡。

综上所述，家庭土地承包政策实施以来，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

性提高，收入增加，并提出了市场和现代化的要求。然而，市场和

现代化却疏离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使得以地方政府为主的“圈地

运动”越演越烈，产生了农民的生存危机，并对国家秩序和现代化

建设产生了压力。造成这种压力的原因，在于初期设计的土地承

包政策与市场之间产生矛盾，市场化需要明晰的土地产权，而初期

设计的土地承包政策却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因此，通过明晰土

地产权，保证农民在经营承包土地上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解决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问

题，并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和资源，促进城乡统筹

发展，从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实现了市场、

农民、国家和现代化之间的平衡。

注　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０６２－１０６３

② 王小鲁 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前景（上）［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１９９９（６）：１０－１１

③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Ｍ］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９４

④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１２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５４２、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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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５４３、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４

⑦ 转自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９姜渔和党晓捷也认为，１９８５年前后中国农村剩余

劳动力高达农业劳动力的３０％以上。见姜渔、党晓捷中国就业结构研究

［Ｍ］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２

⑧ 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１９５０－２０００）［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⑨ 资料来源：周德田、毛代云中国就业问题报告［Ｍ］沈阳：沈阳出版

社１９９８：１８８；冯兰瑞关于“九五”末期失业率及计算方法［Ｊ］社会学研究，

１９９８年第四期；李辉华试论未来１５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Ｊ］经

济理论与经济管理，１９９７年第一期；王红玲中国农业隐性失业统计测算

［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一期；袁志刚失业经济学［Ｍ］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５９；厉以宁等中国经济跨世纪的主题和难题

［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６０

⑩ 徐樟勇、袁建歧农民与城市化［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５６这个数据存在一些分歧，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１９８５年由镇个数７９５６

个，１９８７年突破一万个，达到１０２８０个，１９９０年是１１３９２个，到２００３年底为

２０２２６个。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

资料［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７ 和２００４年中国统计年鉴ｈｔ

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ｙｂ２００４－ｃ／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瑏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４３４－４３５

瑏瑢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卷）［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２１８

瑏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０、３０

瑏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９０

瑏瑥 根据有关学者估算，土地承包制实行以来，农村劳动力就出现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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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剩余。以１９８９年为例，全国农业劳动力是３３２８４万人，剩余劳动力为

１８９３６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５６１９％。也就是说，这年有１８９亿农业剩余

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见冯兰瑞等论中国劳动力市场［Ｍ］北京：中

国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３）。尽管１９８５年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纳了

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据统计，乡镇企业职工１９７８年为２８２６５６万人，１９８５

年增加到６９７９０３万人，１９８８年又增加到９５４５４６万人（见中国乡镇企业年

鉴（１９８９）［Ｍ］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０：７１－７３）。因此，有学者认为，８０年

代开始，至少有３０００万农民外出打工，形成第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与此

同时，“文化大革命”１０年间约有１７０万人“上山下乡”和２０００万城市居民

“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开始大范围的返城。此外，从１９８４年人均粮食产量

达到４００千克以后，国家把主要精力和资金转向国有企业改革，随着企业承

包制和厂长负责制的实行，在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改革和优化组合中，不少

的工人下岗待岗，如１９９１年企业裁减的富余人员有９８万人，占参加改革职

工人数的５４７％（见中国劳动年鉴（１９９０－１９９１）［Ｍ］北京：劳动出版社

１９９２：２５７）。在巨大的失业压力和民工潮面前，国家被迫采取了治理整顿的

措施，先是在１９８１年严格控制和限制招收民工并鼓励城镇职工多种渠道就

业，接着是劝退民工，后来是强制规定劝退数量。据《中国劳动报》１９９０年３

月１０日报道，劳动主管部门要求在规定１９９０年已“清退”民工１００万的基础

上，再压缩９０万民工回乡，以“腾出”就业岗位满足城镇失业人员的就业需

要。

瑏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０６８

瑏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５１、１５２

瑏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２１－１２３

瑏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４３２

瑐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０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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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１３２

瑐瑢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

［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７

瑐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７５１－７５２

瑐瑤 转自汪熙主编市场经济与中国农业问题与前景［Ｍ］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１６

瑐瑥 徐京跃明年起我国将彻底告别接受外国粮食援助的历史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２００５－０９／２８／ｃｏｎｔｅｎｔ ３５５７５６０ｈｔｍ

瑐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５４－２５５

瑐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８１

瑐瑨１９８４年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其工作重

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

发展商品生产”；１９８５年《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决策》中，对农产

品统购统销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进一步消解了计划经济的影响；１９８６年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认为农村实行家庭土地承包制后最大

的成功是“农村经济搞活了”，因此提出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

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

展”。

瑐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８７５

瑑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０６６－１０６７

瑑瑡 转自中国土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ｏｍ／ｚｃｆｇ／ｓｈｏｗｆｇａｓｐ？ｉｄ

＝９

瑑瑢 关于保护农村耕地的文件和法规主要有：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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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１９８７年６月１日《关于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严

格控制占用耕地的联合通知》、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７日《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回

收管理试行办法》、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土地复垦规定》、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２日国

办发［１９８９］４５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两

个管理办法的通知、１９９７年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

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１９９７年５月２０日《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

耕地规定》、１９９８年８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１９９８年１２月

２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４日《基本农田

保护条例》、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７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１９９９年１０月

１８日《关于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８日《关于在

土地执法监察工作中实行动态巡查责任制有关问题的通知》、１９９９年１１月

２５日《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１９９９

年１２月２１日《关于进一步做好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工作的通知》、１９９９

年１２月２４日《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２０００年３月２日《关于违反

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承包法》、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１日《基本农田保护令》、２００４年８月３０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

地管理的决定》、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日《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２００５

年２月２２日《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整理工作的通知》，等等。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ｇｏｖｃｎ）、中国土地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ｏｍ）以及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等网站和

有关资料整理。

瑑瑣 蔡建文农道———解读中国粮食问题［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１７０－１７１

瑑瑤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

乱占耕地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

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加强土地管理，节约用地，制止乱占耕地、滥用土地，在一

些地方收到了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城乡非农业建设乱占滥用土地的问题仍

然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猛增的势头。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乱占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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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滥用土地的现象极为突出。许多地方耕地大量地减少，有的省一年减少

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有的城镇郊区农民几乎已无地可种。这种情况如果

继续发展下去，将会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恶果，贻害子孙后代。”

所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土地管理，迅

速制止乱占耕地、滥用土地的现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农业和

农村工作重要文件选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９３

瑑瑥 沈翀、张冉然农地博弈［Ｊ］瞭望，２００４，５－１０（１９）：２５

瑑瑦 盛华仁 一 些 地 方 占 地 欲 望 仍 然 强 烈 需 引 起 重 视。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１４５７６／２８３２０／３４５４３／３４５４８／２５９８２６３ｈｔｍｌ

瑑瑧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

［Ｍ］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１

瑑瑨 董碧水全国走一步，十强县走两步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０９－２１

（７）

瑑瑩 从１９７８年以来，在我国经历了三次以思想解放为内容的思想交锋活

动。１９７８年的“两个凡是”交锋，中止了阶级斗争的逻辑，确立了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１９９２年姓“社”姓“资”交锋，确立了市场经济理论；１９９７年的姓“公”

姓“私”交锋，解决了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

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Ｍ］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纵观三次交

锋，贯穿了反“左”的主线，都与经济建设相关。正因为如此，三次交锋解决了

一些“左倾”问题，却把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化。

瑒瑠 本书编写组国家公务员实用核心法规［Ｍ］北京：中国方正出版

社２００３：４

瑒瑡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ｚｈｕａｎｔｉ／１７７９１８ｈｔｍ

瑒瑢 见复旦大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保

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资料》（２００５年）第４４页

瑒瑣 见鲁真《河南农民失地后的调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７日；广东省农调队：

《广东三市县失地农民调查报告》，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江西省农调队：《江西

省失地农民现状调查》，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６日；辽宁省农调队：《辽宁失地农民生

活现状的调查分析》，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９日；蒋书民：《江苏失地农民的调查与思

考》，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５日；符光荣：《对失地农民的调查与建议》，２００４年１月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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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云南省农调队住户处：《云南省失地农民生产生活现状不容忽视》，２００３

年９月２７日；黄葛庆：《关于上海市部分失地农户情况的调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２５日；重庆市农调队：《重庆市部分农民为什么不愿土地被征用》；天津市农

调队：《天津市失地农民生活状况与心态调查》，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９日。转自李

小云、左停、叶敬忠主编２００３－２００４中国农村情况报告［Ｍ］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９０

瑒瑤 农民的越级上访几乎在所有农村都存在，原因是多元的，其中关于土

地问题的上访所占比重最大。这种故事在最近出版的有关农村的学术书籍

中大量出现，如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曹锦

清黄河边的中国［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陈桂棣、春桃中国农

民调查［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等等。

瑒瑥 樊平２００４年农民发展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ｍ／ｉｎｆｏ／

１３５９－１ｈｔｍ

瑒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２７５－２７７

瑒瑧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９

瑒瑨 杜润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０－１８

瑒瑩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６

瑓瑠 主张土地国有化。文迪波认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来就没有真

实地存在过（见文迪波还农村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来面目［Ｊ］农业经济问

题，１９７８（８））。安希及则认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土地确属集体所有，但

在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集体”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一个新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充当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因

此，实行土地国有化就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选择（见安希及论土地国

有用佃制［Ｊ］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８８（１１））。杨勋强调，由于土地资源的特殊重

要性及其在我国的极端稀缺性，实行土地国有化才便于国家对土地资源的高

效管理（见杨勋国有私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Ｊ］中国农

村经济１９８９（５））。

主张土地私有化。有的学者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土地私有制存在着土地

私有原型和土地私有变型之分。前者指私人拥有土地之目的是为了耕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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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为典型。后者指私人拥有土地本身即是目的，拥有者与土地分离，只

从事地租剥削，以地主模式为典型。他认为，为人们所厌恶、所反对的只是土

地私有变型，以及土地私有变型的不公平。土地国有、土地集体所有的提出

和实践都可视为人们对土地私有变型的否定。但是，如果因为反对土地私有

变型而伤及土地私有原型，可谓矫枉过正。辛苦种地有功，怎能反对。反对

土地私有原型，实际上就是反对农民认真种地（见魏正果我国农村土地国

管私用论［Ｊ］中国农村经济，１９８９（５））。也有的学者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后，土地集体所有制只剩下空壳，只具有一定的法律象征，农民倒成了

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见李庆曾谈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改革［Ｊ］农业经

济问题，１９８６（４））。

坚持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学者认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

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应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为主体。我国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人地矛盾突出。与

此相适应，我国现行的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在其基本形态上

是基本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和基本国情的。因此，我国现行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中心任务

是进行土地经营使用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的机

制（见刘书楷构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思路［Ｊ］经济研究，１９８９（９））。

也有学者指出，至少在今后二三十年内，耕地私有化的方案应被基本排除。

因为国家无力解决几亿潜在失业人口显形化的救济负担，而私有地主既无力

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土地国有化方案的实际好处有限，而实际操作

成本很高，因而也应予以基本排除。在我国现阶段，要农民在保证生活水平

基本不降低的情况下来提高耕地的利用效率，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空间不

大。完全不必采取太复杂或动作过大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既缺少现实效

率，又具有大得难以估计和控制的风险（见陈吉元等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

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思路［Ｊ］经济研究，１９８９（１０））。

瑓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６

瑓瑢 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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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瑣 陈 锡 文  农 村 税 费 改 革 如 何 影 响 农 民 的 命 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ｚｃｚｃｏｍ／ｃｊｄｔ／００７ｈｔｍ

瑓瑤 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４－０３／１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３６９３７９ １ｈｔｍ

瑓瑥 农村税取消后乡镇基层的财政困难该如何解决？［Ｎ］南方都市报

２００５ － ０３ － 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ｃ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ｇｄｎｅｗｓ／ｓｄ／

２００５０３１６０２９１ｈｔｍ

瑓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６８６

瑓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Ｍ］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９

瑓瑨 斯大林全集（第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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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土地政策：农民、国家政权
　　　　与现代化关系的交汇平衡点

　　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除了外族入侵，中国发生天下大
乱的原因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而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

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的农民最后被迫揭竿而起，演绎出一幕幕

王朝更迭的历史剧。因而，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个最初萌芽于城市工人和知识分子运动中的无产阶级

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合作中，逐渐认

识到土地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从而发动了土地革

命，通过土地政策动员了农民，获得了革命所需资源，战胜了国内

外一切对手夺取政权。

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在农村为新政权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并在建国后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实践

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承诺，获得了农民

的认同，巩固了新生国家政权并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资源。

但是，土地改革运动是以土地均分和私有的方式实行的。土

地改革运动，一方面导致农村土地流动，产生新的贫富差距，影响

了国家政权；另一方面与新生国家追求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

政治价值发生矛盾。

为了解决贫富差距和生存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

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采取了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合作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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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作化运动，一方面无法产生与新生国家生产关系一致

的生产力，同时农民也不断提出“退社”的要求。与此同时，以牺牲

农业为代价的工业建设启动，在没有外部市场和外来资源的前提

下，急需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其中土地和农民就是最大的资源。

在当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不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

的必然要求，而且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于是，合作化出现转向，从土地农民占有向集体所有转向。在这个

转向过程中，新生国家内部就国家发展出现了“道路之争”，在意识

形态的压力下，合作化不断提速，并在１９５６年快速地实现社会主

义，尔后向共产主义过渡。

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农民出于对共产主义远景的憧

憬，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人民公社制度得以顺利嵌入。

人民公社曾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金桥”。

但是，人民公社建立不久出现了天灾人祸，农民面临生存问题，从

而导致现代化建设受阻，国家政权建设面临巨大压力。国家被迫

调整土地政策，实行权力的有限下放。结果是农民在地方政府的

支持下，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这被认为农村出现了资本

主义发展问题，从而上升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在一次一

次的反“右”斗争中，人民公社不断走向完善。

人民公社制度，是在集体土地的前提下，实行国家高度统一的

计划体制，这遏制了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下降，农民生活质

量降低，也影响了现代化建设。在这期间，农民为了生存不断进行

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道路和现代化建设，

一次又一次地采取反“右”斗争等形式试图取消农民的这种资本主

义行动。最后，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为了生存，走向了与国家政

策对抗之路，实行土地承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一系列的大讨论，终止了阶级斗争

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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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次土地承包获得了国家的认同，土地政策发生变革。这次变

革是在人民公社制度导致现代化建设出现危机，农民为生存采取

行动，对国家政权产生压力的时候进行的。其做法是把土地还给

农民经营，也就是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激

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了国家政权，促进了国家现代化建设。

家庭土地承包制产生了较好的政策绩效。但是，土地承包是

以均分方式实行的。这导致现有土地资源只能解决农民温饱问题

而无法实现富裕，农民出于追求富裕之目的，对土地提出了进一步

的需求。这个需求在农村人口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凸显农村劳动

力剩余问题。同时土地承包后，农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加，但由于农

村市场没有形成，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问题。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成为实现农民

富裕的迫切要求。建立市场体制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上述农

民要求的有效途径。现代化和市场却对土地承包政策产生了巨大

负面影响：人地关系发生变化，土地受到蚕食。这说明，土地在调

控国家与农民关系中的作用下降。保持国家与农民关系仍然需要

土地这种资源，但土地已经不能够有效地平衡国家与农民关系，甚

至成为国家与农民冲突的源头。因此，围绕土地这个中心，通过土

地产权制度的调整，建构合理的农村制度，重新界定国家与农民关

系，再次实现市场、农民、国家与现代化的平衡。

建立现代化国家需要一个稳定和巩固的国家政权。对于一个

以农民为主的国家，现代化是不断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农民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影响

现代化建设，并直接影响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因而，如何平

衡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内

容。事实证明，土地政策是三者关系的交汇平衡点。良好的土地

政策能够有效地平衡中国国家建设中农民、国家政权和现代化建

设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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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３２７．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６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４。

３２８．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４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２９．中央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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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

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３１．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３２．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

文献选编（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３３．钟家栋：《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中国社会主义之路》，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３４．周德田、毛代云：《生存忧患：中国就业问题报告》，沈阳：

沈阳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３５．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３３６．周其仁：《农村变革与中国的发展（１９７９—１９８９）》，香港：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３７．周其仁：《农村改变区域调查报告（１９８１—１９８９）》，香港：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

３３８．周晓虹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３９．朱冬亮：《社会变迁中的村级土地制度》，厦门：厦门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３。

二、外文文献

１．Ａｉｒｄ，Ｊｏｈｎ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
ｉ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ｎｏ．
２（Ｍａｒｃｈ），１９８２．

２．ＡｎｄｒｅｗＧ．Ｗａｌｄｅｒ，Ｚｏｕｐ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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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Ｒｕｒａｌ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３．Ｃａｌｏｔ，Ｇｅｒａｒｄ，‘ＤｏｎｎｅｅｓｎｏｕｖｅｒｌｌｅｓｓｕｒＩ＇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
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ｃ．Ｉ：Ｌｅｓｒｅｎｃｅｎｓ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１９５３，１９６４ｅｔ
１９８２⋯⋯＇，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３９，ｎｏｓ４—５，１９８４．

４．Ｃａｌｏｔ，Ｇｅｒａｒｄ，‘Ｕｎｅｎｏ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ａｎｔｅ：Ｉ＇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ｙｅｎ
ｄ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ｕｍｉｓｅｓａｎｒｉｓｑｕéＩＩ：ｑｕｅｌｑｕｅｓｅｘｍｐｌｅｓ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１９８５．．

５．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ｅａｓａ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ｍｍｕ
ｎｉｓｔ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
６．Ｃｏａｌｅ，ＡｎｓｌｅｙＪ．‘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

ｃｙ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ｎｏ．１（Ｍａｒｃｈ），１９８１．

７．ＤａｎｉｅｌＫｅｌｌｉｈｅｒ．Ｐｅａｓａｎ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ｒｕ
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８．Ｅｄｗａｒ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ａｕｌ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ａｎｄ ＭａｒｋＳｅｌｄ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ｔａｔｅ．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９．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ｅｉｗｅ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

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６５（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７６）．

１０．Ｇｅｅｒｔｚ，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ｉ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
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

１１．ＧｒｅｇｏｒｙＥｌｉｙｕＧｕｌｄｉｎ，Ｆａｒｅｗｅｌｌｔｏｐｅａｓａｎｔｃｈｉｎａ：ｒｕ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２０ｔｈ，Ａｒｍｏｎｋ，Ｎ．
Ｙ．：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９７．

１２．ＨｉｒｏｓｈｉＳａ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ｓｔ—

ｒｅｆｏｒｍＣｈｉｎａ ：ａｍｉｃｒ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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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ａｓａｎｔ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２．
１３．Ｈｕａｎｇ，Ｐｈｉｌｉｐ，Ｔｈｅｐｅａｓａ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１４．ＪａｍｅｓＣ．Ｓｃｏｔｔ，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Ｈｉｄｄｅｎ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１５．ＪａｍｅｓＣ．Ｓｃｏｔｔ，Ｗｅａｐ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Ｆｏｒｍｓｏｆ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１６．ＪｅａｎＣ．Ｏｉ，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５．
１７．ＪｅａｎＣ．Ｏｉ．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 ＴａｋｅｓＯｆ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１８．ＪｅａｎＣ．Ｏｉ．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１９．ＪｏｈｎＥ．Ｓｃｈｒｅｃｋｅ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ａｅ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１．

２０．Ｊｏｈｎｓｏｎ，ＧａｌｅＤ．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７８—１９９０，ＩＣ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２１．ＪｏｓｅｐｈＲ．Ｌｅｖｅｎｓ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７１．

２２．Ｋｅｌｌｉｈｅｒ，ＤａｎｉｅｌＲｏｙ，Ｐｅａｓａｎ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ｅｒａ
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１９７９—１９８９，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２３．Ｋｕｎｇ－ｃｈｕａｎＨｓｉａｏ，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

２４．Ｌｉｎ，Ｊｕｓｔｉ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ｉ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８，

ｎｏ．６．
２５．Ｌｉｐｐｉｔ，Ｖｉｃｔｏｒ，Ｌ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



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 ·

２９２　　

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ｔｓ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４．
２６．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ａｈａｒ，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Ｌｅａｐ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９５８—６０．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２７．ＭａｒｉａＥｄｉｎ，ＭａｒｋｅｔＦｏｒｃ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ｏｗｅｒ：Ｌｏ
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ｉｎｔｅｒｓｉｎ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０．

２８．Ｍｏｓｈｅｒ，ＳｔｅｖｅｎＷ．Ｂｒｏｋｅｎ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２９．ＰｅｒｋｉｎｓＤｗ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ｈａｈｉｄＹｕｓｕｆ，Ｒ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Ｍ Ｄ：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３０．ＰｈｉｌＢｉｌｌｉｎｇｓｉｅｙ，Ｂ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３１．ＲａｎｄｏｌｐｈＢａｒｋｅｒ，ＲｏｄｈａＳｉｎｈａ，ＢｅｔｈＲｏｓｅ，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３２．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ＤｏｒｏｔｈｙＪ，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ａｓａｎｔ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ｔｈｅｍａｒ
ｋｅ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３３．ＳｕｓａｎＨ．Ｗｈｉｔ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Ｗｅａｌｔｈ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
ｎ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３４．ＶｉｖｉｅｎｎｅＳｈｕｅ，Ｔｈｅ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ｄ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３５．Ｗａｔ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Ｌ．（ｅｄ．）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ｏｓ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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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资料

（一）期刊．

１．《调研世界》

２．《读书》

３．《光明日报》

４．《经济问题》

５．《农村经济》

６．《农村经济问题》

７．《人民日报》

８．《三农中国》

９．《战略与管理》

１０．《浙江国土资源》

１１．《中国季刊》

１２．《中国农村观察》

１３．《中国农村经济》

１４．《中国土地》

１５．《中国土地报》

１６．《中国现代化研究》

１７．《中国乡村研究》
（二）网站

１．人民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２．三农数据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ｎｎｏｎｇ．ｇｏｖ．ｃｎ）

３．新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４．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ｕａｌ．ｏｒｇ）

５．中国农村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ｒｉ．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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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中国农村研究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ｒｓ．ｏｒｇ．ｃｎ）

７．中国土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ｌａｎｄｓ．ｃｏｍ）

８．中国选举与治理（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ｒｇ）

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

１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ｌｒ．

ｇｏｖ．ｃｎ）

１１．中国政府创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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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论文答辩一年
多后，还能够拿起论文有点出乎自己的意料。老实说，在论文写作

和答辩中，尽管有些地方不清楚，但自以为论证还算周全，逻辑也

算清晰。然而，在修改的过程中，论文所展现的问题远比想象中多

得多，修改工作就显得比较艰苦。正是过程的艰辛，让我初步领略
了学术之路，也使我认识到本书研究对象所蕴藏的巨大空间。本

书权当对过去生活的一个小结，也是迈向学术之路的第一步。

作为农民的儿子和亲身经历农村生活的人，我选择土地作为

研究对象，试图对农村生活进行学术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十分困

难的：一方面，以土地作为研究对象的巨著不胜枚举，再介入研究
真有点“偏向虎山行”的意味；另一方面，凡研究土地必涉产权问

题，本书偏没有过多涉及。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如何通过土地政

策的调整以平衡农民、国家政权与现代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以

土地产权为重（这一研究将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涉及），故没有作

重点阐释。

借这篇后记对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表达诚挚的谢意。

感谢生养我的父母。清楚地记得，当我六年多前准备到复旦

读书的时候，父亲还笑着问：“看来有可能回上海看看了？”我当时

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今，先父已经驾鹤西去，这应承已经永远无法

实现，只有等下辈子了。先父早年在上海读书并参加工作。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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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期间，他忍受不了饥饿折磨和玉米、番薯的诱惑，逃回小

山村，从此与土地打上了交道。我选择土地作为博士论文的对象，

也算是对先父的纪念。母亲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却

恪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我只要愿意读书她总是尽

其所能地给予支持。此外，还要感谢我的妹妹和弟弟。妹妹的学

习成绩一直很好，但家贫加上农村的传统使她服从辍学；弟弟一直

身体不好，却总是鼓励我求学。

感谢父老乡亲。家乡是我永远的动力源。不仅只有一百来户

的小山村曾经哺育出一百多位大中专学生，而且我那至今还在流

淌的血液是父老乡亲给续上的。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而父老

乡亲给了我第二次、第三次……我的命是如此之“硬”。从３岁一

直到２０岁，我一直享受着父老乡亲重新给予的生命。从悬崖摔

下，倒在血泊中已经没有了声息；在大食堂，跑到水缸捉迷藏而被

滚烫的开水不止一次地从上浇下；在晒谷场，置身燃烧的火堆，全

身皮肤没有一处完好；在工厂，手指被机器轧断……每次都预演一

样的场景：父老乡亲抱着我，互相接力跑，送到十里外的医院救治。

我在这样的一次一次中获得重生。这份乡情，无以为报。把乡亲

生活的土地作为对象，进行生活的解释，不知算不算是一种回报？

感谢我的导师———臧志军教授和林尚立教授。我有幸拜在两

位风格不一的导师门下：一个是慈师，一个是严师。臧老师是慈

师，给予了无数的关照和鼓励，甚至在本论文匆忙完成之际还进行

逐字逐句的修改。林老师是个十分善良的人，但于学术上的要求

却常常使人“难堪”。到现在，我还“害怕”见到林老师。无论如何，

我要衷心地感谢两位授业恩师！你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做人和

学业上受益匪浅，也使我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可以说，我的任何进

步都离不开你们！

感谢所有复旦大学国关学院的老师们。首先感谢孙关宏教

授，从十年前有幸结识到现在，你给了我无数的鼓励和帮助。其次



· 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２９７　　

感谢唐贤兴副教授，近十年来一直获得你的关照，我的博士论文也

包含了你的真知灼见。此外，还要感谢曾经教授和帮助过我的其

他老师：曹沛霖教授、王邦佐教授、竺乾威教授、浦兴祖教授、陈明

明教授、郭定平教授、任晓教授、刘建军教授、洪涛副教授、陈周旺

副教授、郑长忠博士，等等。

感谢徐家良教授和施雪华教授。你们给了我学术上的引领，

并鼓励我报考复旦。徐家良老师那句“报考复旦这样的学校，即使

考三次也值得”的话一直鼓励我。施雪华教授为我报考准备了许

多资料，即使自己腿受伤在家休养，也不忘提醒我，让我坚定了报

考复旦的决心。

感谢一个场景和所有场景中的人。在攻读博士期间，这场景

如同吃榴莲：难受但回味无穷且营养丰富。那就是由林老师主持

的聚会。说实在的，每两周一次的师兄弟学术聚会是经常让我期

盼的。聚会提供了真诚帮助和激烈交锋的平台，也拓展了我的学

术视野，并促使本书的孕育成熟。

感谢为本书写作收集资料和提供帮助的每一位同学和朋友：

《钱江晚报》李晓鹏、浙江义乌市政协吴小锋、浙江开化县委组织部

江成忠，等等。还要感谢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马力宏博士；何显明

博士、胡承槐博士，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王向民博士、上海市委党校

袁峰博士、武汉大学唐皇凤博士，等等。

感谢“宁波货轮”的所有“船员”。２００５年那个炎热的夏月，周

群、唐序杰、夏国乘、陈爱萍、方培君以及徐峰昀等诸友，不仅给予

我生活上的关照，而且对我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同时，

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王康师姐、高威麟编辑，对本书的修改和出

版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帮助。

感谢默默关心、支持我的岳父母和爱人，你们给了我写作的自

由，更增添了我写作的动力。还要感谢我的小儿，在你的身上依稀

看到了我的童年，天真但执著，顽皮又不失可爱，还有那份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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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真诚地面对人生，以感恩的心对待生活。

叶国文

２００５年秋月写于复旦北区公寓

２００７年春月改于杭州溪畔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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